
奥地利学派在中国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

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罗卫东　姚中秋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罗卫东，姚中秋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

（奥地利学派与中国）

ISBN 978－7－308－06836－9

 

Ⅰ．中…　Ⅱ．①罗…②姚…　Ⅲ．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Ⅳ．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9800号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罗卫东，姚中秋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楼伟珊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6千字



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836－9


定　　价
 　42.00元


前　　言

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变迁已经进行了30年。社会各界都在进行纪念、反思，华人哈耶克学会也将2008年的学术年会主题确定为“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参加年会的学者所提交的、从奥地利学派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相关论文的汇编。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理论意图是“古典的”，即试图发展一门解释以物质财富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如一位学者所说：“门格尔对人类文明进步之道的论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经济发展理论，而非静态的经济配置理论。”
[1]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门格尔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行动及其借以行动的知识。也因为如此，他对制度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中，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理论。通过对制度生成机制的解释，他也同时解释了经济是如何增长的，以及文明是如何生长与扩展的。

不过，差不多是从路德维希·米塞斯开始，奥地利学派的关注点过分地转向方法论。当然，米塞斯本人极大地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比如他的信用、货币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1912），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后来依据这一理论对美国大萧条进行了分析
[2]

 。米塞斯也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比较制度理论（主要著作是1922年的Die Gemeinwirtschaft：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ozialismus [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比他稍晚的哈耶克也发展了商业周期理论（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与资本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

不过，也许是因为身处在自己的学术传统被不断边缘化的学术与社会环境中，米塞斯、哈耶克对于方法论问题也极端关注（比如米塞斯著有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1933）。他们关于应用经济学的讨论，通常也刻意地突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特殊性。这种学术关注点后来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圈内似乎形成了某种“方法论”狂热。与此相关，这个圈子的学者们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相关研究也是经济学传统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但是因此而忽略应用经济学的讨论，忽略对现实的解释，却只能使自己的理论更为边缘化。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开始淡化方法论意识，转而关注经济学的实体问题。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接续米塞斯、哈耶克的资本、商业周期理论，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这方面重要的著作有 Roger Garrison的Time and Money
 （2000）和Steve Horwitz的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2000）。

还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学者不断地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核算大论战”，并依据奥地利学派的比较制度理论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现实，讨论苏联制度的形成过程与转轨前景。Peter Boettke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包括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iet Socialism：The Formative Years，1918－1928
 （1990）：Why Perestroika Failed：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Sodalist Transformation
 （1993）；Cal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Essays on Socialism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1）。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提出奥地利学派的增长与发展理论，用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比如，目前在台湾地区任教、为本书也贡献了一篇文章的余赴礼教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7）；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Systems and Government
 （2007）。

所有这些应用经济学理论，都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过程。

毫无疑问，奥地利学派理论在中国晚近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塞斯、哈耶克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入中国。引人注目的是，国内译者更为偏好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政治学论述，迄今为止，除了20世纪60年代出版过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译本——当然现在早已绝版——之外，90年代以来，没有人翻译哈耶克早年的专业经济学著作。因而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对中国学界、公众的影响似乎主要发生在观念层面。
[3]

 米塞斯、哈耶克关于市场优越于计划、计划经济不可行的论述，对于人们确立市场信念产生了重要作用，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制度变革，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包括法律、社会与政治领域。哈耶克关于法治的论述，对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形成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学界，始终存在着一个奥地利学派，渗透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当然，奥地利学派如果仅仅具有观念、信念功能，那它的生命力就不是持久的。其实除了对市场、法治、宪政的信念之外，奥地利学派也对这些价值提供了可信的学理论证，同时也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框架，至少在其相关的讨论中隐含了这些内容。对于中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来说，发掘、阐述和发展这些理论，既可推动奥地利学派自身理论的发展，也有助于理解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制度变迁。过去30年中，中国经历了又一轮制度剧烈变迁过程。在此过程当中，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长期而高速的增长，中国社会经历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变迁，具有丰富理论资源，尤其是关于人、行动、规则、制度之理论资源的奥地利学派，完全有能力提供有效的解释。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对于解释这样的变化，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借助丰富的制度比较研究，奥地利学派对于市场、法治、自治、宪政等制度的机理理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助于解释已经发生的变化，描述变化的现状，以及预测变化的前景。

本书就是中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不论其认同程度之强弱——在这方面进行的一次努力。这里所收录的论文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领域。全部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论文利用奥地利学派理论及相关理论对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进行了一般性讨论；第二部分的论文集中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第三部分的论文关注的是法律、社会制度的变迁。

这样的努力只是一个开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理论是一座富矿，值得更多人进一步挖掘。奥地利学派学者所发展的信用货币理论、制度理论、企业家理论、知识理论、普通法理论、商人法理论、宪政理论等，对于中国学者理解中国转型的问题及设计转型的制度方案，均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这一次华人哈耶克学会学术年会的召开，得到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姚中秋

2008年冬

 

————————————————————


[1]
  Karen I. Vaughn, 1994,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4．（中文版：卡伦·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朱全红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
  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有学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对奥地利学派兴趣复苏的一个原因就是“奥地利学派主要阐述者背后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Peter J. Boettke and David L. Prychitko, 1994, "The Future of Austrian Economics", in Peter J. Boettke and David L. Prychitko (eds.),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in Contemporary Austrian Economics
 , Edward Elgar, p.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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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制度转型的一般理论


从奥地利主观方法论“经济转型”

余赴礼
[1]



 


提　要：
 虽然近年关于经济转型的文献大量涌现，但是我们对于经济转型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有限。本文提供一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转型”理论。这个理论以人为本，方法上建基于“人类施为”的概念，且着眼于人的主观思维、学习、期望、错误、尝试及创见等元素。本文运用及发挥主观方法去阐明经济转型现象，结论是各转型经济会朝向个别特有的体制发展，而这种发展是无人能预知的。本文的理论架构能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阻力和抗拒，并对两类改革，即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
 经济转型；体制；人类施为；主观明白；知识与学习

一、前言

自俄罗斯、东欧等国放弃极端中央计划经济，学者们便对经济转型产生浓厚兴趣。不幸的是，自柏林墙倒下后近20年间，我们对转型经济的理解仍是十分贫乏（Roland，2001）。关于转型期经济的问题，在观点上仍存极大的分歧。虽然近年关于转型体制的文献不断大量涌现，但是我们对于转型期经济的概念还是相当混乱
[2]

 ，欠缺一个可以在转型过程中作为政策指导的理论（Havrylyshyn，2001）。Kornai（2000）更坦言我们不需要为经济转型作出定义，我们只需知道开始与结束便可。缺乏了理论，难怪政策指导会出现混乱。

主流新古典学派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存在严重的经济扭曲
[3]

 ，所以他们主张纠正价格。新古典学者忽视了结构性不明确、学习及演变过程，且把均衡等同于经济稳定，如此一来，过渡期的不稳定就是发生在两均衡点之间。例如，Roland和Verdier（2000）就转型期政策执行上产生的协调问题建议排除坏的均衡处。大抵而言，主流经济学者的政策建议皆围绕着如何由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到民主式的市场经济。这些学者不理会历史及制度的局限，相信“只要砍掉中央计划经济，开放市场，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便可水到渠成”（Hare，2001）。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国际上执政策建议牛耳，特别是“华盛顿协议”
[4]

 的学者与策划者，他们着眼于资源配置效率。他们对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工程，抱极大信心（Roland，2001）。“华盛顿协议”人士全面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分析与思考过程完全脱离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政治及社会状况（Weisskopf，1997）。“华盛顿协议”之观点建基于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和稳定经济政策，未能掌握每个国家的特有历史因素，结果不能解释转型体制所发生的现象。很自然地，当这些人士发现俄罗斯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价格开放后GDP大幅度下挫，便大感震惊且不知所措。

本文将提出一个奥地利学派的转型体制理论。至今利用主观方法研究转型体制者不多，例外者如Colombatto（2002）尝试利用奥地利学派方法分析转型经济。他特别应用了哈耶克之说，提出三个准则来看经济转型：一、知识之获得；二、个人责任；三、市场自由进出。依Colombatto之见，分析转型经济，应留意机会之改变及人民是否愿意掌握这些机会，故此外来之冲击应当被视为机会之来临。Colombatto正确地指出知识问题对于了解体制改变极为重要。可惜他只强调机会与局限，使得他的论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似，而未能够把奥地利学派的主观精神发挥。本文将把经济转型定义为社会知识库正在急速转变的经济。本文之独特处在于以人为本，并将从人之主观元素，如感知、学习、错误、期望、尝试及创新等去了解体制之转变。

本文从认知角度看经济转型，方法上建基于“人类施为”（human agency）的概念及从人的思维出发。如此，人类建立的制度可被视作社会的知识库，这些制度是人类经过不断运用资源的过程而不自觉地衍生出来的结果。经济转型的意义也就是制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来自人的主观思维的改变。制度的稳定就是人民集体认为其共同的知识库已可达到协调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不思改变。换言之，他们对外来事物的诠释是相近的，且不会有矛盾。本文之奥地利学派架构可以帮助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转型期间对新事物抗拒的原因；第二，厘清两种改革方案，即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

二、哈耶克的认知过程：心智、感知与归类

或许哈耶克是第一位有系统地对人如何处理不确定问题而提出认知模型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如下文所述，他建立了一个“心智建构”模型，以了解制度之出现。根据哈耶克的讲法（Hayek，1952，1962），明白他人的行动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当中涉及界定类型、模仿、内化（接受）并转换成跨越空间与时间范畴的行动或知觉。人在模仿及行动之前，必须了解和界定他所看过的外来事件。然而不是所有的外来现象都是全新的，它们可能与某些过去经验过的东西相似（Hayek，1952；Fleetwood，1995：111）。哈耶克（Hayek，1952：104）将此感官上的知觉描述成“分类的执行”，换句话说，人的心智有能力按感官对外来事物分门别类。纵使这人对某些现象从未经验过，也能粗略地把它认知为“同一类型”。在感知的过程中，人在心里逐渐建立了一套过往外来事物冲击的记录，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套外来冲击物之间的联结性或相关性的记录，并用来比较眼前的新事物。以哈耶克之言（Hayek，1952：142）：

 

我们所知觉的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的独特性质，而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共同的性质。因此，感知永远是一种诠释，一种将某事物置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的归类活动。

 

如果某事件或一连串的外来刺激物多次重复出现，就会在脑海中注记下来而形成类型。当每一次出现同样的事情或冲击，脑中就会产生相同的反应。这就是说，该外来事件所产生的“刺激信号”会行走相同的路径，形成相同的联结，并产生相同的结果，最后是该事件会被归为同一类（Fleetwood，1995：115）。值得再提的是，感知建基于个人的经验，所有感受到的东西会遇到已经记录在脑海中的资料库。每一次接收一个或一种新的外来信息（即刺激元素），都会受到先前归类的影响。每一个新的现象之被感受，都会与其他事件关联起来，并与其他同类的事件相提并论（Hayek，1952：142—143）。
[5]



三、经验法则与制度作为协调的机制

上节揭示了人的感知与行动是由经验所操控。哈耶克认为，因为人类思维能力有限，为了节省脑力，所以要依循经验法则办事。运用经验法则是人们应付其知识贫乏的方法（Hayek，1967：90）。用经验法则来带领行动的现象是因为多数时候，面对特定环境时人们无可避免地受到知识不足的困扰，而特定环境却又决定行动。经验法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复杂处境之下进行决策，方法是减少在复杂环境下所需考虑的因素，缩窄了我们选择的范围，只需单独地抽出事实的类别，便可决定应采取的行动（Hayek，1964：11）。以哈耶克之言（Hayek，1962：56—57）：

 

……经验法则常常决定或限制了可能的选择范围。借着删除某类选择，并提供某种常用的达成目标的方法，经验法则限制了我们进行有意识选择的范围。

例如，当道德规则变成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时，某些选项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选单中……因为道德规则引导行动，所以我们观察某人不会做什么比看他会做什么更佳。

 

因此，“经验法则不仅控制我们的行动，也控制我们的感知，尤其是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感知”（Hayek，1962：45）。制度或办事准则可以被视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它们简化这个世界的复杂度，让事情的运作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也标准化了这个复杂世界，并协助解决市场互动的问题。每个人在有规范的世界中行动，确保了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规律性及社会秩序。因此，制度的改变可视为新的办事准则尝试取代旧的办事准则的过程。

四、创新对感知过程的冲击：干扰与重新归类

人并非是被动的机械。我们不只会适应外在的世界，也通过有目的及有意识的选择，调整环境以满足个人所需。除了作为知识的扩散者与使用者外，人同时也是知识创造的来源。换句话说，人是知识的建立者与使用者、经济过程的创造者及启动经济变革的引擎（Hayek，1952；Rizzello，1999，2000）。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变动是与人们不断的创造其存在的理由有关，人总是尽可能按照有利于其自身的方向去发展，并尽力影响及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样貌（Rozzello，2000）。这就是人类创见的基础。

新颖的创见在感知过程中制造了新动力。新的冲击不会使诠释系统产生即时反应，因为这会造成错误行为。相反，人的心智先会评估这些新事物是否切合其内心的整体图像（或模式）。选择适合的反应所牵涉的，不仅是以一个行动回应一个外来问题，更会联系过往的诸多记录（Fleetwood，1995：115）。假若有些外来的事物无法被归类，或人的诠释架构无法对当前从未遇到过的处境分类，从而无从提出合适的应对，思维过程便进入了过渡阶段，感知机制便会运作其间。换句话说，感知机制可从某一式样的类型移转到另一可以辨认的类型。假若缺乏在不同领域移转类型的能力，人将无法了解任何新颖的行为（Fleetwood，1995：112）。

不过，我们的思维系统往往未能对现时或不久的将来的情境作出适当的诠释（即诠释错误或预测错误）。换句话说，现存的经验法则无法应用于新颖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这人便处于一个经验冲突的状态。只有慢慢地将事件重新归类和联系，新的经验法则重新建立起来（Hayek，1952；Fleetwood，1995）。毫无疑问，这个重新归类（或重新诠释）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个重新归类及建立新的经验法则的过程是理解经济转型的关键。以本文的认知论点，经济转型可定义为存在人们心理的诠释架构已经过时，不能应付外面世界的急速转变，同时又未曾建立新的诠释架构去应付新的问题。这段时期，思维出现断层，诠释架构处于混乱状态。这个状态，反映于社会，谓之经济转型。

五、转型的过程：从感知到市场筛选

虽然经济转型是处于混乱状态，但并不代表经济活动停顿。相反，经济转型是一个极具动态的过程，其问人们努力地希望重建他们的诠释架构。本节将探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是探讨如何从个人思维里的重新分类行动导致社会的总知识库的改变，继而出现新体制。这需要利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来说明。

人对事件的主观诠释及选择，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经济学的市场筛选相似于生物学的“物竞天择”，包括了三部分：变异、筛选及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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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异的发生是通过人类施为。经济体系的筛选是事物随时间受到制度或典范而变化，以及通过利润或亏损而浮现。通过过滤的过程，那些获利的方案将存活下来；反之，那些亏损的方案将被淘汰。自利掌控着市场的筛选。一旦新的办事方式被发现更能获利或更为可行，人们将会反复使用并将其纳入办事常规。上文提过，思维的局限要求我们遵循经验法则，以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处境中进行决策。经过尝试、改错与测新，新的办事法则出现，并成为新知识库的一部分。这个经济转型的动态理论的基础是把感知、试验及社群学习过程概念化。从认知角度，我们可进一步阐明经济转型的时间长短。首先可以说的是，文化愈深层，社会的知识愈稳固地镶嵌，人们便需要愈长时间去摆脱旧思想、旧体制，如此便需要愈长时间转型。当文化深深植根（例如中国清末），施用温和的改革方案去除旧思想可能无效，而需要更猛烈的改革药方才可重新学习。这种处方有可能是政治革命或暴力推翻旧体制，结果是无可避免地带来流血及冲突。其次，假若人们需很长时间去诠释或明白外来事物，脱掉旧知识及重新学习新知识，那么过渡期便会更长。例如，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比独联体国家学习得更快，过渡期亦较短（IMF，2001）。转型时间的长短，其关键在于思维、感知、诠释及学习。前几个国家在地理及政治方面接近欧盟原有国，容易理解西方国家的市场体制运作，所以学习亦较快。相反，独联体国家没有模式可依循。经过七十多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封闭，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于市场体制运作全不明白，自然需较长时间学习。

六、经济转型，终归何处？

经济转型，何去何从？对一般新古典及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而言，答案是向市场经济发展。事实上，大部分经济改革学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顾问都相信转型经济应朝向自由市场体制发展。例如，IMF（2001）指出：“建立有效的市场体制，长远而言，对所有国家都是重要的，但转型经济由于欠缺市场经济之先备条件，所以尤为重要。”因此IMF指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角色是要从直接干预市场活动，转变成为建立及监督游戏规则的机构。其实，向自由市场体制转型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正如Hare（2001）指出的，有些在转型中的国家根本不愿意向市场体制发展。若从主观经济方法去看，这些转型中的经济不必要也不一定要发展成为欧美式市场体制或回到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他们会向未知的将来迈进，这种看法是奥地利学派演进观的精神所在。根据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之见，制度之建立有两类：预设性与非预设性。虽然两类制度皆为人所创，它们的区别在于“预期”方面。预设性的制度是人民共同意愿规划出来的产物，这类制度的产品大致能被预料。非预设性的制度是“无数人在追寻自己私利时不自觉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Menger，1883/1985），这类制度是个人有目的的施为而产生整体未预料的结果。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转型理论最突出之处是指出人类在创造一些他们事前不知道的制度。这类制度，虽是由人经过无数的经济行为创造出来，但它们的出现是非预设的，事前亦无人能知晓（Hayek，1979）。哈耶克强调人们在创造他们不知道的历史，无论这些制度有效率与否。哈氏道（Hayek，1979）：

 

……有很多伟大的事情不是人类有意识的追求的结果，更加不是人们有目的地
 协调后的产物，而是人们在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部分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角色。（黑体为笔者所加）

 

哈耶克的论点与当今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大不相同。后者相信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在局限下作出极大化（或极优化）选择的结果，而哈耶克认为制度之出现是人类学习、创见、尝试及试错的长期演进的结果。关于这点，Weisskopf（1997）指出：

 

最特别的是俄罗斯及东欧经济改革的路线已与原来的构想大大不同……俄罗斯的普遍文化与价值遇上了休克疗法，结果出现了新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不是一般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也非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借用Earl（1998）之言，我们可以说：转型经济是“朝向一个未知的未来”。在IMF与世界银行的协助下，转型经济有可能朝向市场体制，但其实它们是朝向一种无人能预知的体制。

七、对改革的抗拒

有报道说，俄罗斯人在经济转变中因GDP大幅下降、物资极短缺而出现对改革的抗拒，面对贫穷与经济混乱，有些俄罗斯人希望回到以前计划经济的黄金日子。新制度经济学利用交易费用及能力观点来解释经济转型时为何出现抗拒。例如，Langlois和Robertson（1995）一书就以能力解释体制与惯性。张五常（Cheung，1982）则指出制度转变涉及两类交易费用：第一类，制度的运作费用，包括厘定及执行产权，商议及维护合约权益等；第二类，制度转变的费用，包括发掘其他的体制或说服人民去接受转变。以张氏观点，在中央计划经济下，制度的选择不多，导致制度的运作费用比私产制度为高。如果发掘其他的体制或说服人们接受转变的费用高，现有的体制便会持续下去。公共选择学派，如Aslund、Boone和Johnson（2001）则强调制度僵化是寻租活动所致，他们认为引入竞争可打破从寻租带来的垄断局面。演化经济理论则利用路径依赖及锁定效应的概念去解释体制僵化的原因，因此，持续没有效率的行为和体制之缺失有其历史因素（Arthur，1989；David，1995）。路径依赖在诺斯（North，1992）的“适应性效率”模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诺斯认为资产“联用性”（俗称“互补性”）、范围经济及网络外部性等原因使得经济活动偏赖现存既得利益的机构。以诺斯之言（North，1992：12）：

 

现存组织的利益导致的路径依赖、创业者的心智模型产生的意识形态使得现存的制度矩阵理性化，并倾向于支持被认为是与现存组织利益相一致的政策的观点。

 

我们可从奥地利主观学派观点重新说明体制惰性或抗拒改变的原因。旧制度之顽固性基本上源于心智思维。社会之知识库是人们的心智思维、诠释及学习的总产物，诠释过程有其时间上的先后程序，可以使得思维跟随常规。换言之，当我们看见某些事物，便会预期这类事情如何完成或如何应付。只需外来信息在大脑里组织成为一个图像，我们的主观诠释架构便不再需要思索或分析。只要有足够信息激发这个图像，诠释架构便能自动按图像工作，就如汽车驾驶者行走于一条熟悉的街道而无需依靠地图。不过，随时间流逝，重复的思维形成了习惯，并牢固地锁在旧思维及体制中，结果是不愿接受新事物（de Bono，1992）。不单如此，如果人们接受了既有知识，不再重新思索，感觉便会乘虚而入，成为主导，使之看见什么，不假思索，便单凭感觉去办事。其次，除非有其他竞争性的图像在诠释架构中发展，任何与现存的图像相似的事物，皆会被归为同类。再者，如果群体之知识库被视为社会建构的话，那么道德、习例、民风便会无条件地被接受为“对”，如有违规，便会受良心责谴。这样的话，体制经过社会化的过程稳固地存在着，因为群众会向“好”的规则学习，而这些法例及习俗构成了他们的归宿（Ackermann，1998）。

我们不禁会问，为了加速经济转型及防止体制因循，人们遇到外来事物，思维能否不先入为主？不幸的是，正如Allen和Haas（2001）指出的，所有认知的改变都不容易。人们往往不愿放弃其现有的见解、感觉和体制，不愿将过往经验转化成新视野。如上所述，应用经验法则有其好处，可惜随时间变迁，既有思维在大脑生根，难于切除，且对整顿处方产生顽强的抗药性。换言之，随时间增长，脑中每件知识互相紧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受到习俗、常规和社会规范的加持，到时要改变思维，十分困难（de Bono，1992）。

八、两种经济改革方法：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

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分析，认为经济转型是人们思维的改变，那么本文的理论便可进一步讨论两种经济改革方法，即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前者是中国内地所采用，后者是俄罗斯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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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进主义，顾名思义，是改革逐渐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推行经济改革，即引进市场机制，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命名为改革开放。这种渐进改革政策有一个好处：人们既可以局部地保存他们原来的思想，同时又可学习新的做事方法。改革由农村展开，推行“农村责任制”，目的是在农村试验市场机能，“容许农民先富裕起来”。倘若这个方法成功，改革将会被扩展到工业和金融业。这个新计划，在人们的计划经济思维中注入了刺激素。农村改革带来了新机会，农民开始察觉到新机会。起初，农民不知道如何做起。当时，他们仍然使用过往公社大锅饭的概念来处理新事物，许多人都不敢向前迈进。改革初期，大部分农民的思想仍受到过往极“左”思想影响，纵使一些农民表现出积极向前的农村企业家风采，他们也会被其他保守农民谴责为资本主义的“牛鬼蛇神”。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许多农村企业家富裕起来。保守的思想开始动摇，越来越多农民学习市场游戏法则，新政策逐渐变得可行。更准确地说，人们脑袋里慢慢地出现一个以市场形式处理事情的概念。这种思维渐渐得到认同，连续不断的利益回报加强了这个思维。农业改革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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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方案如“包干到户”（一种合约制度
[9]

 ）被扩展到工业和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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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愈来愈多人接受新的做事方法，甚至保守的人也重新学习新思维，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及学习私人企业办事方法。市场活动被扩展至全国经济，于是，一个新的社会知识库慢慢地建立起来。人们共用新的社会知识库，也就是说各人的预期相近，大大减低了协调的费用。这部分说明了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与渐进主义相反，休克疗法要求人民一下子全面放弃旧思维，并在极短时间内重新学习。这是一种革新性学习，在俄罗斯，这等同于要求人们放弃他们一贯坚持的计划经济，而改用资本主义方式办事。这种方法在人们的思维中引起极巨大的震荡。俄国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沿用的排队购买粮食的方法已不再有效，他们的共用知识库再不能诠释新事物及解决日常问题。换言之，他们丧失了共同的预期，结果是经济协调失效，生产及经济活动陷入混乱。这说明了为什么当年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平均产量下跌了40％，人们收入大幅下滑，出现大量裁员及厂房空置（Fischer，2001）。

经济改革使俄罗斯人生活异常困苦，一些仍以旧思维去诠释及解决日常问题的人士感到生存在以前体制中更为容易，故此对旧体制十分怀念，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下生活安定，更有保障（Weisskopf，1997）。这解释了为何俄罗斯人抗拒经济改革。上文曾提及，思维的改变是成功的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Stein（1997）正确地指出：“社会体制并非客观物质现象，而是人的思维建构。”因此经济改革方案最重要的事情是协助人们改变思维和学习新事物。

九、结语

本文尝试在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工程方法及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之外提供一种关于经济转型的看法。本文的奥地利主观方法利用人的主体行动理论去解释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这种方法引进人的元素，包括认知、感受、学习、犯错、试验及预期等，去诠释经济转型的各种现象。如此，说明经济体制之存在及改变是以人为本。目前用奥地利主观方法去说明经济转型和体制改变的研究不多，本文引用的例子也是概括性的，希望抛砖引玉，带出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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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湾逢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2]
  文献中关于转型经济的定义，仍不清晰。传统经济理论大抵认为转型经济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渡体制（IMF，2001）。IMF（2001）曾制定了转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程度的总指标。在奥地利学派的文献中，Colombatto（2002）以时间去定义转型经济：一个经济转型需要多久时间引入、建立和固定新体制和新组织；人们需要多少时间学习运作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新体制以及适应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游戏规则。


[3]
  例如Kierzkowski（1997）提出经济转型是从生产可能曲线内缺乏效率的位置转移到比较接近生产可能曲线的更有效率的位置。Havrylyshyn（2001）也用相似的新古典观点。


[4]
  John William于1990年首次用“华盛顿协议”一词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人士的意见（Roland，2001）。


[5]
  Lane等（1996：53）从哈耶克的观点论述道，当所遭遇的新处境要求有所行动时，我们的心智系统“根据先前经验过的处境而形成的模式，开始对该处境进行归类的动作。不同的类别分别联系特定的行动：此联系决定于与当前处境特征相似的过往所采取之行动的效果。根据该联系，此归类—行动体系因而产生了一个行动”。


[6]
  在生物学上，生物被视为是筛选的客体，近年来基因变成是筛选的主要客体。变异在每一个世代中发生，变异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所存在的一系列物体都是异质的。在生物学上，每一物种的个体都是彼此相异的。物体的歧异性，意味着某些物体比其他物体更适应现存的环境，某些物体比其他物体更成功。因而，某些物体比较容易被这个体系“筛选”，而其他的比较容易被淘汰。更大的适应性（在几率上）意味着更为成功的自我复制。今天，适应性的概念是Hamilton的“涵盖一切的适应性”。演化意义上的保留是记忆，大多通过基因来完成。为了存活，被筛选过的变异必然持续存在（Langlois and Koppl，1994）。


[7]
  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两种分法。本文不打算涉及这个争辩，只是希望说明这两种改革方法，也可用主观理论观之。


[8]
  张五常（Cheung，1998）总结道：“毫无疑问，在中国，农业责任制达致空前成功。”


[9]
  在试验期间，实行了不同类型的合约制度。有关的详细讨论，见Shiu（1997）。


[10]
  工业和金融业的结构比农业更复杂，所以中国工业改革比较农村改革，面对更多困难在意料之中。有关农业和工业改革所涉及的交易费用分析，见Cheung（1998）。有关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回顾，见Shiu（2003）。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

姚中秋

 


提　要：
 中国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过程有别于“转轨”，主要呈现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类型——“转型”。本文依据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即门格尔的制度生成理论和哈耶克的规则—秩序理论，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本文指出，转型始于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活动，随后通过某种程序而成为公共规则，实现制度的局部变迁。这种模式具有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利用社会内部既有制度资源的优势，但也存在其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


关键词：
 转型；制度变迁；奥地利学派

一、前言

制度至关重要。研究制度，首先需要研究制度如何生成，接下来就是研究制度如何变迁。制度变迁有多种类型，本文关注的是中国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不只限于经济领域，还涵盖社会、精神、文化、经济甚至宪法等各个领域的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实证研究，而是对此过程所隐含的那种类型的制度变迁现象——即“转型”，进行纯理论的抽象研究，并据此在奥地利学派框架内提出制度变迁的若干一般性结论。

本文所说的制度变迁主要限定于正规制度。在各个领域中，人们赖以行动的规则和执行机制以恰当的方式组合，就成为制度。制度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恰恰因为制度不合理，才有制度变迁之必要性，制度变迁才是有意义的。因而，制度变迁是有价值取向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制度变迁，就是因为此前的制度是不合理的。过去30年所发生的制度变迁，总体而言，使制度趋向合理，具体表现为公民（包括企业家）的自由获得扩展，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种种制度渐进发育。正是这一点，释放了经济主体的创造性，使经济出现高增长。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就呈现为市场、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适切的规则、制度被创造出来，并且替换原有不合理的规则、制度（规则、制度在本文中经常互换使用）。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发现适切的规则，以及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使这类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本文旨在讨论制度变迁的一般问题：什么样的规则创新、发现和确认程序，最有助于确保新规则之适切性与正当性？通过对作为一种变迁模式的“转型”之限度的讨论，探讨自发秩序与理性设计的关系。

在此，似乎有必要厘清“改革”、“转型”、“转轨”等词的含义。本文基本上不用“改革”这一含混的概念。作为与“革命”相对而言的“改革”或“改良”，其所指的乃是由执政者基于自己的利害计算，通过主动制定法律、政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调整既有制度。有很多人士不加辨析地以“改革”来描述、解释中国过去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其中就隐含了执政者自上而下设计新制度的理论。本文使用“转型”一词，恰恰是要反对这种解释。本文认为，中国过去二三十年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尤其是其中的良性部分，大体呈现为一种类似于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民众率先突破旧制度，在其“违法”行为中创造出新规则，作为旧制度之支配者的立法者将此确立为正式的制度，从而使旧制度局部地发生变迁。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同时也是渐进的制度变迁进路。俄罗斯、东欧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则是严格意义上的“转轨”，类似于“革命”，制度变迁以制度框架的整体变化为开端。也就是说，在本文的论述中，转型与转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

本文的讨论将以门格尔、哈耶克所发展的规则演进和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展开，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规则生成理论。之所以由此开始，是因为关于制度生成的理论乃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前提。第三节讨论哈耶克的规则变迁理论。这两节提出了本文将要讨论的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的理论工具，如立法企业家、个人规则、社会规则、公共规则、规则筛选程序等。第四节讨论立法企业家在转型中的作用及其创新规则的知识依据。第五节讨论这些个人规则公共化的程序，指出转型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进路。第六和第七节是对转型模式进行评估，第六节探讨了转型模式的优势，第七节则探讨了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限度。最后的结论指出了这些讨论的一些理论内涵。

二、门格尔的制度生成理论

卡尔·门格尔在其晚年讨论方法论的著作《经济学方法探究》
[1]

 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一种个人主义的、自发秩序的规则生成理论，他自己称为“原子论”或“精确的解释”理论。这一理论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用于解释制度形成，并开创了奥地利学派制度分析的基本进路。

门格尔首先清楚地区分了规则、制度的两种不同形成机制。他提出：“有大量社会现象是社会成员达成协定或者是实证立法的产物，是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活动主体的社会有目的地进行集体活动的结果。”这就是刻意创造的规则或制度，有人称之为“外在制度”。请注意，外在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内在制度的区分，乃是以其起源而划分的。
[2]



不过，另有一部分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成员达成协定或立法的结果”
[3]

 。门格尔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这种制度的形成机制，包括作为一种制度的货币、法律、居民聚居点甚至国家“有机地”形成的机制。按其起源，它们属于“内在制度”。对于这类制度，门格尔的基本观点是：这些制度，以及大量其他社会制度、语言、道德规范，尤其是大量经济制度，都是在“没有明文的协定、没有立法强制甚至在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而纯粹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作为追求这些利益的活动的产物而形成的”
[4]

 。

综观门格尔的讨论，这类内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似乎始于生活在某种情境中的个体感受到某种“问题”、困扰。在货币制度的例证中，某些个体感觉到用实物交换十分不便。在法律的例证中，“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也都会感受到他的利益受到暴力活动的最严重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的个体，而他们与强者相比，总是居于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种信念：有必要对专制……施加某种限制。”
[5]

 正是问题的困扰，促使人们为了增进自身利益而寻找解决自己已经意识到的问题的办法。

重要的是，需要限制专制权力的“这种念头很可能最初只是出现在本民族最聪明的人的头脑中，也即那些能够认识到超出眼前的短期利益的长远利益的人的头脑中”
[6]

 。货币的情形中也相同：拿自己的东西先交换一种可售性较高的物品的做法，“最初，只有一部分经济活动主体认识到了这样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知识，可能是因为，在直接换回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交易无法进行或非常不确定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物品换回了可售性较高的物品”。门格尔特别强调，“在一个群体中，不可能所有的成员同时形成这样的认识。”
[7]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可以说货币、法律乃至国家等制度的形成是“无意图的”，也即“不是协定、契约、法律或者个人关于公共利益的特殊考虑的产物，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结果”
[8]

 。

门格尔的这一论述，使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内涵。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开篇即说：“一切事物都受因果规律的支配……不断进步的人类发展，不但没有动摇这个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还使人们对于这个原理的适用范围的认识，比从前更为扩大。所以，对于这个原理不可动摇的和不断增长的承认，是与人类的进步相结合的。”
[9]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门格尔的经济学所关注的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试图探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原理。门格尔发现，这种进步的根源就是人的知识的进步。就经济活动而言，“人只有在掌握关于他们的需求与他们的情势（circumstances）的知识、只有在他们具有影响其环境的能力之时，方可经济地利用（economize）他们所拥有之物。”换句话说，“贯穿原理全书，门格尔强调了追求经济福利与经济发展的知识、能力与意愿（knowledge，power，will）之融合的重要性。”
[10]

 知识、能力与意愿当然首先是个人的，也是主观的。这其中既包括关于物品与其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知识，也包括高级财货对于满足未来需求的知识
[11]

 ，同时还包括关于制度对于增进个人利益的知识，以及因此而促使个人产生的生成制度或改进制度的意愿。门格尔对于能力和意愿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较早采取新的行动方式的人，可称为“规则创新者”、“立法企业家”（rule-making entrepreneur）。不过，既然这种规则乃是由某个人或少数个人最先创造出来的，那它们最初就只是“个人规则”（personal rule）。这些个人规则唯有在变成其他人也广泛遵守的“社会规则”（social rule）时，才意味着特定制度的形成。这两个概念对于解释制度变迁相当重要，应当予以清晰界定。根据德国学者Viktor Vanberg的定义，“遵循规则的个人自己是其遵循规则的首要的、直接的受益者，因而说个人规则是‘个人的’……一个活动主体遵守规则直接有益于他人，而对他自己的好处只能间接地、通过他人的回应之中介才能得到，因而社会性规则是‘社会的’……可以说，个人规则是为面临组织其私人生活的个体提供了解决不断出现的选择问题的办法，而社会规则则是不断出现的互动问题，也即为个体在组织彼此的社会性互动时提供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选择问题的办法。”
[12]



门格尔对内在制度生成过程的解释所强调的是，一项具有重大公共效用的制度，完全可以设想成是由少数个体率先创新出来的，尽管在现实中未必总是如此。后来哈耶克也特别强调了个别人、少数在人们所奉行的行为规则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创造性作用：“环境的每一变化需要资源用法、人的行为之取向和种类、习惯与惯习也多少予以调整。那些最早受到影响的人的行为的每一变化，会扩散到整个社会。这样，每一变化都在某种意义上给社会造成了一个‘问题’，即使没有哪个个体意识到它；这个问题会通过形成一次新的整全的调整而‘解决’。参与这一过程的人很少明白他们自己正在干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谁将在每一步第一个采取恰当步骤，或者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组合、个人态度和环境能向某些人提示合适的答案，或者他的先例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给将会追随领先者的其他人。很难构想出将会促成行动、并由其而刺激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普遍接受的恰当的惯习或创新之探究的全部知识和技能之组合。但是，正是在那些在变动的环境中处理其熟悉事情的匿名的人们的无数琐碎步骤中，形成了将会流行开来的先例。”
[13]

 在另一个语境中，哈耶克再次强调了少数创新者对进步的价值：“进步就是少数说服多数。新想法必须在其成为多数观点之前就多少出现。假如不是先有少数个体的经验，就不会有社会的经验……多数的观点和欲望是由那些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的个体所塑造的；多数受益于其他人在其个体经验中学到的东西。除非有些人比他人知道得更多，并有能力说服其他人，否则就不会有意见的进步。”
[14]



门格尔和哈耶克都认为，对于自发秩序而言，是立法企业家率先确立某种“个人规则”。这一点，正是自发地形成制度的过程的关键特征所在。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中，规则乃是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形成的，而不是一次性地由全体社会成员订立契约或者由某个掌握至高权力者向全社会颁布的。规则是由事先预料不到的某个个体——他们具有奥地利学派所说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事先无法预料的某个地方率先发现、实施的。

接下来，进入规则形成的第二阶段：立法企业家所创立的规则逐渐被他人模仿，先是周围的人，随后是更大范围的人，从而变成哈耶克所说的nomos，或者社会规则，构成制度。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个人规则何以会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遵循的社会规则？对于生成的制度而言，需要解释的是，后知后觉者基于什么样的个人理由，接纳规则创新者所创造出的新规则？第二，个人规则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变成社会规则的？当然，对于自发形成的制度而言，第二个问题是不用回答的。假如某种理由促使个人接受创新者发现的个人规则，随着接受者的群体不断扩大，该个人规则自然就成为社会规则，成为一项内在制度。只是在后文将要讨论的公共领域的规则时，第二个问题才非常重要。

门格尔似乎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区分。第一种情形是个人规则的社会化，以货币制度的形成为代表。在货币形成过程中，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而换回可售性较高物品的个体，因为这一行为而获得了“规则创新溢价”。受此看得见的利益的激励，该创新者将会重复这一行动。此一行动的“常规性”（regularity）形成了一项个人规则。其他具有同样心智的社会成员看到采取了这一行为模式的创新者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同样基于增进自己利益的考虑，模仿创新者的行为，随着模仿者规模不断扩大，就形成了作为一种内在制度的货币制度。
[15]



法律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人们自发所形成的，不是法律本身，只是“对于有关行动的规则的信念……最初会表现为一种一致同意的，只能是这些规则的内容，而并非其形态，直到机缘或天赋带来一种特别适应于不那么文明的民族的认知能力的特别幸运之规则的形式为止”。
[16]

 按照门格尔的论述，自发地法律规则的形成似乎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人们对规则的内容达成某种一致，下一个阶段才发现表达这些内容的具体的规则形态。原因在于，法律相对于习俗、乃至货币等制度，是一种很特别的制度：“人们所设想或者立法者意图中的法律规则，乃是这样一种规则：是否遵守它们，不是留给个人可以任意决定的事情。而道德规则却不是这样的。”
[17]

 货币制度也是这样的，某个怪人完全可以不用货币。但是，法律却要求强制执行，因而法律要真正地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必然要求有国家这样一个制度。“在这个阶段之前，法律只是存活于个人的头脑中，由个人（那些参与者及具有共同信念者）的能力予以保障，而只有在此之后，法律才真正成为统一的、有组织的国民意志的表达。”
[18]



至此，我们可以对门格尔的制度生成理论作一个全面检视。如本节开始所说，门格尔清楚地意识到，依据形成机制，至少可以划分两类不同的制度，一类是共同体，通常是政府通过某种程序，带着明确目的创制的规则、制度，即“外在制度”；另一类则是自发地形成的制度，其形成的过程是演进的，个体创新者首先创造出个人规则，随后被人模仿而成为社会性规则。在门格尔看来，前一类制度有可能增进社会福利，但也有可能损害社会福利。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点对自发形成的制度同样适用。因此，门格尔并不反对刻意的立法，“不应当是人类必须从原则上完全避免实证性立法，而是应当恰当地立法。借助于从关于普通法的深入思考中所得到的新的洞见，使实证性立法更为谨慎细致。”
[19]



事实上，门格尔关于普通法与立法之关系的讨论似乎暗示，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和政策实践中，这两类制度其实是存在一个交叉点的。也就是说，某一种类型的制度有可能经过自发生成过程与刻意选择过程的前后相续而最终形成。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规则生成的模式。

三、哈耶克的规则变迁理论

门格尔所讨论的是规则的原始形成问题，哈耶克则部分地讨论了固有规则体系的变迁问题。

纵观哈耶克关于规则—秩序问题的讨论，他对秩序的关心强于对规则的关心。基于反对现代理性自负的问题意识，哈耶克讨论的重点是社会活动主体遵循特定规则行动而生成秩序的论题。他的预设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通常从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自发秩序。而“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其中之要素在对其周边环境作出反应时遵循特定规则的产物”
[20]

 ，这些要素既可以是个体，但也可以是家庭、企业、各类社团乃至政府，可统称为“社会活动主体”。哈耶克强调了这些社会活动主体遵循规则对于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根本重要性。

尽管如此，哈耶克的思考对于讨论制度变迁仍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原因在于，哈耶克所反对的唯理主义主张的正是一种特定的变迁模式，即“我们应当重新设计社会及其制度”，而支持此一立场的依据则是，“仅人的理性就应当让他有能力重新构造社会”
[21]

 。为作出回应，哈耶克阐述了另外一种制度变迁模式，即“早先被称为‘生长’、后来被称为‘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初因为其他原因或者纯粹偶然地采取的惯习（practices），因为它们能够使生成它们的该群体对其他群体占有优势而维续下来”
[22]

 。

在这样的讨论中，哈耶克已经预设了一个大体合理的规则体系之存在：“我们生活于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给自己定向，我们的行动之所以具有实现其目标的较高几率，不仅因为其他人受已知的目标或关于手段与目的的已知的关系的支配，也是因为他们也受另一些规则约束，而我们通常并不了解这些规则的宗旨或起源，我们也经常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因此，“人是追求目的的动物，同样也是遵守规则的动物。”
[23]

 个人自始就生活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环境中，而且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中那些对于我们成功地追求有意识的目标不可或缺的制度中的很多，其实是我们习惯、风俗或惯习的产物。”
[24]

 哈耶克强调的是，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内在制度”支配的。根据哈耶克关于法律的辨析，保障自由的法律，就是作为内在规则的“法”。

既然是内在制度，那人们对于它们的知识就非常有限。哈耶克讨论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双重无知。第一种无知是，“每个人对决定着社会所有其他成员的行动的那些具体事实之大多数的必然的、又无可救药的无知”
[25]

 ，关于这一重无知，哈耶克早就进行过讨论。由于这种无知，出现了规则、制度：“支配我们行动的大多数行为规则，以及从这种常规性中形成的大多数制度，就是适应任何人不可能有意识地考虑进入社会秩序中的全部具体事实的产物。”
[26]

 然而，这些旨在回应人们对于事实的物无知的规则，也具有不可知性。按照门格尔的解释——哈耶克是同意这一点，并且反复论述之——这些制度中的大部分乃是自发地形成的，这些“支配人的行为并使其看起来可理解的规则具有两种属性”，第一，“它们在不为行动中的人以阐明的（‘用文字表达的’或显白的）形式知晓的情况下就在行动中被遵守”；第二，“这些规则之所以获得遵守，其实是因为它们给予奉行这些规则的群体以占据优势的力量，而不是因为这种效果已被受它们指导的人所知晓。”
[27]

 事实上，哈耶克断言，“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对这个秩序的特性作出描述。”
[28]

 由此形成了讨论制度变迁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第二层无知：对于具体制度之效用、甚至存在本身的无知，尤其是对于由诸多制度所形成的秩序的整体状况的无知。正是基于这一点，哈耶克从价值上认同一种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即“某种零碎的修正或‘内在批评’（immanent criticism）过程，使得整体在内部更为一致，也与规则所适用的那些事实更为一致”
[29]

 。

哈耶克关于这一制度变迁模式的讨论是以普通法为例证展开的。有意思的是，哈耶克在这些论述中却强调了普通法法官所扮演的角色，即受到既有规则体系限制的主动作用。正常情况下，社会活动主体只是依照既有规则行事，不论他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些规则。即使发生纠纷，也属于简单案件，法官的职能仅仅是向当事双方阐述既有的规则，并执行之。但是，很可能出现某种比较罕见的情形，即遇到一些复杂案件，这个时候，法官必须充实法律规则，即宣告旧规则无效，创制新规则。

在规则更替过程中，上节引用的段落表明，哈耶克并不否认个体创新规则的可能性。但是，基于关心秩序的问题意识，哈耶克更为强调法官筛选这些规则的作用。Vanberg将哈耶克描述的规则生成过程梳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变异过程，在此过程中，持续地生成可传播的新变量，即新行为方式；筛选过程，在此过程中，从已生成的所有变量（行为方式）中，那些成为社会各共同体中之行为常规性的变量被系统地筛选出来。”
[30]

 变异过程的主体当然是处于特定情境、面临问题、并追求利益的个体，他可能因为偶然原因或者为了其他理由而采取了一种新的行动模式，在这一新行动模式中隐含着一条法律新规则——这是一条“个人规则”。这样的规则有可能是合理的，但也有可能“从根本上使完整的秩序之形成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31]

 。这就需要一种规则筛选机制。

从总体上说，哈耶克支持一种“进化的筛选过程”（selection process of evolution），而且哈耶克指出，“这个进化的筛选过程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上展开，一条新规则与该群体的其他所有规则一起，在其生存的具体环境中，究竟是增进还是降低作为一个整体的该群体的效率，将取决于这些单个规则所形成的秩序。这一点的一个推论是，一条在某一情况下被证明有害的个体行为新规则，在另一个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有益的。另一条推论是，一条规则的变化可能使以前有害的行为或肉体特征的变化变得有益。”
[32]



问题是：谁来判断、怎样判断规则的变化是否导致群体效率的改进？哈耶克似乎区分了三种情况，尽管他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规则的创新与筛选之间的区别。

第一种情形，哈耶克通常从理论上强调规则变化的自发性质，在习俗、时尚、道德等领域，规则是个人创新的，规则的筛选过程是自发的，筛选者就是参与其中的个人，其筛选活动就表现为模仿行为本身。

在讨论普通法规则体系演进过程中，哈耶克提出了与此大不相同的第二种筛选机制：法官依据某种意图对新的个人规则进行筛选。“尽管正当行为规则跟它们可能导致的行动秩序一样，首先是自发的生长的产物，但它们的渐进的完善当需要法官们（或其他精通法律的人们）深思熟虑的努力，他们当通过制定阐述新规则而改进既有的体系。”在哈耶克看来，普通法法官是在“阐明规则”，但这种阐明又分为两类：“单纯地阐明那些迄今只是作为惯习而存在的规则，以及陈述那些以前人们从未以之行事但一旦陈述出来就会被大多数人当做合理的而接受的规则。”哈耶克反复强调，“在这两种情形下，法官都不得随意地宣告他自己喜欢的规则。”哈耶克也不厌其烦地探讨了法官在宣告法律规则时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在竭力承担这项任务时，他当始终活动于他必须接受的给定的规则的生长性秩序（cosmos order）中，他当必须将那些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所服务的目的所要求之片断融入这一生长性秩序中。”
[33]

 “法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自发秩序中的机构”
[34]

 ，但无论如何，法律规则体系能否改进取决于法官是否有门格尔意义上的“知识、能力和意愿”去深思熟虑地努力，法官必须借助于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爱德华·库克（Sir Edward Coke）所说的“技艺理性”（artificial reason）去探究双方当事人行动背后的规则，尤其重要的是，对创新的一方当事人所遵守的个人规则之正当性、合理性等作出判断。

哈耶克关于普通法法官发展法律的论述，门格尔已经触及：当法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法律家阶层”，其任务是“研究、适用和发展法律”。不过，门格尔指出，“也可能出现社会成员的法律信念与法律家的法律信念、政令之间的对立。”
[35]

 事实上，哈耶克也明确地承认，由法官自发地发展的法律“具有某些可欲的属性，并不能证明，它就总是优良之法，甚至不能证明，其中一些规则不可能非常坏”
[36]

 。

因而需要通过立法对这种法律予以矫正，由此就形成了第三种类型的法律规则筛选机制。这一法律规则变迁路径乃是哈耶克在其西方语境中所欲解决的真正问题：代议民主制度中的立法已经显示了严重的缺陷，如何克服这些缺陷？哈耶克为此提出了自己的“模范宪制”（model constitution），其关键性组成部分就是设立了一个有别于治理性议会的立法性议会，它专门负责发展正当行为规则体系。它所颁布的乃是真正的法律，作为可强制的正当行为规则（the enforceable rules of just conduct）
[37]

 的法律。这个议会是一个混合了普通法与议会的重要特征的机构，虽然它是议会，哈耶克却尽可能地排除了其政治性，而使之像普通法法官那样承担理性地发现正当行为规则的职责。在此之外，继承了一般议会之大部分特征的治理性议会，则承担制定“政府行为指令”（instructions to government）
[38]

 的职责。

如果说门格尔讨论的重点是个人如何创造新制度，哈耶克则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着重讨论了个人规则变成社会规则的筛选机制。基于这种筛选机制，哈耶克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个进路：第一，纯粹自发的制度变迁模式，它适合于非公共性规则，是语言、习俗、惯例、道德、时尚等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第二，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由法官从个人规则中筛选法律规则，从而使法律体系不断演进；第三，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它适合于具有公共性质的正当行为规则之发展。立法性议会之责任是发现可强制的正当行为规则，这一点与法官相似，但这个发现过程不是在司法过程中展开，而是在一个“去政治”的政治过程进中展开的。

同时，哈耶克也承认，存在第四种制度变迁模式，即纯粹政治化的制度变迁模式。它适合于“公法”领域，直接规范政府当下的行为，可以涵盖通常所说的“公共政策”。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后三种模式都适合于公共性规则、制度领域。比较奇怪的是，在讨论模范宪制的时候，哈耶克几乎完全不再考虑纯粹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而以一个特别的议会代替了普通法法官。这一点，笔者曾另有专文讨论。但从宪政模式构造角度上看起来奇怪的设想，对于讨论本文的主题——中国式制度转型——却似乎具有最大的启发。中国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似乎正是一种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进路，尽管“政治”与“普通法”两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中都需要重新界定，后文将对此进行详尽讨论。

依据上文对哈耶克的讨论，我们可以在Vanberg所说的“社会规则”中分区出一个特别的规则类型——“公共规则”，社会规则的范围大于公共规则。大量个人规则并不需要通过公共化过程变成正式规则，相反，它们会始终停留在非正式社会性规则的层面上：它们是非正式的，却不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在社会性规则中，又有一部分具有公共性，由公共机构予以颁布、执行。

可以说，哈耶克的抽象理论讨论所关注的乃是个人创新的规则如何在给定的规则框架约束下自发地变成社会新规则，但他关于普通法及模范宪制的更为具体的讨论，关注的则是社会活动主体所创新的个人规则，如何通过某种公共程序——不论是普通法司法程序还是立法性议会的民主程序——变成更加切合于已经变化之情势的公共规则。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转型——而言，需要更多关注的乃是后者，即个人规则经过某种公共筛选程序成为可普遍强制执行的公共规则。

然而在转型的语境中讨论公共规则的生成，立刻会面临一个十分重大的前提性问题：对公众创新的个人规则进行筛选、生成公共规则的那种程序本身，就是有待于生成的，即制度转型本来就应当包括“立宪”问题。通过某种方式确立那些能够生成适切法律规则和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与程序，当然是立宪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本来也是哈耶克关注的重点之一，他的模范宪制构想就是为了对筛选和确认、颁布正当行为规则的结构和程序进行变革，对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宪制结构进行变革。但是哈耶克没有清楚地解释，这样的宪制将如何建立，谁来建立。这似乎正是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在缺陷。

四、立法企业家与个人规则的生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我们转而要具体地建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的一般模型。

有别于转轨、改革的转型，是指调整社会各个领域的正规制度采取一种渐进的、自发的变迁进路，即在宪法性制度变迁之前，一般性规则渐进地变迁，私人产权、私人企业组织及市民社会渐进地发育。关于这一模式与俄罗斯、东欧模式的优劣，人们争论不休，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普遍以“渐进”、“试错”等词汇来描述中国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形态，演化经济学似乎可以为此一模式提供有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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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体同意这一论断，并进一步确认：在转型模式中，问题的起点不是整全的制度设计，而是社会活动主体的分散的行动，尤其是创造新规则的个人行动。本节将讨论的问题就是：在给定的不合理的制度条件下，社会活动主体是如何进行个人规则之创新的。

在进行这一讨论前，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将要讨论的转型的“初始条件”，与门格尔、哈耶克所讨论的情形均不相同。门格尔的理论旨在解释制度的生成过程，这显然意味着，个体所处的初始状态是不存在将要讨论的那种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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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初始条件则是一套总体上尚比较合理、尚能正常运转的规则体系，它本身就是一套内部制度体系。个体只是在传统的边际上进行创新，规则的变迁乃是某一个体在规则体系内进行“内部批评”的产物。

我们所要解释的中国转型之初始条件是，存在一套复杂的制度框架，但这是一套由“外在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它在总体上是不合理的，广泛地限制着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比如迁徙自由、结社自由，人们自己不享有产权，也不能自由组织企业。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不能有效地利用分散的知识，从而导致效率极端低下。

给定这一初始状态，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因为心性、信念结构不同，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第一种策略出自大量的普通企业家，他们在既定规则集下进行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公理，不合理的制度自然会造成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之扭曲。财产公有制度导致“公地悲剧”，比如公社时期的农民会偷盗村集体的财产、工人会偷盗国营企业的财产而没有任何羞耻感。无法进行个人付出—收益之精确计算的集体劳动制度会诱导村民选择“磨洋工”。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市场有一定发育，但依然面临严重的制度约束。在此市场上，政府经常设立不合理的管制。此时，普通企业家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会选择贿买管制官员，获得对于这一管制制度的豁免权。这些普通企业家甚至可能更进一步利用这种不合理的管制，投入资源进行政治性寻租，使政府官员授予自己以垄断权，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普通企业家的这些行为是合乎制度主义所确定的人的行为逻辑的。在这一范式中，制度被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社会活动主体只是基于个人的利益动机，被动地在这一规则集下进行有限的策略选择。不少经济学家因为这种选择的现实性而承认其合理性。但我们会发现，这些在不合理制度下的应对策略，即便真的能够增进个人利益，最终也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降低：它会使其他人的利益——比如与之竞争的企业或消费者——受到损害，它也会使不合理制度长期化、永久化，这些企业家提供的租金正好满足了那些设立不合理制度的利己的官员的期望，而这最终会使整体经济效率降低。

由此可以看出，行为主义的制度主义进路，存在严重缺陷：坏制度将锁定变革的可能性。相反，回到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却可以找到走出旧制度的出路。

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深层含义是，制度至关重要，但人不是制度的函数。笔者曾经在另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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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提示过，米塞斯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是可以衔接为一体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必须以人之主动性、创新性为前提，其行动是可以超越制度的。

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理论的代表人物柯兹纳论证了，即便是市场过程，也不是仅仅通过经济人行为、最大化行为所能形成的，“仅以效率本身不足以理解个体的人的行动，因为形成个体的经济性行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超经济的’因素，同样的，市场过程的配置作用也不可能借个体的最大化活动之互动来理解。”要理解市场过程，必须理解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一个面对具体情形并依据自己的知识作出决策的“企业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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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点上，柯兹纳与熊彼特是一致的。并不是所有社会活动主体都如行为主义所假定的那样，只是被动地对制度作出制度所隐含地规定的那种反应。相反，人首先是个体的、主观的存在，因而呈现出足够的丰富性、多样性，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令人惊喜的创新倾向。正是这样的创新倾向，有可能生成合理的、适切的规则、制度，从而替换旧规则。

（一）立法企业家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面对同一情势，不同社会活动主体会基于门格尔所讨论的“知识、能力和意愿”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

面对不合理的制度和管制，另外一些社会活动主体会采取第二种应对策略，即便这样的人可能很罕见。在他们那些刻意或无意的行动中，蕴涵着一种突破旧制度之边界、比旧规则更为合理的新规则。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集体化制度之初，就有农民坚持私有财产和私人经营制度。他们可能私下恢复自留地，或者尝试土地的承包经营制。他们也在突破户籍管制，从事自由商业。这样的社会活动主体，我们称之为“立法企业家”。

需要补充的是，上面所说的“寻租”、“磨洋工”等活动，事实上也创造出了新规则，那是一些“潜规则”，即坏的非正式规则。就其性质而言，它们是不合理的制度、管制的逻辑的自然延伸，是人们被动地适应不合理的制度、管制的产物。它们与不合理的制度、管制一起构成一种合谋关系。

与之相比，此处所强调的立法企业家的活动所创造的规则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突破了旧制度的界限，即该规则赖以成立的原则与旧制度的原则相反，其行动与旧制度的逻辑是不相容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将会因为此一规则而发生局部的变化，旧制度的一部分将会因此而瓦解。第二，更进一步而言，这个规则比相对应的旧规则更为合理。关于是否更为合理，当然可以有多个判断标准，从伦理和政治学的角度可以说，它更合乎人性，更为正义、公正。按照经济学的说法，这个规则会使资源更高效率地得到利用，它会有利于个人的局部知识在社会中更高效率地利用。

制度转型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这类新规则如何被立法企业家创新、最终构成一个自洽的新规则集并替换旧有规则的问题。按照门格尔、哈耶克所阐述的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这类合理的新规则的生成过程始于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分散的社会活动主体中具有规则创新精神的立法企业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采取新的行动策略，在这一行动中蕴涵着新规则。

当然，如门格尔所解释的，立法企业家未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创造某个将会带来公共利益的新规则。但是，在我们所讨论的制度转型的语境中，这些立法企业家采取超越既有正式制度之界限的行动的意愿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既有正式制度的性质是给定的，也可以推定，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都会认识到旧制度之不合理性。旧制度作为一套外在制度体系，严重地限制人们的自由选择范围，使人们无法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福利。这就构成了人们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和困扰。这样的困扰会刺激人们寻找解决之道，包括“创新性违法”——熊彼特曾经讨论过的企业“创新性破坏”其中就包括制度创新，尽管他所指的未必是规则创新。而在这类创新性违法行动中，恰恰蕴涵着新规则。

那么，个体的意愿将如何变成“违法”的行为？这取决于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势。个人在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过程中所受约束越严重，其福利状况越糟糕，采取超越旧制度的收益预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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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仅此还不足以使个体采取创新性行动，因为，如果此时旧制度的意识形态获得广泛认同，其对社会的控制力非常强大，对违法者使用暴力的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个体采取超越旧制度的行动的风险就太高。因此，个体采取创新行动的恰当时机是旧意识形态正当性出现流失、旧制度的控制力相对松动而个体的福利状况又比较糟糕的时候。这时，个人成本—收益计算的天平就会向着超越旧制度的方向倾斜。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样的时机在中国周期性出现，从而构成了立法企业家的创新周期。这是由旧制度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旧制度以限制、剥夺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为其正常运转的前提，它的正常运转必然导致社会丧失活力、效率低下，这将使民众福利下降，从而激发民众创新规则的活动。此时，该制度的正当性就会部分流失，旧制度的强制执行机制部分地失灵，立法企业家的活动、活跃具有一定空间。立法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增进了个人利益，诱发周围民众乃至广泛地区的模仿，突破旧制度的行动开始蔓延。立法企业家所创新的个人规则开始社会化，即变成非正式规则。这些个人规则甚至可能局部地公共化，即由地方当局予以认可，变成地方性政策，成为适用于某一特定地区的公共规则，相对应的旧规则在该地区不复有效。当然，这样的地方性制度变迁可能会触发旧制度的反弹，权力会出面予以干预，新规则进一步公共化的进程被打断，那些创新的立法企业家及认可其个人新规则的地方当局领导人可能被追究政治与法律责任。然后旧制度启动其自我修复机制，向制度的正常状态回归。当然，这一常态又会制造出立法企业家的“利润机会”。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是“包产风”，它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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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企业家的知识

上文分析了立法企业家采取超越旧制度之行动策略、创造个人规则的意愿和周期性出现的时机，下面将讨论立法企业家从事这种规则创新时的知识问题。

个人规则是个人知识的产物。在门格尔的制度生成理论中，知识是个体对于新的行动策略与收益之间关系的认识。只不过对立法企业家来说，这是一种预期中的收益，而对模仿者来说，则已是可以看得见的事实上的收益。在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知识更为复杂，乃是个人对其所处情势（circumstances）的认识。在转型过程中，立法企业家的知识当然首先体现为对上文刚分析过的采取新行动的时机及其收益、风险的认识。这种知识决定着立法企业家的行动意愿。

不过，一旦立法企业家决定采取行动，就会面临另外一层知识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新行动路线，能够改进自己的境遇、增进个人利益？归结起来，立法企业家关于新规则的知识可能有两个来源：制度记忆及关于外部制度的知识。

给定个人规则创新发生于旧制度的意识形态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则创新规则的知识主要来自第一个来源，即关于合理的内在制度的记忆。哈耶克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过去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与新的刺激信号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哈耶克在《感觉秩序》中所说：“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工具本身就是经验的产物。它是通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形成的，它代表着一种对这一环境中各要素之间的、在过去已经为我们所经历的关系的一般性的再现；而我们对这一环境中的任何新事件都根据那种经验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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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有的制度下生长的经验，会在人们心灵中形成一张“地图”，它标注了某种特定制度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人们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这一地图将成为个人采取行动的指南。

中国制度转型所要替换的制度体系是借助某种意识形态、由权力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外在制度”体系。在此制度体系建立之前，民众是生活在某种相对正常的制度体系之中的。这一制度体系未必绝对地优良、合理，但至少在这一制度体系中的大量制度是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它们能够为市场、社会的正常运转提供某种支撑。它们允许个人享有最基本的家庭生活，允许个人在自己知识范围内选择职业，保护私人产权，并以私人经营作为组织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同时，人们进行经济、社会合作与交易的范围也已经相当地大。

中国制度转型相对于俄罗斯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中国转型前曾经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支持私人产权、市场经济、社会自治的内在制度体系，这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传统，而俄罗斯似乎缺乏这样的制度传统。

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传统的存在，普通民众始终难以认同后来所建立的外在制度体系。原因不难理解，同一个体在两种不同制度下生活的经验，使其能够进行一种制度比较，基于自己在不同制度下的福利状况而对两种制度之恰当性作出判断并作出选择。此时，似乎出现了一种纵向的“制度竞争”。如果个体认识到，自己在现有制度下的福利，相对于原有制度并无改进，甚至有所下降，就会产生一种回归旧制度的强烈冲动。民众偏离既有正统制度的努力，使得制度变迁始终是社会、政治领域所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制度变革始终处于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

在原有制度下生存的经验所形成的那张地图，也即关于原有制度的记忆，成为个体面临不合理制度进行个人规则创新的指南。如果现有制度是封闭的，禁止人们获取外部的知识，那么可以断言，制度记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给定社会中立法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方向、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企业家所进行的规则创新，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绝对的创新，不过是相对于不合理的正式制度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其实是一种“复辟”，立法企业家把曾经存在过但现在遭到压制、取缔，不过仍然保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制度，在不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复活——当时的官方语言也正是因此将其称为“复辟”，这是一个合理的定性。同时，这种复辟也被说成是“自发的”，因为它确实是民众依据自己的记忆，自发地恢复旧制度。这是一种“传统的新制度”，它是传统的，但相对于正式制度体系，它却是新的，是有效率的、合理的。

这是中国转型的一个知识优势所在。而且，这样的制度记忆是相当全面的，一旦激活，足以支持相当程度的市场交易与社会自治。可以说，整个私人产权与私人经济发展的制度，还有支持相对合理之社会治理、文化生活、精神活动的制度，大部分来自于制度记忆。或许可以说，当代中国支持市场、社会的大多数基础性制度，与20个世纪中期之前的近代中国、乃至晚期古代中国具有相当明显的连续性。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珠江三角洲、浙江、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最为迅速，而有些在旧制度下看似具有雄厚物质基础的地区，如东北工业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却迅速衰落了。原因在于，在前一类地区，内在制度在近代、晚期古代发育得比较健全。同时，这些地区，尤其是温州、广东部分地区，也属于旧的外部制度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换句话说，当地的原有制度传统保留得较为完整，人们的制度记忆比较清晰。这些制度传统为当地恢复正常的市场、社会、文化、精神活动提供了基础。

这也可以解释，各个地方所出现的制度尝试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多样性。不同区域在历史上也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本来就具有不同的内在制度体系，而人们的制度记忆必然是地方性的。不同的地方性制度记忆决定了不同地方的人们的制度创新、制度复原方向。决定着人们之自发性合作与交换行动的制度的这种地方特色，乃是地方在现代之前的历史的延续。

而且这些传统的新制度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制度记忆是广泛分布于各个个体、家庭中。其他人对本地立法企业家创新／复辟的制度的模仿，不仅仅如门格尔所说的是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而似乎主要是其他人的制度记忆也被激活了。立法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的作用更多的是给其他人以勇气，后者的行动倒未必是模仿立法企业家，更多的是依赖自己记忆中的地图，独立地回归旧制度。

这样的制度传统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基础，使得基础的市场过程、社会发育过程得以展开。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传统，中国的转型绝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遵循着传统的新制度的社会活动主体，为解决自己面临的新难题，将会在此一内在制度体系的边缘上进行规则创新，从而推动传统的新制度不断提升、扩展。在此一过程中，立法企业家可以利用第二类知识资源：新意识形态，以及关于以此为基础的制度的知识。

此一知识问题与过去一百多年间困扰中国人的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纠葛直接相关。来自西方、体现于西学中的关于自由市场、法治、宪政制度的意识形态，将转化为立法企业家的价值和信念，刺激其废弃旧制度的自觉及建立新制度的意愿。同样体现于西学中的合乎这些价值的具体制度安排，比如保障个人产权、民主、司法独立等，则成为立法企业家进行规则创新的知识资源。

在此就可能出现一个高度复杂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传统、现实与西学的关系。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人面临三类制度体系：正规制度体系，它由基本上不合理的外在制度构成；制度传统，它是人们对于传统的内在制度体系的记忆；源于西方的观念和制度安排，但它是以西学的形态出现。这三类制度在中国人生存的现实中纠缠在一起。

大体可以确定的是，不合理的外在制度体系理应予以废弃，需要予以认真对待的是制度传统与西学的关系。后两者具有“家族类似”，两者都具有私人产权与市场取向，都容许个人自由，容许自治等，但毫无疑问，两者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上存在一定差异。简单而言，中国固有的传统制度实现现代价值的能力可能弱于西方的制度。西学则传递了一种清晰的制度理想，也包含着具体的制度设计知识。西学之进入人们的心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念、知识结构，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活动，也就具有了更为清晰而确定的方向。由此形成一种“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文化、制度演进模式。
[46]



这一模式，显然扩展了前面论述的在封闭制度体系内的规则创新／复辟模式。它开拓了制度变迁的空间和深度，从而使得中国的制度变迁不只是传统制度的恢复，而是在恢复基础上的“升级”。

更重要的是，在“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模式下，制度创新具有了更为清晰而确定的目的性。规则创新仍然是自发的，新制度从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活动中内在地生长出来，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但是，西学的加入使得个人创新有了更为确定的价值指向。比如，西学使立法企业家直接、间接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为建立一种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法治制度、自治制度。这一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立法企业家的信念、价值结构，从而使其行动不同于在封闭体系内的复辟性创新者。他可能会更为自觉地把个体的创新活动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制度框架内，他的创新活动也将具有更为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这样，立法企业家努力的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得转型的过程加速，并很快就指向制度框架本身的变革，甚至可能出现一个直接以制度变革为己任的群体——比如“公益律师”。而封闭体系中的复辟性创新活动，却往往具有视野上的局限性，无法要求较为根本的制度框架本身发生变革。

总之，转型依赖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活动，这类活动的规模、范围、深度，取决于立法企业家的意愿、知识、能力，而开放的外部世界的知识会使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活动更有效率，加速制度转型过程。

五、公共规则的生成程序：政治化的普通法模式

上节我们分析了立法企业家依据何种意愿、知识、能力进行规则创新，哪怕它表现为规则的恢复。当然，立法企业家所恢复或创新的更为合理的规则、制度，作为个人规则，唯有经过社会化、公共化过程方可成为社会规则、公共规则，从而实现制度的局部转型。第二节曾分析指出，哈耶克辨析了三类筛选个人规则的程序，从而形成三种制度变迁模式：纯粹自发的制度变迁模式、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及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本节将提出，转型过程中，新规则的公共化似乎采取了政治化的普通法机制。

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普通法模式与纯粹议会立法模式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自由市场与计划体制的区别。在议会立法模式下，法律是由享有专有立法权的立法机构提议、审议、制定和颁布的。当社会发生某种变化，立法机构根据自己对这种变化的理解，根据宪法及其他法律，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民意制定法律，改变原有的法律规则，向民众提供一些新的规则。在这种模式下，法律的品质主要取决于立法机构制定公正、适当的法律的意愿和能力。哈耶克已经论证了，现代代议民主制下的立法机构完全有可能制定出有失公正的法律。更不用说，有些立法机构很可能制定出剥夺民众的自由、财产、权利和利益的法律。

转型前中国的制度体系就是这样通过集中的立法自上而下地构造出来并加之于社会的，尽管其间缺乏现代民主立法模式所要求之程序。作为转型前的旧制度之知识基础的苏联法学，乃是一种极端形态的实证主义，它相信，法律、制度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因而，立法者可以不管既有的制度而全盘建立全新的制度。立法者据以建立这套制度的理据，主要是意识形态，而这一点使得作为转型所面临的制度约束极为刚性。

任何一套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都具有某种内在的连贯性，比如，市场制度与个人自由、私人产权、结社自由、法治及个人承担责任的文化等构成一个整体。不过，宪政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宪政秩序完全可以容纳国有企业、合作社，也可以容忍以改变它自身为目标——只要不是诉诸暴力活动——的言论表达与社团活动。

但是，转型前的旧体制的整体连贯性是比较僵硬的。科尔奈特别强调这一体制的整体连贯性：“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各种要素之间具有一种凝合力，相互补充而又彼此吸引。至少作为纯粹的理论原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就像是一座所有砖块都紧密粘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在这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尤其重大：“在经典体制的建设过程中，所有‘层面’都涂满了意识形态的涂料。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稳定并最终固化密不可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为现实中出现的东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47]

 举例来说，产权制度和企业经营形态不是一个效率问题或公共品供应效率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而与统治权关联的根本问题。

正因为这一刚性制度约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众多立法企业家所创新或恢复的新规则都未被公共化，而是遭到压制。只是到了70年代末，旧体制的效率潜力完全耗尽，民众的意识形态信念瓦解，体制陷入严重危机。
[48]

 面对危机，正规制度体系内部的整体连贯性出现松动。执政者被迫放弃对制度连贯性的过分保守，而对各种制度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区分出对于自己的信念和利益来说最重要的核心制度和不那么重要的次要制度，据此进行权衡取舍，允许那些不甚重要的制度部分地发生变迁。比如，在不改变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通过某些办法提高经济效率。在不直接触及国有产权、国有企业地位的前提下，允许私人产权、私人企业的有限存在。只有这样，才能维系整体秩序的稳定。

从旧体制的内在逻辑来说，这种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只能是最高“立法者”——我们用这个概念来包容掌握权力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所有个人及机构。但是，作为同样计算个人得失的政治企业家，立法者主动改革的意愿未必十分强烈，因为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改革的意识形态风险是非常高的。同样，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立法者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当然，立法者进行制度变革的知识——尤其是下面将要讨论的“细节性规则”——也是远远不够完备的。

但是，变革的必要性又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候，民间的立法企业家的活动，打通了制度变迁之门。本文所强调的核心观点是：转型模式成立的前提正是，立法企业家的个人规则创新活动先于政治立法者的立法活动。这是渐进的转型与激进的转轨的根本区别所在。在转型过程中，不论是在产权制度领域，还是在企业经营制度领域，或者是在社会、文化领域，立法企业家向立法者提供了备选的新规则、新制度。这解决了立法者不得不面对的知识难题。

事实上，全国性立法者所看到的甚至不是立法企业家为解决个人福利而创新的个人规则，而是局部性公共规则。诸多论者已经指出了中国与苏联的计划体制的区别，比如，秦晖再三指出，在改革之前，苏联体系是比较典型的理性的计划经济，而中国却是“命令经济”
[49]

 。笔者想补充的是，这种命令经济并不是单一命令，而是一种分散的、具有相当程度地方化色彩的命令经济。吴敬琏总结说，1958—1978年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其核心是“行政性分权改革，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为重点”
[50]

 。

这样一种格局有其严重的经济弊端，但对于制度变迁却有一种好处，即“使市场关系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缝隙中成长起来，而不至于像苏联高度集中的严整计划经济体系那样，完全没有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
[51]

 。即使不存在地区之间的竞争，行政性分权体制也给了地方官员决定本地制度的部分权力。作为政治企业家，不同地方的官员面对民众所创新的同一类规则，完全可能持有不同态度。如果该官员思想比较开明，或者该地区的经济危机比较严重，地方官员为了解决危机，可能容许民众进行规则创新，承认民众规则创新的意愿也会比较高。他们有较大的可能通过制定地方性政策或部门政策，把本地立法企业家所创新的个人规则确认为局部公共规则。自留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承包经营等等，都曾经在若干年内表现为局部公共规则。

当然，有些变革也是地方领导人主动发起的。但是，这种情形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处于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地方官员同样不具备制度变革所必需的知识。因而很多从外部看起来由地方官员发起的变革，实际上仍然是地方官员认可了本地民众所进行的规则创新，或者是将其他地方民众的规则创新移植于本地。但假如享有一定自由活动空间，本地民众其实完全可以建立起同样或类似的规则。

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在旧体制的逻辑下，每一项偏离正统制度的局部规则创新，都会引发剧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论。这样的争论把这些有助于改进效率的规则、制度呈现给全国性立法者。如哈耶克所说，对于任何情景中的立法者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判断将要采用的新规则在新的情势下维护整体秩序的能力。主导转型的立法者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既要增进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又不至于威胁整体秩序。新规则的不确定性会使立法者对新规则有所犹豫。若这些规则在地方、部门适用并取得良好效果，自可大幅度降低其不确定性，降低新规则在体制内所遭遇的阻力，立法者可以拿该规则的地方效果来说服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
[52]



总之，地方试验解决了立法者采取立法企业家所创新之规则、制度的意愿、知识和能力问题。最高立法者通过制定政策、法律及宪法的实体性条款，把由立法企业家创新、并在地方或部门试验取得积极效果的规则、制度，变成普遍的公共规则、制度，由此实现一次局部的制度变迁。这样的过程重复进行、不断积累，就构成制度变迁的过程，即转型。

从整体上看，转型过程类似于普通法的立法过程。在普通法司法过程中，为了解决超出了旧有法律规则范围的新问题，法官不得不在当事人的交换、合作行动中发现备选的新规则，依据司法的“技艺理性”对其予以辨析，如果合理，就予以确认，形成新的普遍规则，替换相应的旧规则。在转型过程中，立法企业家所创新的规则或者说是局部公共规则及其效果呈现在政治结构中具有变革意愿的立法者面前，使之能够知道该进行什么样的变革，并对变革的后果有比较确定的预期，从而诱发其采取从全国性政策、法律层面上变革制度的行动。这是一个类似于普通法法官发现、确认新规则的过程，而与实证主义的集中立法过程大不相同。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政治性立法者的意愿、知识和能力当然都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制度转型需要法律、政策乃至宪法实体性条款的调整，而这些都离不开立法者的努力。但是，将要确立的新制度，作为一种细节性规则，不是由立法者的心智主动地设计出来的。相反，新制度乃是立法者对立法企业家的个人规则或地方性局部公共规则进行反应性选择的结果。

这一转型过程与普通法过程还有一个相近之处：由此所形成的新的规则、制度，大体上属于哈耶克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这倒不是因为立法者本身多么公正、仁慈，而是因为置身于具体社会过程中的立法企业家所面对的旧体制是不合理的外在制度，为了改进自己的福利，他们恢复或创新出一种内在制度。这种制度已经在地方层面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一旦适用于全国，也会获得具有大体相同之信念和生活模式的全国民众的广泛认可。政治性立法者只不过明智地承认了这样的内在制度之有效性，将其从不合法的状态变成正式的政策、法律甚至宪法条款。

这样的制度变迁自然地呈现出渐进的、演化的特征：人们所看到的不是制度框架的整体变迁。每一次所发生的甚至不是局部的制度变迁，而是单个制度的零碎变迁。在规则的分类中，变迁主要发生于细节性规则层面。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立法者通常刻意地将变革局限于细节性规则层面，避免直接触及制度框架，甚至不去触及局部性制度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如中国的情形所显示的，这样的制度变迁过程能够呈现出某种持续加速的态势。一方面，一项制度发生变迁后，必然会使与之相关的旧制度的不合理性更为显著，从而诱发人们产生新的制度创新意愿。另一方面，在一个已经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关于优良制度的知识，逐渐地不再依赖对于固有制度的记忆，而是从外部世界——包括其他地区和国家——获得关于优良制度的知识，这会使立法企业家在更广泛的方向上进行创新。更重要的是，局部的制度变迁也使个人、企业、社会自治组织享有更多自由，支配更多资源，从而增强其采取新的行动策略的能力，并可以更大的力量推动立法者采取自己创新的规则。这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知识的不断积累、创新使得局部的制度变迁以加速度扩展。

另一方面，制度变迁本身也会改变立法者的信念结构，从而使之能够容纳立法企业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创新。前面曾经提及，转型前体制由意识形态整合成为一个僵硬的整体，不过，面对问题和危机，为了维持整体秩序的存续，立法者不得不容许次要制度之变迁。随着这一变迁过程展开，立法者将会逐渐认识到，这些次要制度的变迁未必会威胁固有的整体秩序。事实上，次要制度的变迁所产生的效果，对于维系核心制度来说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要享有这种收益，就必须在既有制度体系中赋予它以合法性，这就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因而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局部制度变迁会迫使原有的意识形态出现变化，这本身也构成转型的一个有机部分。而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是以一种普遍化话语来表达，比如承认“市场经济”、“法治”的合法性，即使同时对其附加了某些限定。这样的普遍性话语为民众沿着那一价值方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话语支持。

甚至，立法者也会认同民众创新的制度及外部优良制度所蕴涵的价值，比如市场经济、法治、民主。立法者的价值重构会使其对正式体制与自己的信念、利益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不断地剥离出更多次要制度领域，容许民众在这些领域进行变革。

也就是说，在转型过程中，不仅立法企业家在学习，立法者也在学习。自认为已经积累一定制度变迁知识的立法者甚至可能主动进行改革。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即由立法者自上而下进行的制度变迁。1994年以来的改革就被认为是政府自上而下地“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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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这一改革式制度变迁模式已经偏离了经典的转型模式，变为完全政治化的立法模式，尽管它与俄罗斯、东欧的转轨仍有性质上的差异。在此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才属于比较经典的转型时期，当然，这个时期同样也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应当说，整个30年期间，改革与转型始终是并存的。但从整体上看，尤其是与俄罗斯、东欧相比，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呈现为转型的进路。

六、转型模式的优势

在前两节，我们以中国经验为参考系，描述了转型的基本模式：转型由具有特定信念、知识、能力和意愿的个体推动。从众多社会活动主体中可以辨认出“立法企业家”，他们为改善个人境遇而采取一些与正式体制相冲突的行动，这些行动中隐含着更为合理的，可以构成市场、民主、自治制度的新规则。它们最初呈现为个人规则，并被部分民众自发模仿，进而通过某个地方或部门的官员认可成为局部规则，最终由全国立法者确认变成普遍的公共规则。这些规则大体上属于哈耶克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诸多这样的规则不断积累，作为内在制度的正当行为规则体系逐渐地替换旧体制的部分规则，这也就意味着，人们的自由范围逐渐扩大，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制度发生变化，并实现了物质上的改进。个人享有经济自由，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其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个人享有一定私人生活空间和一定的公共活动空间，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社会自治和民主参与。

如果我们把“转型”本身理解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那么中国的转型确实是有效的。基于目前的经济绩效，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转型的前景持一种乐观态度，国内外的转型学者也普遍地依据中国经验得出结论：渐进的、演化的转型模式优于俄罗斯、东欧的转轨模式。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一渐进转型过程会一直进行下去吗？会不会碰到天花板？这将是下面两节讨论的主题。本节将分析渐进转型模式的优势。

不论是政治、社会领域的制度，还是经济、文化领域的制度，都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的规则集：最抽象的层面是价值性规则，比如自由、平等、人的尊严、自治、财产权等。它们是宪法的价值性规则，也规定着转型所涉及的制度的走向和价值。新生成的制度须支持、维系这些价值，否则就无转型可言。中间层面是框架性制度，即体现上述价值而形成的制度结构，比如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安排、司法独立制度、私人产权界定与保护体系、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的制度安排、社会自治的制度安排等。第三个层面则是构成中间层面的制度结构的细节性规则，所谓制度就是由这些细节性规则按照特定的结构组合而成的，当然还需要加上其执行机制。

这三个层面的规则具有复杂的关系：价值性规则规定着制度的价值内涵。制度变迁是具有规范性内容的，即制度朝着“好的”方向变迁，以使经济社会活动产生“较好的”结果。关于“好”，人们自然会有歧义，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将有不同看法。不过，在转型的语境中，“好”的含义是比较清楚的：从经济上表现为效率之提高，从伦理上表现为人享有更多尊严和自由，从政治上表现为人们可以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旧制度所蕴涵的价值是与此相反的，转型的本质就是形成支持自由、平等、财产权、自治等价值、由细节性规则构成的可以正常运转的制度框架。

细节性规则与制度框架之间同样存在复杂关系。细节性规则乃是中间层面的制度框架的基础，后者是由前者有机地构成的。而人们所能感受到、真正规范人们行为并可以强制执行的，主要是这些细节性规则。制度框架更多地是一个观念上的抽象。私人产权制度在不同领域中有具体表现形态，直接决定着人们交易、合作的形态、方式；自治在不同领域也有具体的制度安排，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受它们规范的。因而，转型的关键是生成细节性规则。

不过反过来，看似抽象的制度框架本身又具有生产细节性规则的能力。恰当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可以容纳民众进行广泛的细节性规则创新，并及时而有效地将其变成正规制度，从而维持市场效率及社会自治。不合理的制度框架，则不给制度创新留出足够空间，从而使得规范人们行为的细节性规则陷入僵化。同时，制度框架为细节性规则提供执行机制。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细节性规则，也都需要其他规则及其所构成的制度框架的支持。可以设想，单独一个正当行为规则，如果没有这种支持，很可能会在现实中被扭曲。

正是这三层规则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后发国家的制度变迁出现了两条不同进路：一种就是激进的转轨，其实质就是按照确定的自由、市场、财产权等价值，率先实现制度框架的变迁。在此框架下，相应的政治法律机构再行生产支持这些价值或与其兼容的社会各个领域的细节性规则。另一种则是渐进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在价值十分含混、制度框架未出现根本变迁前，细节性规则渐进地向着有利于市场、自治、民主的方向变迁。关于两种进路的得失成败，国内外学界、政治界争论甚为激烈。本节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转型能够取得眼下人们所看到的成功。

转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一些比较显著的特征，从而使它具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可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期限内。转型模式最重要的优势是以特定的方式解决了制度变迁的知识难题，有效地利用了既有知识，并有利于“适切”的细节性规则之生成。

第三节讨论立法企业家的知识问题时已经指出，立法企业家及整个社会关于内在制度的记忆，为市场的局部恢复和正常运转提供了最初的制度支持。这些制度传统曾经被旧制度的权力抑制而不能发挥作用，但个人进行的制度比较会激励立法企业家自发地回归这些传统制度。转轨模式因为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因而人们最为熟悉并恢复实施的内在制度，会被立法者确定为正规制度，替换原来对应的部分旧制度。这样，传统制度就发挥了新作用。

这些制度自然表现为直接地规范人们行为的细节性规则。对于任何制度变迁，及时而有效地形成直接支配人们的细节性规则体系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仅仅说价值性规则好、甚至仅仅说制度框架好，都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细节性规则，它们必须是适切的（appropriate）：规则是正义的还不够，还必须是具体的正义的；规则是有效的也不够，必须是能够被人们运用的效率。

规则是为了解决置身于市场过程或其他社会过程中的人对于实现自己的目标所必须了解的诸多事实之无知而形成的。然而，此一难题能否有效解决，又取决于所形成的规则是否适切。规则的“适切性”（adequacy）对于制度之有效运转至为关键。何谓适切的规则、制度？孟德斯鸠说：“为一群人所建立的政府，若与这群人的气质和倾向最为一致，便是最符合自然的了。”“它们[法律]应当与制定它们所要管理的那群人相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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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耶克的论述中，不断重复“适切的规则”（appropriate rules）概念。哈耶克反复论证，并不是所有规则都能够形成秩序，只有人们遵循适切的规则的行动才能够形成合理的秩序。不同治理体系的根本差异其实就在于，通过其制度化途径所形成的规则之适切程度大不相同。同样，制度变迁是否成功、平稳的关键也在于新出现的规则是否有助于秩序向着好的方向演进。因而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规则形成机制能够持续而有效地形成有助于好的秩序形成的适切的规则。哈耶克说，那种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人们关于制度的知识，从而生成适切的细节性规则的机制，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规则当然是人们已经遵守的规则或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人们主动遵守的规则。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中，知识问题与规则—秩序问题是一体之两面。第二节已经讨论了哈耶克提出的四种制度变迁模式，而哈耶克对四种模式的判断，所依据的就是其利用分散的知识的效率。在哈耶克看来，正当行为规则乃是内在制度，是被“发现”（discover）的：“前者[指正当行为规则]在两种意义上是被发现的：它们要么只是阐明了已被人们遵守的惯习，要么人们发现它们，将其作为已有规则的必要补充，唯有如此，以那些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才能够平稳地、有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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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普通法法官或模范宪制中的立法议会确立的规则，要么是人们已经遵守的规则，要么是一旦颁布就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追求个人目标，从而必被人们认可的“补充性规则”（complementar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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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这些规则要么已经存在，由行动着的人们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创造出来了，要么是法官依据人们的行动逻辑制定出来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分散的社会活动主体的制度得到了直接而有效的利用。

个人创新的非正式规则与正式制度之间具有某种直通车机制，这是普通法的造法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其优越于集中立法模式的地方。法官不过是确认人们已经遵循的规则，或者制定补充性规则。相反，在集中立法模式中，立法机构负责统一制定法律，立法机构通常并不关注个人的规则创新，而是把违法现象或法律空隙本身当成问题，按照法律的逻辑进行抽象的思考，制定法律条文。民众创新性违法中所包含的非正式规则，就不能进入立法过程中。这是一种知识的浪费。

这样的对比也部分地适用于转型与激进转轨。转型具有普通法的特征，尽管这里进行规则筛选、确认的不是法官，而是地方官员及全国性立法者。民众大量违反旧制度的现象，清楚地揭示出旧制度不合理之所在，从而向立法者指示出变革的优先次序。个人创新的非正式规则，经过某种政治过程直接被确认为正式制度。

对于转型模式的这一优势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转轨模式就会使这些传统制度无法恢复和发挥作用。事实上，假如政治、法律结构发生剧烈变革，个人享有较为广泛的自由，则传统制度的恢复将更为完整，同时，传统制度与市场、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的互动更为紧密，那么生成更为合理的制度体系的可能性会更大，这可能正是中、东欧一些转轨表现较好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形。

不过，在激进变革模式下也确实可能发生一种情形，制度框架急剧变化之后，细节性规则却严重匮乏。此时，很可能会采取集中立法的模式确立这些细节性规则。但此时，立法机构尽管知道应当为市场、自治、民主制定细节性规则，但未必能够清楚地知道，应当首先制定哪些细节性规则。而且，众多细节性规则之间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未必是显而易见的。在转轨的初期，立法时机的选择对于制度演进、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立法者所必须面对的知识难题。而立法是有成本的，尤其总是会有巨大的机会成本。如果社会结构中的某一部分活动领域长期匮乏某项细节性规则，就可能导致社会严重失调。

转型模式的优势就在于，立法者只要注意到民众在哪些领域大量违法，就可以判断应该在哪里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违法性创新活动中又包含着新的更合理的规则、制度，这些规则、制度甚至已经经过了地方或部门的试验，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其从个人规则、局部公共规则，变成普遍的公共规则。这样，民众的制度知识就被立法者直接而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则大体上与社会“情势”是相称的，可能略微有点滞后，但却不会太过超前，基本上不会超出人们的认知水平。事实上，因为它本来就是立法企业家所创造的，因而可以推定，其他人几乎不用花费什么学习成本，就可以接受它。这些人可能本来就有此种行动意向，新通过的法律只不过使人们可以如此行动。制度与其所约束的对象之间具有某种默契。相反，激进变革模式下很容易制定出过分超前的规则、制度，而政府如果强制执行它，就很可能扰乱既有的秩序。

不论从时机还是从情势的相称性上，转型模式下形成的细节性规则大体上是比较适切的。转型的实质是相对合理的内在制度逐渐地替换不合理的外在制度，而合理的内在制度当然只能是从人们的生活、合作、交换过程中生成的制度。这些制度将能够有效地协调人们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民主参与和社会自治扩展提供便利。

转型模式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旧制度体系中隐含的某些知识，也能被立法企业家利用，从而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提高效率。在不合理的旧制度体系发育出来的某些制度，可能会被立法企业家所利用，并且有可能被平稳地转换，生成新制度。比如，在财产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的制度框架下，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创建社队企业，它们后来演变成为乡镇企业，再后来很多乡镇企业家又变身为私人企业家。这样，社会结构没有断裂，一些企业家在旧制度下习得的知识将保留连续性，继续支持企业家进一步创新制度。

从整体上说，转型模式下制度比较平缓的变迁，可以为人们提供较为稳定的预期，这有助于人们制定较为长期的计划，这一点对经济活动是非常有益。然而，这样的转型也有其内在局限。这将是下一节讨论的问题。

七、转型模式的限度

转型不是无目标的演化，而是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制度变迁，是整体的制度变迁，而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一般认为，俄罗斯、东欧、中国等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的目标至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体制变革，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制度变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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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至少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民主、法治与社会自治。经济体制变革也可细分为三个方面：放开价格，使价格可以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信号作用，并协调人们的行动；私有化，这包括对既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及新兴私人企业的发育，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私人部门，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切合市场正常运转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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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所有这些制度都实现较为根本的变迁，从而确立了与转型之初始条件不同的宪政的制度体系，转型才算完成。概括起来说，转型的过程就是立宪（constitution-building）的过程。不同的变迁模式，应当是不同的立宪模式。

近年来，人们普遍把中国的转型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来研究。诚如诸多论者所说，中国的“转型”确实是独特的。与西班牙、韩国等相比，中国的独特性表现为制度变迁有独特的初始状态。在前一类社会，即便政治上实行威权主义体制，但都保障私人产权和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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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市场和市民社会发育、成长的一般性规则是相对完善的，其所发生的制度变迁主要是政治领域，宪法性制度发生较大变革。由此可以说，不能简单地以前者的转型成功之经验预期中国转型的前景。

与俄罗斯、东欧等国的转轨相比，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则表现为，中国在宪法性制度并未出现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社会活动的诸多规则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并因此在政治、社会保持稳定的环境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外众多经济学者反复以渐进性（gradualism）来解释这种成功。这一点，转轨经济学文献中所在多有。

学者萧功秦提议，把中国—越南模式视为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物种予以研究。他用“演化政治学”来形容中国转型政治的特征。这一模式具有四个特征：（1）演化的试错性质；（2）与传统的非断裂性；（3）与演化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转型一样，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4）充分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考虑它们的特定情境与特定的脉络。通过这种“渐进—演化路径”，中国“完成了从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的软着陆”。

尽管如此，与一般经济学家不同，萧功秦指出，这一“渐进与演化”模式虽有其特殊的优势，但也有其特殊的弱点。这是一种从全能国家体制中，通过市场经济而滋育出细小的社会细胞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体制。因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腐败将非常严重。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不满，就会进一步引发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习惯性冲动，由此很可能陷入“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的路径依赖。“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就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60]

 事实上，按照萧功秦的理论框架，目前的政治转型的成功，最多也只是“完成了从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的软着陆”，中国真正要完成政治转型，至少还要经过三个阶段的演进：“从现今的发展型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走向更大程度的社会多元化，并经由权威主义向后权威主义过渡，从后权威主义向中国的民主体制过渡。”
[61]

 这也就是说，如果与转型的基本目标相对照，目前根本不能断言转型已经成功。

政治社会领域如此，经济体制领域其实也是如此。在评论中国经济的时候，人们普遍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制度变迁。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来自制度变迁，包括政府的价格控制大大减少，法律逐渐强化私人产权，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企业家精神得以较为充分的发挥。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感受到，这种制度变迁的脚步日益迟缓，甚至出现了反向变迁。近些年来，经济领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再国有化”趋势。
[62]

 国有企业在若干行业的垄断已无打破之迹象，而私有化一向被认为是转轨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尽管已经经过30年转型，但在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三大要素依然未能完全市场化。劳动力似乎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者却不能；通过政府征用农村土地，土地正在大规模国有化。在社会、政治领域，情形也比较类似。

很多人都已注意到，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一个全面的“双轨制”之下，在这一状态下停留了二十多年之后，似乎还将长期停留在这种状态。科尔奈断言，俄罗斯、东欧转轨国家“必然长期继续保持在一种奇特的双轨体制当中，这是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要素同时并存而又彼此缠绕的一种‘混合’体制……这一双轨制特征将成为各种冲突的根源”
[63]

 。只是需要注意，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双轨制与转轨中的俄罗斯、东欧的双轨制的结构正好相反。在后一类社会中，制度框架已经变革，但人们的价值或细节性规则却大量受制于旧制度；在中国，部分细节性规则发生了变化，但制度框架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制度却保持不变。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对于预言两类社会的前景，具有决定性意义。钟伟也区分了20世纪80年代的旧双轨制与90年代以后的新双轨制的区别：旧双轨制是实现增量改革的一种策略，旧体制容许新制度生长；新双轨制则是旧体制向新制度索取租金的策略。
[64]



也就是说，转型似乎有停滞之虞，而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转型过程直线地进行下去，进而达到学者、民众所理想的制度状态。不同人群对利益的考量大不相同，有些群体在转型过程获得了巨大利益，同时从政府权力与市场交换中获益，这个群体必然会拒绝进一步转型。不过，本文依然主要关注知识与信念问题
[65]

 ，试图从这一角度解释转型模式的局限性：立法企业家及立法者都面临着信念与知识上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首先，在转型过程中，支配着制度框架的立法者将经历一个学习过程。如上文所说，立法者可能会认识到，容许次要制度变迁，并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立法者甚至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新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这样，制度变迁的空间就会逐步扩展，而制度变迁的目标也逐渐从含混趋向清晰。这一点，从中国关于市场化的官方概念的演变看得非常清楚：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这一步，立法者甚至可能主动制定及执行某种相当大范围的局部制度“改革”。

然而，这种学习过程似乎存在一个限度，这一点与激进变革模式完全不同。在转轨的激进变革模式中，制度变迁的价值内涵是确定而清晰的，人们明确地追求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尊严、财产权，因而也致力于设计和建立法治、民主、市场等制度。尽管可能出现知识准备不足、法律超前于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等现象，但从某种程度上，整个社会有一种价值忠诚。而在转型模式中，终极目标始终是含混不清的，制度变迁所要追求的价值不是明确而清晰的。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下的立法企业家的努力肯定是为了扩张个人的自由、财产权而进行规则创新，但立法者通常并无这样的价值忠诚。相反，立法者接受的另一套价值，其利益有赖于依据此价值的制度框架，其容许一些次要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主义策略，而并无价值忠诚。

诺斯强调了信念体系对于制度的重要意义：“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信念体系是人类行为的内在表现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人们施加给人类行为的结构，以达到人们希望的结果。也就是说，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
[66]

 诺斯在解释西方世界近代以来制度变迁中突出了信念的先导作用。在诺斯看来，什么样的信念决定着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

也许哈耶克可能会批评，这样的看法带有过于强烈的建构主义色彩。俄罗斯、东欧转型的曲折故事也证明，有某种信念未必能够建构起完全体现、保障其中之价值的制度。但是，这个说法反过来应当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没有足够明确的信念，则恐怕无法最终完成制度变迁，因为缺乏信念的引导，制度变迁最终可能会失去方向，在转型的中间过程中永久性徘徊。

就此而言，我们要对第四节的论述作一些修正：把转型视为一个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过程，并不准确。如哈耶克所说，普通法法官的使命乃是维护一个主要由内在制度支持的大体合理的秩序。这样一个既有的规则系统本身就对法官构成了一个约束，既有规则系统的正义要求法官必须致力于发现正义的规则，法官“当始终活动于他必须接受的给定的规则的生长性秩序（cosmos order）中，他当必须将那些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所服务的目的所要求之片断融入这一生长性秩序中”
[67]

 。事实上，法官在边缘上创新规则，就是在维护这一规则系统的正义性。然而在转型的背景性制度框架基本上是由外在制度构成的，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大体上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转型不是解决旧体制运转过程中出现的细节性问题，而是要走出旧体制。基于同样理由也可以说，在讨论中国转型的时候，使用波普尔的“零碎社会工程”或哈耶克的“内在批评”概念同样是不恰当的。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区分表明，转型要成功，要求立法者不能只限于充当法官，相反，他们必须具有超越给定的制度框架的意愿、知识与能力。然而在现实中，转型的立法者甚至不具备普通法法官维护正义的意愿、知识和能力。在普通法的司法过程中，法官个人及法官群体内可以通过学习，积累“技艺理性”，这种理性有助于面对社会问题，及时地发现适切的补充性规则。但转型过程中的立法者通常受原有信念支配，其学习的意愿和能力是受到限制的，因而未必能够积累一种趋向于优良治理的“治理理性”。

其次，立法企业家也同样面临知识、能力的局限。诚然，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目标，立法企业家可以进行大量规则创新活动。但是，身处具体生活场景中的个人对于规则创新的想像力是有限度的，其构造制度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在不合理制度下，个人的利益追求能够转化成为创新规则的冲动，但是利益也同样有可能遮蔽个人的视野，使之无法想像出比较抽象的规则。

确实也可能存在着某些不以个人利益为动机、直接致力于制度改进的立法企业家。但是，他们的视野同样受到局限，他们也许无法理解自己所诉求的规则与其他规则、与整体秩序之间的恰当关联。这样的知识需要高度发达的抽象思考能力。

综上所述，置身于转型过程中的立法企业家与立法者都存在内在局限。立法企业家具有创新的足够激励和热情，但却缺乏足够开阔的视野，缺乏构造整体制度框架的能力。立法者则缺乏足够的价值忠诚，因而具有过于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双方的这些内在局限，使得转型只能完成部分制度变迁，而必然不能完成全部变迁任务。

我们或许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本身不能自足，单纯依靠转型过程，无法达成大多数人所期待的比较完整的制度变迁目标。更具体地说，仅靠转型，似乎不足以完成宪法性制度的变迁。

综合布坎南、诺斯等人的看法，制度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宪法性制度与一般性制度。
[68]

 一般性规则体系调整人们的行动，其中包括产权规则、契约规则等；本文所说的宪法性制度乃是据以决定一般性规则的结构安排与程序规定，即宪制框架，而不是权利法案。转型也许可以完成一般性制度的变迁，但很难完成宪法性制度的变迁。如诺斯所说：“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结构由广义上的宪法体系所组成，也就是说，确定政治、经济博弈方式的正式制度结构本身是有意设计出来的。”
[69]

 这也就是我们在价值性规则、框架性制度、细节性规则划分法中所说的框架性制度。哈耶克其实也作过类似划分。按照哈耶克的定义，宪法性法律乃是组织的规则，而不是正当行为规则体系：“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法律’、其实是组织规则而不是正当行为规则的那类规则，首先是包含在宪法性法律之中的、关于政府的诸权力之配置和范围的规则”，而“组织规则却是实现某些已知的、可预见的结果的明智的、有力的工具”
[70]

 。组织规则当然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刻意设计出来的。复杂的组织规则构成一个宪法性制度框架，这样的制度框架的特征决定着其所生成的细节性规则的特征。这也正是哈耶克设计“模范宪制”的初衷所在。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讨论制度变迁的时候，必须对宪制框架问题给予足够关注。这样的关怀将使我们更为清晰地探讨中国式“转型”的内涵、优势与限度。一般性规则的变迁至关重要，但是不合理的宪法性制度会对此构成一种约束，可能诱导人们创造出大量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将使旧体制永久化。反过来说，一种好的宪法性制度可以有效地生产出能够比较有效率地满足社会需要的适切、公正的一般性规则。即便随着时间推移，细节性规则的不协调累积到一定程度导致社会、经济的危机，但一个优良的制度框架——就人类目前的经验来说就是民主宪政制度——也能够在保持社会大体稳定的同时，生成新的更为适切的细节性规则集。因此，对于一个社会之优良治理来说，无论制度变迁采取何种进路，最终都需要超越细节性规则层面，形成能够适时生成适切的细节性规则的制度框架。

这样的制度框架之形成过程，却不同于细节性规则的生成规则。政府这个组织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可能是演进地形成的；人们关于政府的信念、观念也是演进的；但是最终那个宪法性制度安排本身，几乎不可能自发地演进，而必须是理性设计的产物。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宪政结构，只能由布坎南的契约论的立宪过程建立。归根结底，构造这样一套抽象的政治性结构，超出了身处于具体生活场景中的个人立法企业家的知识与能力的范围。相反，这需要借助于专门的“立宪政治”（consitution-building）过程来实现。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对美国人——其实也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人组成的诸社会是不是真有能力通过思考和选择（reflection and choice）建立起优良的政府，或者是否他们的政治性宪制（political constitutions）注定了永远依赖偶然事件或暴力。”
[71]

 这个问题，也是一切处于转型、转轨过程中的社会需要思考的。

八、结语

本文基于门格尔、哈耶克等人所发展的奥地利学派制度理论论证了：转型模式与激进转轨模式固然均有其优势，但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激进转轨模式有其优势，即制度框架率先变革，这有可能使立法者具有足够的价值忠诚，如果社会尚维持着足够的团结，则整个社会可能迅速地通过已有的立法结构与程序，制定出新制度所需要的细节性规则，从而实现合理而真实的制度变迁。即便可能暂时出现细节性规则的匮乏或失调，只要持续的时间不长，转轨就仍然可以延续。但激进转轨模式确有其危险性。如果诸多细节性规则长时间无从生成，或者规则之间的不协调持续太长时间，就可能给社会结构、给人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易预期造成不可复原的损失。作为反应，社会会形成一整套替代性制度，比如掌握权力者摇身一变成为资本持有者、黑社会兴起等，这就会导致转轨失败。

如果转型模式运作得当，就能够在保持社会基本秩序稳定，从而保持社会连续性的情况下，生成有利于人们改进自身境遇的适切的细节性新规则。但是，转型模式也很容易自我中断：转型很可能导致永久性“双轨制”，从而带来寻租的社会成本。优势与成本究竟哪个更大，乃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型早期，预期稳定的收益大于寻租成本，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关系将会逐渐翻转。

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立法者对价值的忠诚度过低，由于立法企业家的知识与能力缺陷，转型缺乏一种自我完成的内在驱动力量，相反，转型具有自我中断的内在机制。在转型过程中，完整的制度变迁的诸多细节性规则渐进地生成，但到特定时间点上，旧有的制度框架将制度演进的力量阻挡在核心制度之外，从而使演进过程遭遇梗阻。已经形成的新规则无法拼接成为一个自洽的规则体系。这个时候，转型也会面临规则不连贯的问题。

从经验上看，转轨有失败的成例；但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渐进转型而成功实现立宪式制度变迁的先例，似乎并不存在。所有的制度变迁，在经历渐进演进之后，都出现了演进的断裂，这时有两个选择：或者因为某种机缘而进行立宪政治过程，实现制度框架的变革，完成制度变迁的最后惊险一跃；或者长期停留在新旧制度混杂的中间状态，即萧功秦所说的“苏丹化”状态。

这样的讨论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哈耶克自发演进理论给予某种限定。或许不得不说，哈耶克对自发演进的信念是有预设的：人们生活于由内在制度支持的内部秩序中。唯有如此，人们遵守规则的行为才足以构成一种秩序。假如调整人们之合作、交易活动的制度体系本身主要是由外在制度构成的，也许就不适宜使用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理论进行分析。因为，这个时候所要关注的乃是如何生成新规则的问题，而不是规则如何塑造秩序的问题。

由此，我们将简略地讨论第二个结论：为准确地认识制度变迁，尤其是把握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必须把奥地利学派关于个人行动的理论与规则—秩序理论融合为一体。

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行动—规则—秩序这三角关系中，哈耶克更多关注的是秩序问题。哈耶克经常引用亚当·弗格森的一句话：秩序“是行动的产物，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唯有人遵循规则的行动，才能形成秩序。然而，唯有人通过行动创造规则的行动，才能形成秩序的演进。

据此，我们可以构造一个行动—规则—秩序的复杂互动关系。人遵循规则的行动形成秩序，人在行动中又创新规则，新规则形成新行动，从而形成新秩序。张君劢下面的一段话就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国的历史，犹之全套的戏剧，其立于演台之上者，不外乎各个演员。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一种潮流，其发动之者，不外乎个人，而历时既久之后，就已往之经过而言，则名曰历史的演进。各个人之触景生情而言，则为时代的要求，质而言之，各个人之哲学的贡献，自然日积月累而成历史的演进与时代的要求，假令个人不能提出一种主张以成为一种贡献，其历史上之岁月完全空过，有何演进可言，有何时代要求与一己关系之可言。”
[72]



可以说，不论初始条件如何，制度变迁确实可以呈现为一个自发的、累进的过程。但归根结底，此一过程乃是社会活动主体行动的产物。如果没有那些具备意愿、知识、能力的社会主体的行动，就不可能有新规则，当然也就不可能替换旧规则。第二节曾引用哈耶克的话：“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其中之要素在对其周边环境作出反应时遵循特定规则的产物。”
[73]

 我们也可以说：自发秩序之演进乃是构成它的要素依据自己的心性、知识积极地行动、从而生成更为适切之规则的结果。

换言之，欲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就必须回到门格尔，实现奥地利学派传统中企业家理论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融合。在门格尔那里，这两者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但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发展，米塞斯和哈耶克分别突出了一个方面：米塞斯强调的是人的行动，主要是企业家的创造精神，这形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传统；哈耶克所强调的人遵守规则对于秩序的重要性，这形成了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理论传统。但是，要解释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尤其是从一个基本由不合理的外在制度构成的体制向比较合理的体制的变迁，必须回到门格尔，重新把两者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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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国两制”到“一制两体”

——中国改革动力学的香港视角


魏甫华
[1]



 

2008年是香港回归11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因素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香港自1949年后作为中国通向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唯一通道，作为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中转站地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快速发展的内地城市使香港面临了更多竞争的压力，香港政界和学界有关人士惊呼，香港正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香港下一步怎么走？这不仅是关系到香港的前途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内地的改革困境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在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如何重新理解“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含义。

“一国两制”的提出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

1949年来，香港是中国内地通向世界的唯一通道，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和世界的中转站这一地位。香港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构成了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实验室”。
[2]

 可以说，就是这个“现代化实验室”，提供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动力学原理。

首先，香港因素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经验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启动的，学者们有不少的论述，也有不少的争论，但是有两个经验条件是大家所共识的。一个就是“文革”，杨小凯教授就指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启动中国改革的制度性条件。朱学勤也认为，改革是“文革”启动的，并且是通过“文革”的方式启动的。
[3]

 朱学勤这一论断实际上点出了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改革。美国学者谢淑丽也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源于中央的领导权之争。
[4]

 周其仁教授认为还应该追溯到更早一些，和1958—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有关。
[5]

 另外一个重要的经验条件和香港有关。周其仁教授在《重新界定产权之路》一文中指出，1962年，由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也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曾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6]



“逃港潮”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最近，凤凰卫视做了这个口述史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脚投票对当时的中共高层产生的巨大震撼。邓小平就指出，如果我们再不改革开放，就会亡党亡国。而早期的这个“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特区政策的初始版本。

其次，香港作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通向世界的唯一通道，它一直是中国内地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渠道。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知识（信息）的变化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7]

 1949年后为什么不继续解放香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论述。早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试图让英国归还香港但被丘吉尔断然拒绝。此时，毛泽东在延安对西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07页）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首先是当时的中国刚建设新的人民共和国，国力比较弱，还不足以通过和英国再打一仗来收回香港。因为那时急于和英国一仗，很可能因此会使共产党丧失政权。其次是中国当时处在由冷战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对我们开放的。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中国是愿意向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但是当时英美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只有苏联愿意对我们开放。邹谠教授就指出，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否对中国10年“文革”有直接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8]

 再次，香港独特的地理和制度身份，使它成为中国获取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关信息的窗口，不收回香港主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有好处。周恩来就指出，要好好利用香港来吸引外资，以及搞海外的统一战线。1957年周恩来在上海和工商界人士座谈时就指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来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页）周恩来要求香港新华社对香港的资本主义，“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
[9]

 。

再次，不仅内地受香港的影响，香港也受内地的影响。香港是国际市场，内地是全封闭的国内市场，当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存在，两个市场就会受到不同的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动力机制。

从时间上看，“一国两制”提出的时间几乎和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间同步。1978年，中共领导人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次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就启动了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研究。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个时间上的契合就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的不少证据表明，香港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0]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共领导人对香港回归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是收回香港的问题，而是怎么收回香港以及保持它的东方之珠的世界地位问题。邓小平在接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论“一国两制”》，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页）

 

收回香港是中国的政治主权问题，这是不需要讨论的，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强调如果英国政府在收回香港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手段，中国将采取武力收回香港的警告。对于邓小平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平稳地收回香港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不只是香港的政治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最大政治问题。这涉及到，如果不能平稳地收回香港并保持香港继续繁荣稳定，中国政府将在国际的声誉竞争中丧失自己的地位。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安排在笔者看来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虽然并不一定是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所设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一国两制”政策的落实所采取的政治安排。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意识中，才能获得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理解。对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的思考，也必须纳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中来，我们才会认识得更为深刻。同样，目前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所受到的阻碍，亦使我们可以了解“一国两制”的困难之所在。

从“一国两制”到“一制两体”：内地与香港关系的制度安排

在《一个国家，两种金融制度》的演讲中，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先生提出了一个关涉内地和香港两地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他指出，“大家需要密切留意有关‘一国两制’的另一环节，就是两种不同制度在两个经济体系的具体范畴或环节上的关系。《基本法》并没有对这个关系作出阐述，例如两地的金融体系应如何互动、互助及互补，以符合两个制度的共同利益及国家的整体利益。我们或许可以说，有关问题可以留待市场自行处理。但要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市场至少可以在其间自由运作，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两个金融体系之间存在差异，例如金融中介机构进入市场的限制以及资金流动的自由程度等都不同。我相信设立某些管制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有关当局更需要以国家最佳利益为出发点，来发展两个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
[11]

 在以往两地关系的讨论中，我们或者过于强调“一国两制”中“两种制度”的差异，强调差异是落实“一国两制”原则的前提；或者是过于从口岸、港口、地铁等跨境基建设施来理解两地关系的沟通。对两地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应当如何互补和融合才能促进两地最大利益，以实现国家最佳利益，有关的政策研究还非常不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首先界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愿交换，正是因为自愿交换给市场的双方带来的互利使得财富不断增长。但是，在我们现有的两地关系制度设计中，比较强调市场经济中的实物贸易这一个层面，对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关注不足。所谓“市场经济”，它不仅是实物的自愿交换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设定在实物之上的一系列权利进行交易的经济体系。张五常就认为，“科斯1960年的大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者注）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面，不幸被行内漠视了。他认为市场的物品或资产的交易，不应该从实物的本身看。他建议我们要转换角度，要从权利的约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场的任何物品，交易的是一个约束了的权利的组合。”
[12]

 市场的运作会因为权利的约束与界定不够明确而引起混淆。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提出过这种深刻的思想。亚当·斯密在《原富》中提到中国贫穷的原因。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腴、耕耘得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已长久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五百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况，和今日游历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13]

 斯密和科斯提供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理解经济体系的重要视角，就是要从权利约束角度看经济体系。那么，我们看内地与香港两地不同制度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以及探讨两种不同制度之间互补及融合的可能性，也应当从两种不同制度的权利约束角度看。

（一）内地与香港两地关系的法律依据

根据《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是我们谈论内地与香港两地实行“一国两制”的法律依据。

但是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就经历了一场法律技术意义上的“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香港的法律制度，经历了德国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说的根本规范（basic norm）的转移。凯尔森认为，任何法律制度的架构，皆可被理解为隶属于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层阶。层阶中较低的规范（如法例、附属法例）的法律效力来自较高层的规范（如宪法）。那些较高层的法律规范授权有关的政府机构制定较低层的法律规范。这样，一个法律制度中所有规范的效力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本规范”。在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根本规范”是指那个肯定立国者所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效力的规范（而以后经修改的宪法的效力皆源自第一部宪法）。
[14]



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指出，在香港回归中国前，香港的法律制度的根本规范与英国法律制度的根本规范基本相同，这个根本规范承认，所有明示或默示在香港适用的英国国会立法，在香港皆为有效法律。它同时承认英皇特权立法（prerogative legislation）在香港的有效性，这些英皇特权立法，包括为香港殖民地政府提供宪制基础的《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但1997年7月1日，此根本规范由一个新的根本规范所取代。这个新的根本规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效力，而这部宪法就成了香港所有法律的有效性的终极源头。《基本法》本身的效力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如普通法及香港立法会所通过的条例，其效力皆源于《基本法》。

同时，根据《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所以，虽然香港法律制度的根本规范发生转移，即《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成为香港政府的宪制基础，但是有关港人日常生活、他们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商业活动的法律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先生认为，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与英国的关系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一国两制”的格局。他指出，“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日以来，纵然香港在法理上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香港在实际运作上已拥有高度的自主权。无疑地，香港本身已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统治机制。”
[15]

 所以，“一国两制”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这点对于我们认知“一国两制”之制度架构非常重要。

（二）内地与香港两地关系框架的几种设计之政策分析

毫无疑问，内地与香港两地关系框架设计的落脚点必须在坚持与贯彻“一国两制”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深港两地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深港两地的地缘关系以及两大特区的制度安排，可以更加让我们检讨目前内地与香港两地关系框架设计政策之不足。

目前深港两地关系框架设计主要有以下几种：“深港自由贸易区”、“深圳大保税区”和“深港跨境工业区”。

（1）“深港自由贸易区”。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提出在深港之间可以率先启动自由贸易区。主要有以下三个思路：

一个思路是，可以参照过去谈过多次的“放开一线，管住二线”的政策，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直接把深圳特区辟为自由贸易区，与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澳门对接起来，在两地率先实现人员、资金、商品、资讯的自由流动，实行港元与人民币通用。

这种做法虽然实质上是将香港自由港的属地延伸到内地境内，并不代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但它对于在内地与港澳之间逐步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则有着相当重要的试验功能。通过试验，可以发现人员、资金、产品在自由流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探索解决办法，还可以在取消关税和贸易限制以及构筑统一的对外关税方面实验出有效的操作方式和实施步骤。这样做，相当于深圳再次成为自由贸易区概念下的新的经济特区。

另一个思路是，按照WTO所认同的授权原则，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地方政府，例如广东省或深圳市政府，负责同香港特区政府商谈一国之内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先在深圳或珠江三角洲地区搞次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的其他地区。

这种做法可以援引的事例是新加坡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印尼的廖内群岛组成的增长三角的自由贸易安排，这个安排在短短四五年内取得了成功，现正向其他地区推广。

再一个思路是，参照最近日本与新加坡商谈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做法，搞投资协议，而不是整体的关税减免，主要选择某些行业，如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切入点来展开自由贸易，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

（2）“深圳大保税区”。这个思路的核心理念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李灏同志主持深圳工作时，就已经提出来了。这就是所谓“二线管住，一线放开”，或者说“一线管人不管物，二线管物不管人”。其内容简单说，就是现在的深港边境管理线（一线）只保留边检的功能，放开对深港两地货品进出的限制，只对人员往来进行严格限制和严格监控；同时把深圳特区管理线（二线）变成海关线，对内地与深圳的货品进出进行严格限制和严格监控，但对内地人员进出深圳特区则只作简单的限制，而不作严格的监控。这样，深圳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大保税区”，深港两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完全融合，深港两地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实际上的经济共同体，完全实现了“同城化”。

（3）“深港跨境工业区”。早在1985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香港地价和人工成本的快速增加，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北移。当时就有工商界人士建议当时的香港政府在深港边境地区设立“边境工业区”，这样可以享受到深圳更低廉的成本，增强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

2003年，香港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建议在深港边境设立一个免税“工业特区”，由香港管理，有关专案以免税、相容香港及内地劳工的方式运作，但被香港特区政府所否定，因为工商界和劳工界对输入外地劳工的问题没法达成共识。

2003年11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公开场合透露，广东会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支持深圳和香港之间的河套区开发。至于如何开发，关键是香港和深圳如何利用CEPA拿出最好方案来。

2004年6月，时任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访问香港，与时任特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就边境河套地区的发展计划联合宣布，两地政府将河套地区的开发纳入合作议程。双方认为发展有关过程，要充分考虑基建规模、环保、交通配套等问题。

专家指出，深港合作建立深港跨境工业区后，第一步可以促使更多的香港企业到跨境工业区落户，利用CEPA的协议内容，使在这里的产品能够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第二步，逐步扩大深圳这边的保税区面积，建立保税工业带，与香港形成保税工业走廊，并且增加跨境工业区的功能内容，使其逐步成为保税自由贸易区。第三步，在上述两步稳步实现的基础上，再争取利用现有二线的特殊有利条件，使整个深圳特区成为自由贸易区或大保税区，全面与香港对接，建立深港大保税区，使香港和深圳真正完全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联通，形成真正的统一市场和经济共同体。
[16]



深港两地关系的这三种制度安排，应当说都涉及到深港两个特区的政策设计，具有相当的政策针对性和试验性，但是仍然在制度层面上思考不足，未能充分理解到两地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制度上的互补性以及融合的可能性。例如，“一国两制”已经实施11年，其制度框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如何应对这种变化？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深港在未来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地位以及承担怎样的责任？目前的几种框架设计还有诸多的不足，而“9+2”泛珠三角框架实际上是淡化了深港两大特区的在制度上的整合功能。

（三）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两个独立行政主体

深港两地关系应当往哪个方向考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先生的建议非常具有制度敏感性。他提出深港两地关系要从“一国两制”转移到“一制两体”关系上来，从而进一步落实“一国两制”的制度基础，并为两岸关系贡献制度智慧。
[17]



所谓“一制两体”，说的是深圳和香港实行“同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但两者分别是“两个独立的行政主体”。这一制度安排有着深刻的新制度经济学含义：

首先，“一制两体”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之下。两地关系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基本法》，香港仍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是“港人治港”。在政治制度层面，两地实施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50年不变。但“一国两制”过于强调政治层面，不仅遮蔽了“一国两制”丰富的制度效应，而且难以回应香港回归之后内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内地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从1994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内地经济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革，使得“一国两制”中迥然不同的“两种制度”的涵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制度层面，“两种制度”已经逐步变成一种制度。所以，从“一国两制”到“一制两体”，非但不是对“一国两制”的反动，而是对“一国两制”的具体化和深化。

其次，“一制两体”强调两地是完全不同的独立的行政主体。这自然是对香港高度自主权和“港人治港”这一基本法精神的贯彻，但又由于两个独立行政主体在同一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就为两个行政组织奠定了竞争的制度基础。这类似于美国各州之间的州际竞争。这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引入一种组织竞争机制。这是“一制两体”的政治性含义，即金耀基先生所总结的香港治理的“行政吸纳政治”经验。

同时，香港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为了顺应香港社会的政治意识的觉醒，但也是为了回应内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例如，最近香港高官多次呼吁关注内地的经济发展和“香港边缘化”问题。内地的行政体制改革因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来高度垄断性的行政体制已经成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应当紧紧地抓住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条主线来进行。这样，内地和香港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就是如何建设同一个“市场经济体制”。

再次，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幼稚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怎样才能建设出一个好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呢？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制度落差。

虽然说内地和香港都处于同一种市场经济制度之中，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制度落差。香港作为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非常成熟，而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在转型过程之中。所以，如何理解并利用两种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制度落差，也就是如何借鉴香港成熟的市场制度，为内地经济服务。这也正是任志刚所提出的，“内地有充分理由更好地及更广泛地运用香港的金融体系……这是两个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的一项重要元素。”
[18]

 例如，通过港交所托管深交所，既可以充分利用香港成熟的证券市场制度监管经验，为深圳培养证券市场管理人才，同时也可以整合两地资本市场资源，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地位。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法权体系问题。法律制度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内地的相关建设尤其不足。香港特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内地是大陆法系，香港特区是英美普通法系。目前世界上这两大法系的一些发展趋势，如大陆法系的案例化发展，普通法系的成文法典化发展，正预示着两大法系互相融合的进程。“一制两体”恰恰是这两大法系融合的最直接也最具想像力的试验。从这个角度，也提供给我们一个两岸三地之间的关系的新解。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一样，在法律体系方面是继受德国和日本法律为主的大陆法系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岸的法律制度也都在大量吸取英美普通法系制度，尤其在公司法、证券法、金融法和破产法等领域，普通法系所表现出来效率理性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相关法律制度改革的架构性基本原则。但是，目前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方面，纸上谈兵的改革居多，缺乏一个制度性试验的地理空间，而深港两地的“一制两体”就是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它为两地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极具想像力的制度创新动力机制。

香港回归11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国两制”的政策落实得怎样呢？任志刚认为，“从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体系的运作所得的经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享有的自治程度其实比1997年7月1日以前的香港政府所享有的更高。”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来，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的生活方式，以至香港的自治经验，都清楚表明“一国两制”的原则在香港行之有效。香港屡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如何利用香港因素来加强内地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应当是“一国两制”下一个10年的重要任务，或者说，要把制度建设也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投资。这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也是“一制两体”的出发点。

结语：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动力学——一个香港的视角

中国改革是怎么启动的，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动力学是什么，有关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殊少有人关注香港因素和中国改革之间的关系。有人把1978—2008年的30年改革界定为“通过开放进行改革”的改革路径，而从现在开始的之后30年改革应该是“通过改革更加开放”的改革路径，这两种路径的选择实际上和香港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

第一阶段，1978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政治契机是1962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内地的“逃港潮”，这使得一直以社会主义优越性自居的中国内地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考验。正因为如此，中共高层才决定启动改革开放，以经济特区的模式，来回应这一场意识形态的挑战。这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从而为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内地开放了一定的思想竞争市场的制度空间。

第二阶段以1997年香港回归为标志，如何治理好香港、如何保持香港持续的繁荣稳定是重要事件。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经济特区模式向内地转化，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中共高层为了缓解内地省市对特区政策倾斜的不满，但深层背景是深化改革利益集团的结盟，以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够回答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有关人士时强调的“一国两制”政策五十年不变，以及中共保证香港政治治理的平稳化和经济继续繁荣问题。邓小平指出，“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
[19]

 1997年之后不到一年，香港发生金融危机，中共高层不惜动用外汇储备支援香港金管局对抗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对冲基金，保卫港元。因为一旦香港经济沦陷，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就将受到严重打击，这说明“一国两制”不是一个孤立的策略性的制度安排，它和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构成了互为表里的相互依赖机制。

目前正在讨论的香港普选方案把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政治改革动力推进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内地基层普选试点的全面铺开和香港普选制度的互动。在“一制两体”的制度框架内，我们就可以看出内地基层选举和香港普选政治之间是如何互动的，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试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共政治改革的深度和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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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制度变迁


中国的“奇迹”：成因、问题与展望
[1]



冯兴元
[2]



一、有关中国“奇迹”是否存在的一些争论

中国经济到底有无“奇迹”？是“奇迹”还是“神话”？对于这一问题，过去一度有过争论。迄今为止，这一争论仍未终结。

最初有关中国“奇迹”的争论与所谓“东亚奇迹”的争论有关。1993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3）发表一份题为《东亚奇迹》的报告，指出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和“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1965—1990年问奇迹般地已经保持25年经济持续增长和快速工业化水平。时隔一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不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由此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东亚奇迹”，并认为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对于中国，克鲁格曼指称其犯有“综合征”，对中国的“奇迹”持否定看法。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中国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他认为统计数据掺水严重，而且如果不是把1978年而是把“文革”前的1964年作为基年，那么中国的经济与“四小虎”类似，效率增长最为逊色，经济增长绝大部分可归因于投入的驱动。

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奇迹”的较早提出和系统描述，要数林毅夫等（1994）发表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等把中国的奇迹的成因简约为比较优势战略，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

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2000）是中国“奇迹”怀疑论者。他们通过理论和证据对中国渐进式改革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由此，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成功存在高估的嫌疑。改革先易后难，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当这种方式的技术模仿空间消耗殆尽时，经济转型最终会因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而最终失败，因而缺乏宪政的经济转型最后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单豪杰，沈坤荣，2007）。陈志武（李利民，2008）则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毋宁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其理由是：如果中国靠模仿就能产生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不过陈志武也肯定，单把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的中国相比，当然是“奇迹”。

不过，更多的文献（Cai and Treisman，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08；Anderson，2008；秦晖，2008）是对中国“奇迹”的确认。

二、“奇迹”的认定标准以及中国“奇迹”的再认定

纵观历史上各种经济“奇迹”观，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二是较高经济增长应持续了较长时段；三是较高经济增长应较为稳定；四是经济增长中应存在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的一定甚至较大贡献。可以按此逻辑对中国“奇迹”作一简单的再认定或者证伪。此外，之所以为“奇迹”，还因为其“奇”，也就是少见而使人称奇。

“中国奇迹”论的正方和反方，均不否认中国经济的较为长期、稳定、高速的增长。诚然，回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史，根据1978年不变价格和水平平均法公式计算，1978—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同期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GDP分别年均增长4.73％、11.39％和10.73％，人均GDP年均增长8．59％。



表1　1978—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情况









	指标
	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
	9.8



	　　第一产业
	4.73



	　　第二产业
	11.39



	　　第三产业
	10.7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8.59





资料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8；《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4期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投入依赖性比较严重，技术进步因素也存在，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非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在改革初期的1979—1992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处于上升状态，年均变动率为1.7％。而从1993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减缓并连续5年呈现下降状态，到2000年才走出这种局面。1993—200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9％。改革开放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整个报告期为12.7％。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贡献率达到20.5％，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明显下降，为－10.8％。
[3]

 这前后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值得关注。但是，根据郑玉歆（2008）的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较高，其后则倾向于较低，但技术进步的贡献会因为计算公式中忽略了现有固定资产和资本积累的作用而低估。

李善同（2006）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比UNIDO报告更为乐观。据其计算，1978—200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4％，但1997—2000年仅为0.8％。1978—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6.2％，但1997—2000年仅为10.9％。



表2　中国改革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GDP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78—1985
	9.8
	3.5
	35.3



	1986—1989
	8.9
	2
	22.2



	1990—1997
	11.2
	4
	36.1



	1997—2000
	7.7
	0.8
	10.9



	2000—2003
	8.4
	1.6
	19.9



	1990—2003
	9.7
	2.7
	28



	1978—2003
	9.4
	2.4
	26.2





资料来源：李善同（2006）

 

Anderson（2008）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为四个因素：资本投入贡献、劳动力投入贡献、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他把中国经济改革以后的平均经济增速调整为9.2％。根据其测度，1978—2007年期间，中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1％。细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资本投入贡献率达到了52％，比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都更重要。Anderson的看法是，一个具备高储蓄率、强劲投资和旺盛消费的经济体，注定会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速。

此外，单纯从中国1991—2007年科技发展情况来看，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从1991年的67.1万人年增至2007年的164.9万人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0.57％增至2007年的1.49％，专利申请授权量从1991年的2.46万件升至2007年的35.18万件（表3）。这些数据也表明，简单认为中国只是投入依赖型经济增长而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表3　1991—2007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情况












	
	单位
	1991
	1995
	2000
	2006
	2007



	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
	万人年
	67.1
	75.2
	92.2
	150.3
	164.9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亿元
	—
	349
	896
	3003
	3664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
	—
	0.57
	0.9
	1.42
	1.49



	专利申请授权量
	万件
	2.46
	4.51
	10.53
	26.8
	35.18



	　　国内
	万件
	2.14
	4.12
	9.52
	22.39
	30.16



	　　国外
	万件
	0.32
	0.39
	1.01
	4.41
	5.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188页

 

至于中国“奇迹”是否可以称奇，答案是很明确的，因为实现较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国家迄今为止并不多。上面的数据和分析表明，如果参照本文中的“奇迹”标准，那么可以再认定中国的“奇迹”。我们的总体判断是：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一种“奇迹”，但在其增长过程中，投入依赖型增长成分过大，技术进步依赖型增长成分也有一定的贡献。

三、现有中国“奇迹”成因解释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中国“奇迹”的成因解释较多，往往与经济增长的成因解释混杂在一起。鉴于两者本来就有很大的重合和连带关系。在概述“奇迹”成因过程中完全有必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迄今为止的“奇迹”成因解释虽然有着各自的长处，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尺度对现有解释进行归类。

第一类解释为要素决定论解释。比如上述林毅夫等（1994）的比较优势战略说就属于（生产）要素决定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但实际情况是，它应归因于多源成因。举例来说，中国的改革最初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始，而这基本上与比较优势战略无关，却与农村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有关。又如Anderson（2008）提出了中国“奇迹”的高储蓄率决定论，其背后是高资本要素投入决定论。但很明显，单纯的高储蓄率并不能导致“奇迹”，“奇迹”的发生依赖于能否把储蓄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活资本”，而非“死资本”（赫尔南多·德·索托，2007）。克鲁格曼（Krugman，1994）的文章也是要素决定论，认为“东亚奇迹”和中国的增长属于投入依赖型增长，忽视了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才能的输入，必然会或多或少带动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要素决定论解释容易以偏概全，需要对改革进程及其成因进行解构，最终推演出一种较为完整的多元解释。

第二类解释为政府决定论。包括上述比较优势战略说在内的各种改革战略说容易误导人们对于改革进程及经济增长成因的认知：它们错误地预设了改革的政府决定论，或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论
[4]

 ，进而又把中国的经济“奇迹”简单归因于政府的作用，或者威权主义政治的成果。一种适宜的解释框架应不预设政府或经济主体何者主导改革，是否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或“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些提法本身都首先需要作为命题加以分析和解释，才有可能成为定论。林毅夫（2004）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但这一区分的适用性是有限的，比如“强制性制度变迁”本身可能是被市场或社会的倒逼压力，甚至被政府内部的竞争压力所强制的，也就是说“强制性制度变迁”本身也可能是“被强制”或“被部分强制”的。

最好的、最全面的政府决定论解释是吴敬琏（1999；Wu，2005）的研究。他的解释集中于各种体制改革的缘由、背景、过程、成效和影响，但对其他非政府决定因素的描述仍然有限。钱颖一虽然没有专门写中国“奇迹”，但无形中为政府决定论提供了很多解释性支持。比如中国属于“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属于“中国式联邦制”（实指“分权”），这种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Qian and Weingast，1995，1997；Qian and Roland，1998）。如果梳理钱的很多文章（包括以下的初始条件论），实际上可以发掘很多的中国“奇迹”成因。

第三类为初始条件论。比如钱颖一等（Qian and Xu，1993）认为改革之前的中国企业结构为M型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属于多部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organization），不同于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为主导，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Unitary System）为主导，有利于改革开放后的区域经济发展。当然，钱颖一的文章不是用来说明中国“奇迹”成因的。

第四类为政治竞争决定论。比如蔡洪滨等（Cai and Treisman，2006）认为中国的“奇迹”不应部分归因于政治与财政分权及其后续结果，而应归因于政治与财政集权，最终归功于市场派与反市场派之间的竞争引发了强化增长的政策。但其解释似乎逻辑上不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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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政治与财政分权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是在集中权力体制前提下的分权，但仍然是分权。其次，就像分权不被其作为原因一样，最高层内部的纷争本身也不是最终原因，因为纷争后面必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上述解释之外，其他还有许多局部解释。比如周晓（Zhou，1996）提出了中国的农民自己改变了中国农村。这属于市场决定论，但只是涉及到中国农村。尚无文献就整个中国的“奇迹”提出市场决定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完全无视政府在推进改革过程和实现中国“奇迹”过程中的正面或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应综合各种观点分析中国“奇迹”的成因，其结果将是多源成因说。其中既涉及初始条件、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也包括政府的作用；既涉及国内因素，也涉及国际因素；既涉及生产要素禀赋环节、生产环节和产品市场环节，也涉及其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四、有关中国“奇迹”成因的新分析框架

要扼要说明“奇迹”的成因，需要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分析框架。可以把改革开放过程和“奇迹”发生过程看做生产力被释放的过程，或者“解放生产力”的过程。把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因素加以甄别和分析，就可以在逻辑上自洽地推导出“奇迹”的成因。至于中国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属于“奇迹”，这本身并不重要，与各立论者的定义和一般接受的定义有关。但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一点不容否认，各种成因说最终要说明的正是这一事实的成因。

在理论层面，为便于从“解放生产力”这种开放视角来分析“奇迹”的成因，从多学科角度构建分析框架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这里除了新古典经济学、财政学、区域经济学理论之外，还需要纳入政治经济学、制度演化理论。其中政治经济学涉及新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哈耶克，2000a，2000b）、宪政经济学（布坎南，塔洛克，2000；布伦南，布坎南，2004）和德国弗莱堡学派经济学（欧根，2001）。这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演化理论主要涉及哈耶克的制度演化思想。我们在此引入一个新的多学科总体分析框架。之所以称之为“新”，不是因为采用多学科分析，而是我们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哈耶克的制度演化思想进行了综合、提炼、修正和改造，由此衍生了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

鉴于中国“奇迹”与体制改革有关，对其成因分析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其中关联最大的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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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点看，制度和技术进步对于增长均很重要。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诺斯的理论。按照诺斯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诺斯，1994b）。根据诺斯的论述，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正式的法规（正式制度，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相对应的实施机制所组成。其中非正式约束涉及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而正式的法规涉及宪法、法令、产权等。制度又可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其中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安排则是指对某些具体行动或关系实施调节的规则，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诺斯，戴维斯，1994）。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诺斯，1994a）。在其中，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非常重要，但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等问题，阻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本身可分为五个步骤：一是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团体，二是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三是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四是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团体，即起次要作用的团体，五是两个团体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7]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著作中许多细节尽管触及很多制度演化因素，但总体上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框架，没有离开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内核。诺斯的总体分析框架只强调了制度建构的作用，但没有容纳制度演化的作用。诺斯对“第一行动团体”和“第二行动团体”的二分法适用于图示性的简化比较静态分析，虽然有用，但只聚焦于正式制度的建构，往往不能套用到动态的随着时间进展而进行的一些正式制度演化过程，因为正式制度演化涉及到多个行为者的个体决策、零星建构、互动等因素。此外，上述二分法也不适合于分析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因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涉及到随着时间进展而进行的演化。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里，基本上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从而聚焦于正式制度的内生变迁，忽视了大部分非正式制度的内生变迁。事实上，制度变迁，包括中国的体制改革，一方面是正式制度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且这些正式制度的变迁既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生的。即便是一般为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外部环境的突变而受到影响。

哈耶克（2000a，2000b）的制度演化理论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一是它放弃了比较静态分析法和均衡论，接受动态分析法和非均衡论；二是它把非正式制度变迁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进一步细化处理正式制度变迁的方式；三是不再将行动主体图示式地简单划一地分为“第一行动团体”和“第二行动团体”，而是根据不同的制度变迁状况对行动团体乃至行为者个人作灵活的分析和判断。

哈耶克的制度演化理论与其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有关。自发秩序概念蕴含了系统论和进化论的思想。根据哈耶克的看法，自发秩序是指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动（human action）的产物，但不是人为设计（human design）的产物”（Hayek，1973）。具体而言，这种内部秩序是系统内部人的自组织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系统外部人为设计、计划、建构的产物。比如说，大多数道德规则和习俗规则是自发演化而来，非人为设计，属于自发秩序。可以将自发秩序区别于“自然秩序”，比如天体运动。与自发秩序相对的尤其是建构秩序（constructed order）概念。建构秩序是指系统外强加的秩序，是一种计划秩序（哈耶克，2000a）。建构秩序往往是具体的秩序，是刻意创造出来的，服务于该秩序创造者的目的（Hayek，1973）。自发秩序并不旨在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秩序，人们只能经由对不同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探索而从心智上对它加以重构（哈耶克，2000a）。究其原因，一个自发秩序的演化生成基于许多人的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与合作，因为许多知识都是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或者说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即特定人所发现和掌握的、分散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也是许多人的本能行为和理性行为以及许多理性不及（non-rational，参见哈耶克[2000a]）因素互动的产物。

哈耶克制度演化理论区分两种理性主义和理性。哈耶克反对建构论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或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或者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而赞成演化论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或演化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Hayek，1973；哈耶克，2000a）。建构论理性主义与笛卡儿的理性传统一脉相承，哈耶克（2000a）认为，理性在笛卡尔那里被界定为根据明确的前提所做的逻辑演绎，所以理性的行动也就仅仅意指那些完全由已知且可证明为真的东西所决定的行动。人们由此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一种结论，即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为真的东西才能导致成功的行动，进而使行动者取得成就的一切东西也就是他所进行的笛卡尔意义上的推理过程的产物。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由此对传统、习俗和历史普遍蔑视，坚信人仅凭理性，就能重构社会。它倾向于把所有具有文化意义的制度的起源都归结为发明或设计。建构论理性主义由此忽视了很多制度的理性不及特征，比如传统、习俗和自由市场制度等。

哈耶克提倡的演化理性则与波普尔提倡的批判的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息息相通。根据波普尔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只有通过不断试错（trial and error，参见Popper[1972]）、猜测和推翻，才能逐步逼近真理（Popper，1972；哈耶克，2000b；恩格尔，2001）。在这里，科学成为“试错、猜测和推翻的交替变化关系，一条可能犯错的、旨在消除错误的道路，而不是一条不会犯错的、通往真理的道路”（恩格尔，2001）。至于实践（包括改革实践）中的试错概念，其涉及范围则比波普尔的概念更广：试错是解决问题、获得知识常用的方法，即根据已有经验，采取系统或随机的方式，去尝试各种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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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理性和批评的理性主义观念对于改革有着重要的意蕴，即改革可能会犯错误，而且“改良和进步是逐步完成的”（恩格尔，2001）。哈耶克（1998）同意波普尔（Popper，1945／1992）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主张，也就是同意“零星建构”（piecemeal construction），而非“整体建构”（total construction）。波普尔（Popper，1945／1992）认为，“零星社会工程技术……允许重复试错，而且它允许逐步改进。”

由此，我们对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制度建构与演化二分法进行了解构，提炼出三类制度变迁方式：一是制度的整体建构，二是制度的自生自发，三是制度的零星建构。与此相应，哈耶克思想体系中的“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二分法也因其中间秩序形态的凸显而可代之以三分法，即分为“自发秩序”、“整体建构秩序”和两者之间的“中间秩序形态”。第三种事实上可以称为“局部建构秩序”，这种“中间秩序形态”其实非常多。

我们进而可以提出一种包括三种制度变迁类型的新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这三种制度变迁类型为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自发性制度变迁和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由此形成的秩序则为整体建构秩序、自发秩序和局部建构秩序。此外，在这种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下，规则，亦即制度，由哈耶克的外部规则（thesis）与内部规则（nomos）的二分法改造为外部规则、内部规则及混合规则的三分法。所谓“外部规则”，是指“组织的规则”（organizational rule），是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制订的，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目的的规则，容易成为特定的命令，而非一般性规则（Hayek，1978）。所谓“内部规则”是指“正当行为规则”（rule of just conduct）或“一般性行为规则”，是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亦即哈耶克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包括“自由的法律”（即“普通法”）与传统、习俗、惯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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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提出的混合规则，则涉及到一些外部规则的在内部化状态，或者内部规则的在外部化状态，或者一个外部规则内部局部子规则的内部化，或者一个内部规则局部子规则的外部化，或者同时包含外部规则成分和内部规则成分的规则。

显然，本文提出的这种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是动态制度演化论框架。在这里，诺斯原来的一套术语，包括“初始条件”、“路径依赖”、“锁定”、“行动团体”等仍然是适用的，但新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放弃了其新古典均衡论内核。

有必要从规范角度对新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内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和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三种类型进行总体上的绩效评判。评判所采纳的范式应该是行为—结构—绩效范式，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我们从哈耶克的秩序理论中可以提炼出两条评判制度和秩序优劣的标准，首先是制度变迁与个人自由的兼容性，其次是能否充分利用哈耶克所言的“知识分工”（哈耶克，2000a）。从经济增长视角看，兼顾这两个标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它保证了制度和秩序的演进，而非退化。从立宪也就是从确立规则的层面看，这两条标准也有其重要性，可用以分析制度变迁的优劣。

三者当中，自发性制度变迁最能利用知识分工，而且如果奉行自由兼容性标准，则能确保自发性制度变迁的一种制度演进方向。如果不能前后一致地奉行自由兼容性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定的，这时制度既可能演进，也可能退化。与自发性制度变迁的情况一致，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也要符合自由兼容性标准和知识分工标准，才能确保制度变迁的演进方向。

而比较自发性制度变迁和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在遵循上述两项标准的前提下，自发性制度变迁均将更倾向于出现试错、演进的态势。但是，不会有绝对确定的目标，因为目标本身也是开放和演化的。这与哈耶克和波普尔的上述真理观一致：人们可以通过试错而不断逼近真理。在上述两类制度变迁中，如若不奉行上述两项标准，则不能确保制度的试错、演进势态，而且不排除可能出现制度演进迟缓或者退化的结果。

至于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就像中国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其无法利用知识分工，且以整体建构者个体的偏好取代众人的不同偏好，因而与自由不兼容，所以注定是有知识缺陷和人性缺陷，而且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因此十分有必要进行改革。

五、中国“奇迹”成因的具体解读

对于中国“奇迹”，有必要运用上述新的分析框架，提出一个多源成因解释，主要成因涉及有利的初始条件、较适当的改革路径选择、有利的非正式制度与生存压力因素、渐进式改革因素以及多元行动团体等。

（一）有利的初始条件

中国“奇迹”的发生部分归因于有利的初始条件，这包括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M型企业组织形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利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等。

（1）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担心，中央政府对落后的“三线”地区进行了大量重工业投入，并鼓励各省自给自足，把许多经济和投资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Qian and Weingast，1995）。作为计划的无意的后果，计划者创造了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这为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设施展开竞争、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2）M型企业组织形式。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呈M型，也就是多部门组织结构，与此相对照，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为主导，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为主导（Qian and Xu，1993）。中国的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有利于中央政府把部分国有企业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之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管理和发展这些企业经营的积极性。

（3）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奉行“赶超战略”的一部分结果。在“赶超战略”下，消费被压制，投资被鼓励；轻工业被抑制，重工业被鼓励；工人、农民收入被抑制，工农业生产剩余大部分转移到重工业企业和其他支柱性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这也为中国参加国际大分工，或者说外资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的劳动创造出大量廉价的产品，而外资的进入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单位”制度虽然使劳动力不能随意在单位间流动，但除此之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时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市场管制最少、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4）有利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处于最低谷状态，百废待兴，任何稳定政治、社会、经济局面的措施和改革措施均可以大大恢复经济产出。在这种环境下，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可以借助稳定经济和改革之名掌控整个政局。

（二）较适当的改革路径选择

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基本上采取逐步、选择性放开的进路，具体包括改革之初采纳最小阻力路线、维持选择性的币值稳定、逐步引入私人产权、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无意间引入地方政府竞争、选择性开放市场、逐步推行契约自由、强化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等。虽然这种逐步、选择性放开的进路是成功的，但是并不能认为这种有限和选择性的放开就是中国“奇迹”的奥秘和关键因素之所在，而是应该说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恰恰也是这种有限和选择性的放开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按照一般经济学的说法，它虽然较大程度上改善了资源配置，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但是仍然限制了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改善，限制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进一步拓展。

（1）改革之初采纳最小阻力路线。阻力最小化符合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变迁预期收益应大于预期成本的原则。具体表现有三，一是中国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切入点，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这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的实践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属于哈耶克所说的内部规则或内部制度，而政府在改革之初将其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加以认可、外部化并加以推行。二是财政分权，其形式为多种财政包干制，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参与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其最初的设计符合中央和地方收入上的“帕累托改进”理念，但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对策性行为（如“藏富于民”、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的收取等）事实上侵蚀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份额。三是最初阶段实施“价格双轨制”，允许新建地方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包括乡镇集体企业。最初资源由国有部门控制，经由“价格双轨制”，利用交易机制，允许国有部门把一些资源以更高的价格配置给国有部门之外的市场主体。最初阶段的这种做法也无疑是采取了“帕累托改进”的思路。

（2）维持选择性的币值稳定。中国在1994年之前通货膨胀率较高，但是国家通过三资企业持有外汇兑换券来以选择性的方式稳定币值。1994年初取消外汇兑换券制度之后，中国通过新的预算法来切断财政部从中央银行的借款途径，使得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了较大的控制。这说明了财政纪律对于维持币值稳定的重要性。此外，随着时间的进展，资本账户有了有限的、选择性的放开。

（3）逐步引入私人产权。私人产权非常重要，洛克（1996）把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产权视为个人的三项基本权利。赫尔南多·德·索托（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资产和资本，但是属于“死资本”，私人产权使大量“死资本”变成“活资本”。根据陈志武（李利民，2008）的看法，单单产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陈提到古代中国也存在私人产权，但并没有带来发展，这说明单纯有私人产权还解释不了中国“奇迹”。中国的私有产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改革之初国有产权占绝对主体，随着行政和财政分权，城乡集体产权作为缝隙经济与国有产权展开竞争。相对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主体更为明晰。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发展，到了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力发展形成中国工业的所谓半壁江山，但乡镇集体企业也属于政府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有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温州和各地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就是自发产生的。首先雇员人数不超过7人的个体经济得到政府的承认，接下来，超过7人规模的民营经营单位的涌现是必然的事情。最初一些民营企业主被打压，后来到80年代初期，民营企业才被政府逐步承认。1987年，在改革试验区温州市，政府制定《私人企业管理办法》，对雇佣人员数目超过7人的私人企业合法化。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此中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了独立的私人部门。即便一些个人私下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由自身控制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红帽子企业”，其所谓的“模糊产权”（李稻葵，1995）也是对私人产权的逼近和模拟。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出一种效率落差，这导致了中国两次企业改制浪潮。第一次大致发生在1992—1995年间，其中国有企业改制以转换经营机制为特点，集体企业改制方式则更多；另一次发生在1996年后，其中国有企业改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抓大放小”为特点，集体企业则以大量民营化为特点。

刘小玄（1995）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做了按不同所有制分类的研究。在全国的几乎是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基础上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私营企业效率最高。此外，刘小玄（2004）后来根据最新得到的2001年的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其分析覆盖了几乎全部工业产业。从分析中得到的发现主要如下：第一，国有企业（包括传统国有、国有独资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推动作用，其中私营企业推动产业效率的作用最强，三资和股份合作企业居其次，再次则是股份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二，对于改制企业的不同资本股权来说，个人资本普遍具有最显著的对于效率的积极效果，而国家资本则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的效果。因此，民营企业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改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4）逐步引入市场竞争。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跟引入市场竞争有关：一是国际竞争，全球化带来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国际管理经验和国际技术，尤其是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

（5）无意间引入地方政府竞争。改革之初，在行政和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产权”（regional property rights，参见Granick[1990]，Herrmaral-Piuath[1999]），极大刺激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这种地方政府竞争虽然是无意间引入的，但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地方分权安排被钱颖一等（Qian and Weingast，1995）誉为“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时候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相互交织。比如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往往在中央同意的税收优惠基础上，增加优惠程度，或者违背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而增加对外来投资的补助。此外，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后来导致了地方企业的民营化（张维迎，栗树和，1998）。

（6）选择性开放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性地开放了外资和内资的市场进入并利用了国际市场，包括选择性开放一些区域，最初为特区，然后是沿海省市。选择性开放市场促进了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另外，出口使得中国能够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7）逐步推行契约自由。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契约自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解决不了创新问题，无法有效加总大量分散知识的问题。经济的改革与开放使得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通过自愿契约组织生产和交换，实现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从而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私人产权的引入使得许多复杂的契约成为可能。

（8）强化责任。民营化、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的兴起是产权明晰的过程，产权明晰的过程也是强化责任的过程。逐步推行契约自由也为责任的强化和落实奠定了基础。国有和集体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企业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有效承担相应的责任。私人产权则恰恰相反，企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强化责任的行为有利于为发展经济提供正向激励。

（9）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对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威权政府对外资选择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政策环境，比如在税收优惠方面对外资承诺“三免五减半”政策。新近的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并”属于经济政策的大转折，提高了外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虽然存在缓冲期，但影响到外资企业在今后的区位选择或者再选择。不过，中国已经加入WTO，通过法治来提供普适性的授能性投资环境不可避免。对于国内民营企业，政府逐步规定的经济政策和法规相对而言也比较稳定，保持了前后一致性。不过对特定行业的小企业，比如“五小”企业，或者所谓的“重复建设”行业企业，政府实行了封杀。

上述改革进路似乎都是政府主导的，但是真正的“奇迹”却主要归因于这些政府外因素，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至少到2003年年中为止，政府主要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退出经济领域，尤其是竞争性领域，有限度地撤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在大部分竞争性领域创造和维护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

但是，这样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与一个较完全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甚至可以说有着质的差别。比如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通过在银行业、证券业、重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国家控制来打压私人产权。相比之下，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就与其早期建立和维护一个较完全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有关，而且德国西部地区历来都强调维护私人产权。德国这一竞争秩序的理念源自弗莱堡学派的理念，而弗莱堡学派的思想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该经济体制的其他次要思想来源为基督教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根主张建立一个竞争秩序，认为它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而竞争秩序构成性的原则包括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市场经济与竞争秩序为德国创造经济奇迹奠定了直接的制度基础。中国这一尚有严重欠缺的竞争秩序框架可以视为，在大部分竞争性领域中，对以德国早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为标杆的、较完全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的无意接近或模拟，这无疑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较好的空间。

（三）有利的非正式制度与生存压力因素

中国既存在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而历史上沿袭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压力因素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1）“小传统”因素。中华文化中的“小传统”作为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有利于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儒家不主张“君子”（政治家、官员和文人等）经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业活动。这两种分别体现为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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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过互通有无改善交易双方的福利。“大传统”涉及的官方伦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伦理诉求，而“小传统”中的文化却是真正内化的、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古代官吏往往表面上重农抑商、轻视商业，实际上又不得不重视和利用工商。

（2）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心态。中国人一直来保持着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心本身也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有益于发挥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脱，但中国人同时是实用主义的，追求世俗的满足、现世的更美好生活。中国人这种追求现世更美好生活的心态作为一种经商文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成为追求财富的动力来源。

（3）吃苦耐劳的传统和态度。历史上的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总体上形成比较刻苦耐劳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温州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刻苦耐劳的人格和“功利”心态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4）重视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中国的大量劳动力和企业家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有通过习得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中国的父母们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省吃俭用，甚至倾家荡产，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包括出国读书。

上述文化、教育传统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心态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了非正式制度条件，而生存压力外加政府允许（最初为默许或者容许）空间的扩大，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里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员的改革冲动和港台企业家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以及生存压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心态影响。

虽然上述非正式制度和生存压力因素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同时存在着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因素，这也属于非正式制度。一些学者把这一因素称为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这里的“刚性”指的是“不可否定、不可动摇的法律和政治强制性”（邹东涛，2008：19）。不过，中国“奇迹”的实现过程就是克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因素的过程，是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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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存压力因素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心态是使得改革进程呈现“不可逆转性”的重要因素，因为随着改革的进展，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均看到了更大的总体利益，而逆转改革进程则意味着对这种利益的放弃，这无疑不能为民众所接受。

（四）渐进式改革因素

整个改革进程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gradualist approach）。这一方式利弊并存，属于双刃剑。渐进式改革有利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欧根，2001）的观点，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存在许多子秩序，这些子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整个秩序运作的基础。“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打破这些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难以在短期内磨合种种新的子秩序而重建其相互依赖性，从而短期内新的整体秩序难以形成和运作，整体经济处于严重失衡和不稳定之中。而渐进式改革就没有这一问题，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规律。此外，渐进式改革允许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随着时间发育和演化。“休克疗法”则试图一下子改变和调整非正式制度，这注定是要蒙受短期挫折，因为非正式制度一般来说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或者形成。

渐进式改革的弊端是：它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用来阻碍改革的进程，既得利益者越强、人数越多，改革的阻力越大；渐进式改革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工具，这是因为渐进式改革往往意味着对一些现有法规政策的边际上突破。这种突破往往涉及到超越一般收益的租金（rent）收益，一些利益集团往往可以通过寻租（rent seeking）向政府官员提供小部分好处而换取较大的租金收益（Tullock，1967；Krueger，1974）。情况确实如此。中国已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件数目触目惊心。根据肖扬2003年3月1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此前五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99306件，判处犯罪分子8330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2662人，比前5年上升65％。另据肖扬2008年3月10日的工作报告，此前5年来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2万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正统意识形态的阻碍以及对政权稳定的顾忌，随着改革深入，触及一些核心领域时，即便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也往往不能推进。尤其是现在改革方案往往出自具体相关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由此出台的改革方案往往成为真正改革的障碍。

但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完全等同于试错式改革。在自上而下的那些改革中，选择渐进式进路很大程度上与改革阻力大或者决策者改革意愿不足有关，而与通过不断“试验—犯错—再试验”这种从错误中学习的试错式制度改革进路关联较少。很多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但试点和推广的速度在很多场合下非常缓慢，与成熟的改革时机不匹配。很多改革实际上与试错和改进意图无关，而与维护政治权力格局稳定和政府寻求部门利益的意图有关。当然，不应否认多数改革试点或多或少存在试错成分，尤其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的试错特征比较明显，不过其试点和推广的速度仍然远远落后于应有的速度。

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采取了“先做后承认”的方式：改革是在非法状态下自发发生，在局部推开，成为一种绩效标杆和倒闭机制之后，政府对其合法性最终予以承认，从而为进一步推开打下基础。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这种情况。很多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先做后承认”的方式：往往首先允许试点，在合法和非法、合规和不合规的边际试点，然后改革成果被政府所承认（也有被否定的）和推开。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乡镇集体企业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就是如此。

总体上看，渐进式改革本身仍然是正确的选择。至于渐进式改革被利益集团和部分政府官员所用以满足私利或者部门利益，恰恰反映了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跟上，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改革滞后而否认渐进式改革本身。

（五）推动改革和增长的多元行动团体

由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多个子系统或者子秩序的改革，改革的推动力量并非单一来源。单纯笼统地认为改革是自上而下或者是自下而上都有失偏颇。而且，要区分推动改革的行动团体和推动增长的行动团体。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例中，主要是生存压力（度荒压力）导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一些农民自发组织实施，冒着风险“包产到户”。随着学习、模仿，“包产到户”制度在凤阳县很快悄悄铺开。这是属于自发秩序。它作为一种内部秩序，是系统内部的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来自系统外部的人的计划、设计或者建构的产物，其运作依靠自身的内部规则。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政府的确认被正式化、外部化，成为一种外部的局部建构秩序。在形式上，从未外部化之前自发秩序的形成和事后政府确认两阶段来看，这符合诺斯的“第一行动团体”（自发实施承包制的村民）和“第二行动团体”（政府）的区分。但就未外部化之前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来看，其中即便存在一个或数个“包产到户”始作俑者，也可以视之为“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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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整个自发秩序的形成是制度学习、模仿和创新的产物，很难仅仅用“第一行动团体”和“第二行动团体”加以区分。这些行动团体其实都是各自为政，各有目标，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确定目标取向的制度变迁完全不同。而政府对该自发秩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加以确认、外部化或推广，说明政府作为一个行动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质上看则是政府放弃某部分权力（power），这部分权力转化为权利，归还给村民。

其他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有着相似、但有差别的进路。行动团体在未被国家承认的情况下自发做出了一些企业家型的举措，甚至演化出一种内部的自发秩序，然后被政府主动或者被动承认，正式化、外部化之后拓展为一种外部的局部建构秩序（被政府赋予正式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形式）。这种局部建构秩序本身容纳自发、演化因素，随着时间的进展，其秩序形式倾向于游离在局部建构秩序和自发秩序之间。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个私企业的发展是自发产生的，形成了自发秩序。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政府逐步承认，私人部门被正式化、外部化为局部建构秩序。随着市场和私人部门的进一步拓展，整个私人部门更加呈现为一种自发秩序。

许多渐进式改革措施都是政府出台的，比如财政和行政分权，维持选择性的币值稳定，逐步引入私人产权，逐步引入市场竞争，选择性开放市场，逐步引入契约自由，强化责任，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等。这些都是局部建构。由于存在正统意识形态的障碍和阻碍改革力量的抵制，改革往往只是在制度变迁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通过试点才有突破，整体过程随着时间的演化或进或退，呈现一种蟹行进路。这其中，政府或者政府中部分领导人作为“行动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分析涉及推动改革的社会团体。至于推动增长的社会团体，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上文所述，许多改革进路似乎都是政府主导的，但推动增长的力量却主要归因于各种政府外因素，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在政府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步步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的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获得了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奇迹”的实现。

六、问题与展望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奇迹”。在“奇迹”创造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不足问题。比如劳动力的保险和养老保障法规执行不力，劳动安全保护不足，民工不能根据其工作和生活地点获得城市户口和相应待遇，医疗保障不足等。二是环境严重污染问题。环境严重污染问题说明生产者的大量生产成本被外部化，没有纳入其私人成本考虑和计算，而是成为社会成本。三是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关的侵犯农民利益问题。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制度化剥夺农民土地权益和相关社会冲突问题。四是严重腐败问题。尤其是国有和集体企业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使得社会各阶层感到不公和“仇富”，容易造成社会分裂。五是区域收入差距较大问题。考虑到“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参见IDDC[2004]）的需要，收入差距较大问题仍然需要得到正视。

劳动和社会保障不足、环境严重污染问题，直接体现为工资成本相对较低，环境防治投入较少，由此为产品的低位定价和对外大量输出创造了空间，这些问题也成为增长和“奇迹”的部分原因。再加上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时可被看做是中国“奇迹”的代价。

总体上，在未来需要解决劳动、医疗、环境、养老、腐败、打破现存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减贫、维护农民基本权益、对政府“限政”等一系列问题。而要解决劳动、医疗、环境、养老等问题，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企业利润大幅缩水甚至变负。再加上能源和原料价格上涨等原因，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回答就会比较微妙。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已触及一些核心的体制问题。这里涉及农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土地产权改革、国有垄断的打破、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退出、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形成、政府停止对微观经济过程的大量干预等改革。若要进一步推进这些改革，萨克斯等（2000）和陈志武（李利民，2008）等关注的宪政改革不可避免，因为这里涉及对政府的“限政”和对个人自由的维护，关系到从行政本位走向个人本位。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总体上是经济、货币、财政规则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但是，在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环境保护、养老保障改革过程中，很容易失去规则取向：在这些领域中，也需要关注效率和公平两大原则的结合。单纯追求所谓的“公平”，往往变成了不公平。比如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直接造成了社会分裂：整个社会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极力反对新的《劳动合同法》，另一个阵营则极力赞同。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劳动合同法》必然仅仅倾向于保护有技能的在职者，而不利于低技能、无技能的在职者，也不利于谋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这倾向于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因为企业家会考虑精简人数，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以替代劳动。

近年来中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主义的思潮和政策频繁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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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奇迹”的基础，也就是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正在被侵蚀或蚕食。企业家产权被加快剥夺（比如通过大量劳动法规），经济、财政和货币规则被废除（比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设立公司，发改委主导本应由银行自决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出台提高了个人和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许多人逐渐忘记或者丧失了更为根本的个人自主性和自主权。上述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的事实侵蚀或者废除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众人的规则取向意识正在丧失或者破坏。而在丧失或破坏这种非正式制度之后，我们想要重建，则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可能永远不能重建。

所幸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以及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仍然颠扑不破。生存压力也仍然存在。只要气息尚存，企业家阶层仍然会甘冒风险，寻求利润机会，发挥企业家精神。但是，如果事实上离开了产权保护，失去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一个较为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企业的成本必然上升，同时如果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滞后，再加上其他多种成本上升和不利的国内外需求因素，中国的“奇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早于我们的预期而终结。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提高警惕，共同负起责任，严格产权保护，培养一种竞争文化，创建和维护一个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和普适性的规则体系，并提供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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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

——企业家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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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章前面部分是一个理论框架，着重说明为什么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企业家创新。笔者认为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思想有局限，不足以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并提出了“奈特—柯兹纳企业家”概念，从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重新解读了“企业家创新”的内涵。作为该理论框架的一个应用，文章后面部分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指出中国的高增长不是企业家创新驱动型的增长。要实现持续增长，不仅要求政府排除各种限制企业家创新的制度障碍，还要维护并尊重企业家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


关键词：
 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家；创新；制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下去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企业家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依靠要素投入、资本积累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持续的，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创新才能的不断释放。文章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内生增长理论做一个简要回顾，指出其不足；第二部分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阐述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要依赖企业家创新，并对企业家创新的内涵进行了解读；第三部分从企业家创新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进行总结，说明为什么中国现有的高增长不是企业家创新驱动型的增长；结语部分简要地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新增长理论及其局限

怎么解释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储蓄与资本积累，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资本积累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特别是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更是使人们对经济增长有了新的认识。索洛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Solow，1957）。索洛注意到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构成因素是“技术进步”，但在索洛的模型中，“技术进步”只是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做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将技术进步和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起来的。

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是罗默和卢卡斯。罗默强调的是“知识”，在罗默的第一代模型中，他假设知识具有外溢效应，知识溢出将导致收益递增，但知识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被动产生的，产品是同质的，知识是无差别的，或者说他采取的是完全竞争假设。在罗默的第二代模型中，他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研究知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他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不断出现，他的第二代模型也称为知识驱动模型。与罗默不同，卢卡斯认为技术进步的形式是人力资本积累，他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写道：“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增长的关键、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卢卡斯，2005：17）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研究路线是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提高，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是格罗斯曼（G. M.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 Helpman）。他们得出的结论与索洛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即都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创新进行了投资（赫尔普曼，2007：72）。

抛开资本积累，而转向内生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是这种理论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它没有能回答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新增长理论把增长主要归为创新或技术进步，但是创新、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积累只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创新或技术进步，它没有回答。鲍莫尔（W. Baumol）教授做了一个比喻，在宏观经济内生增长模型中漏掉了最最关键的“丹麦王子”，“这些模型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创新与增长方面的知识，但是它们却没能解释自由市场经济增长历史最显著、最非凡的特征，即自由市场经济无以媲美的成就”（鲍莫尔，2006：125）。技术进步就一定能带来经济增长吗？显然我们可以找到有技术进步但没有经济增长或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的反例。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不落后美国多少，但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最终导致国家解体。我们认为，无论是用知识、技术抑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那么，经济增长中的哈姆雷特究竟是谁？或者说，究竟是谁推动了创新？答案是企业家。

二、经济增长与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家

讲到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熊彼特以及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论述，但是他理解的企业家，或者说他所描述的那一类企业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一）“熊彼特企业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充分解释

在熊彼特的笔下，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状态的力量，但是打破均衡并不意味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熊彼特本人关注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他考察了企业家与发展的关系，但并没有考察企业家与增长的关系。“增长”与“发展”在熊彼特的眼中有不同的含义，“增长”在熊彼特看来是连续的微小的变化，是“新组合”通过小步骤的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熊彼特，2000：73），而“发展”是一种跳跃式的变化，是对旧组合的否定，“新组合是问断地出现的时候，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熊彼特，2000：73）。“发展”具有“创造性破坏”的特征，而执行这种职能的就是“企业家”。他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熊彼特，2000：83）。这种具有创造性破坏特征的“发展”与本文研究的“增长”不是同一个概念。创造性破坏并非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创造性破坏也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熊彼特强调的是非连续的突变式的创新，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持续的改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罗斯巴德也指出企业家活动主要是由“小调整”所构成的，熊彼特对企业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他批评说，“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地位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十分狭隘和片面。他只是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为创新建立新的企业等。实际上，企业家在不断工作，根据将来不确定的需求和供给状况一直进行调整，包括创新产生的结果。”（罗斯巴德，2003：125）

熊彼特没有回答下面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研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一是为什么创新带来的就一定是“发展（增长）”而不是“破坏”？二是“创新”的来源是什么？如果创新的来源会消失，那么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熊彼特并不关心创新的来源问题，他关注的是创新扩散（及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实际上是受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在他的理论模型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给定的，机会都是已经存在的，所要做的就是去“做”、去“创造性破坏”或“实施新的组合”，他实际上把“创新”问题变成了“投资”问题（Witt，1992：220）。可以说，要么他没有深究创新的内涵，要么他对创新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下面我们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同时这也是对“企业家创新”概念的进一步解读。

（二）“奈特—柯兹纳企业家”与经济持续增长

要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奈特（F. Knight）强调的“不确定性”。人们通常以为经济增长就是产出的增加，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增长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这一供给角度来理解增长。但这是对“增长”的片面理解，衡量经济是否增长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偏好是否得到满足，消费者的效用是否得以提高。但是，企业家是否一开始就知道什么产品或服务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呢？当然不能。他的生产是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的，市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于产品或服务是否能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竞争者是否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经济增长只有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才能得到说明，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企业家一定是不确定情况之下的企业家。取消不确定性，就取消了竞争，也就取消了企业家活动。只有在竞争过程中，才能“发现”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按照上述定义，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见，不确定性、竞争与经济增长是三位一体的，假如人为地消除不确定性（如苏联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做的那样），那也就消除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不考虑不确定性的增长理论也必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3]

 经济增长是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竞争的自然产物。

不确定性下的企业家与增长的关系，除了可以从上述“竞争”这一视角进行解读外，还可以从“企业家利润”
[4]

 的角度进行说明。“利润，就它的广义而言，是来自行为的利得：它是满足的增加（不愉快之减少）。”（米塞斯，1991：383）“满足的增加”也就是经济的增长。利润必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产物，按照奈特（Knight，1921）的解释，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利润。而经济增长本质上表现为企业家在总体上所获得的正的利润，如米塞斯所说，“如果利润总额超过亏损总额，这就证明经济在进步，而大家的生活标准也在提高，这个超额越大，一般的繁荣也愈增加”（米塞斯，1991：392）。在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是不可能消除的，每个面对不确定性的人实际上都是企业家，都参与经济活动，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这样我们就有了检验是否是创新的标准，即是否对增长有贡献，假如新组合没有实现利润，那便不能被视为创新。

再看熊彼特没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即创新的来源。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家要获得利润，就必须进行“判断”（Knight，1921）、“发现”（Kirzner，1973）等主观活动。这些主观活动是企业家创新的来源，赋予产品与服务更高附加价值的也正是企业家这些主观的创新活动。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任何要素都是有成本的，但是企业家活动不一样，企业家的创造性是没有成本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机会成本），“创造性的企业家活动不牵涉任何成本”（Huerta de Soto，1992：24），“创造性是无中生有”（Huerta de Soto，1992：33）。企业家利润并非来自于要素，而唯一地来自于企业家主观的创造性。
[5]

 企业家的创造性具有“主观”特征，企业家赋予产品或服务附加价值的发现与判断才能是不会枯竭的。促使产品或服务附加价值不断提升（即经济持续增长）的，绝不是稀缺的要素本身，而只能是企业家的主观活动。建立在企业家（主观）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消耗的主要是企业家的主观思想，而不是物质资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增长方式必然是资源节约型的。

新技术或新知识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如果新技术或新知识不被企业家利用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中去，就没有价值可言；反之，即使是陈旧的技术或知识，经过企业家的判断、发现和想像等创造性活动，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得以利用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地方中去（这属于创新活动），创造新价值（亦即经济的增长）。与企业家创新相关的知识接近于哈耶克所描述的知识，即这是一种“主观知识”，是“企业家独有的知识”，是“分散在不同的企业家当中的知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知识”，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特征，即“企业家知识”是“无中生有的知识”
[6]

 。对经济增长来说，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企业家知识”，而不是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技术知识”。我们可以把“企业家知识”看做是凌驾于“技术知识”之上的一种知识。举个简单的例子，企业家首先要发现市场机会（企业家知识），然后才会去研发某种产品（技术知识），前一种知识决定后一种知识。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增长缓慢，不是因为缺乏当时的先进技术，而是因为缺乏“企业家知识”。苏联的情况也一样。

假如我们从企业家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经济增长问题绝不是“在给定目标下如何配置既定的稀缺资源”的问题，或者说不是“罗宾斯最大化问题”，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是不断“发现”新的目标（ends）与新的手段（means），目标和手段都不是既定的，企业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也不是事先确定了的。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体现在企业家“发现”了新的机会，而不是对既定资源的使用上。

（三）企业家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只要做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不同的国家和或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企业家创新的程度有天壤之别。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用人种的差异去解释，而只能说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缺乏企业家创新所必需的条件，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企业家创新活动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企业家创新活动受制度的引导，制度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限制或阻碍企业家创新活动，如用各种强制措施为创新活动设置障碍；另一种是保护和促进企业家创新活动，如保护产权的制度。前一种往往是政府等组织强制实施的产物，如行政垄断；而后一种一般来说是自发形成的，哈耶克强调的法律、传统、习俗及惯例就具有这种功能。其实，赫尔普曼、鲍莫尔和奥尔森（M. Olson）等很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制度与企业家创新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只不过我们考察制度重要性的角度与他们不同，我们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企业家创新活动必不可少的“经济计算”相关。“经济计算”通俗地说，是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对利润机会的把握，在实施创新活动前，他要“计算”一下他的行为“值不值得”。假如此时要素的价格是扭曲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反映要素稀缺性及反映消费者和投资者需求状况的“真实”价格
[7]

 ，那么他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或者说他的经济计算必然有误，投资必然亏损。如果一个社会中多数企业家都不能进行投资活动，或即使投资也必然是亏损，那么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而制度直接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企业家的经济计算。

制度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已经隐含地做了论述。他认为，在计划经济“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真实”的要素价格，因此政府的计划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企业家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价格才是“真实的价格”，才是企业家创新的可靠依据。我们把这种观点扩展一下，假如我们把完全的计划当做是一种极端的制度，那么纯粹的自由市场是另外一种极端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只是在理论抽象中才存在，真实世界的制度总是处于这两种制度之间），因此真实世界中的要素价格也是处于“完全不真实的价格”与“完全真实的价格”这两种虚构的价格之间。尽管我们不能指望在真实的世界中有完全“真实”的要素价格存在，但无论如何，制度应该有助于形成越来越“真实”的要素价格，而不是阻碍这种价格的形成。

我们强调的制度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制度，不能简单地把制度理解为条文。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说，制度与是否被正式制定出来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是否被履践，没有被履践的制度只是一纸空文。而那些被人们自觉履践的制度通常是“自发”地内生出来，往往是先于成文制度。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除了哈耶克强调的传统、习俗外，还包括企业家在竞争过程中确立的游戏规则，甚至制度本身也被解释为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产物（Yu，2001：117）。我们之所以强调自发形成的制度，并非因为自发形成的制度一定就是“最优的”，而是因为这种制度是经过选择，本身是开放的，是可进化的，另外实施这种制度不需要专门机构花大力气去监督，实施的成本较小。对与企业家创新活动相关的制度作出上述界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政府的行为是否恰当给出一个大致的判定标准，即政府是否维护了自发形成的制度，是否尊重了自发形成的制度，是否为自发制度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条件。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增长的势头能否得到延续。在文章第一部分，我们指出，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家创新才能的发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而这离不开我们在前文中定义的制度。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否是企业家创新驱动型的增长。

（一）非企业家创新驱动型增长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家才能完全被抑制了，或者说政府的投资替代了企业家的投资。
[8]

 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我们认为这种增长是由要素廉价的优势驱动的，而不是企业家创新驱动的。林毅夫用“比较优势”来说明我们建立在要素价格低廉之上的增长，但这种比较优势的产生并不能定义为是“发展战略”的转变，而是在放开国门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结果。这种要素价格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只不过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优势变成了现实。我们消除了商品流动的限制，占主体的国有资本为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进行了改革，外资蜂拥而入，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正是要素价格优势被发挥出来的集中体现。

生产要素被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过程中去，是我们过去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要素是否被用于不确定条件下的企业家创新活动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会持续地提高，经济也将保持持续的增长。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的生产要素并没有被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当中。下面我们以“资本”这一要素为例
[9]

 ，对外资、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这三种不同的类型逐一进行考察。外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外资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但我们的生产要素只是外资的生产手段而已，而非创新元素。准确地说，外资并不会在我国从事企业家活动，而只是把我们的要素当做是实现既定计划的工具，因此被外资利用的生产要素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外资并不具有不断提升我国生产要素价值的动机
[10]

 。经济的持续增长绝不可能依赖外资实现，十几年前南美经济发展的教训和最近越南的经济危机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鲜有依靠外资而实现经济腾飞的例子。

由于资本拥有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家，国有资本本质上不是资本。占主体地位的国有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评估，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总体上看都是资不抵债，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大规模改制以后，剩余的国有企业大都是垄断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获得的“企业家利润”而是“垄断利润”，这种利润的实现并不能说明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相对于外资与国有垄断资本来说，民间资本的规模最小，受到的政策限制也最多，但民营企业家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民营企业家今后就能够承担起领导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任。理由有二，首先，假如我们用“奈特—柯兹纳企业家”为标准来衡量企业家创新与否，就会发现多数民营企业家并非在“创新”，他们创造的利润并不是“企业家利润”，而只不过是“租的转化”
[11]

 。当国内外存在明显的要素价格差、商品价格差和技术水平差时，中国相对发达国家就有“租”存在，只不过改革开放前，这种“租”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在商品价格差、要素价格差与技术水平差都比较大的情况下，市场不确定程度较低，企业家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判断”和“发现”。我们不能肯定，当“租”由于国外经济衰退、原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本国劳动力价格上涨而消失时，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否还能获得利润。的确，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上述原因在沿海加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的现象，这充分说明很多企业家并不是在“创新”。其次，促进企业家创新的“制度”扩展滞后于经济的增长，这也构成了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制约，这是我们下一小节要具体说明的。

我们通过对资本和企业家创新性质的考察得出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并非是企业家驱动型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其他学者所做的经验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如张军（2008）指出“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陈志武的观点与本文的观点相似，只不过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李利民，2008），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是来自“租的转化”。

（二）自发制度的扩展仍然受到限制

促进企业家创新的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在那儿，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企业家在竞争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与原苏东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是渐进式的改革，程度逐渐提高的竞争逐步地释放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假如在企业家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制度也能逐步确立起来，那么企业家创新活动将不会被破坏，经济的增长也将会持续。如果说在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中，阻碍企业家创新的制度一下子全部被拆光了，剩下的只是如何“保护”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在企业家创新制度方面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逐步清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二是要“保护”企业家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即不清除各种限制，自发的制度就无法形成。

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确实是朝着清除企业家活动障碍的方向在努力，企业家的活动空间扩大，如商品和人员流通的障碍已经大为减少。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发形成的制度也在演进，两者相辅相成。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政府清除制度障碍的力度呈“边际递减”之势，而且近年来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对企业家活动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如能源等“重要行业”禁止企业家进入，价格管制越发严厉，以及占主体的公有产权被排除在企业家可配置的要素范围之外等。同时，企业家自发形成的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尊重，自发形成的制度一旦与现行的法律相冲突就被禁止，典型的例子是前段时间“小产权”被禁止。

不难发现，凡是政府较少干预，主要依靠市场自发形成的制度来协调经济的地区，企业家创新活动就比较频繁（比如在浙江、广东及江苏，著名品牌的数量相对其他地区为多），经济增长也往往较快；而政府干预较多，自发制度的形成相对缓慢，企业家活动较少的地区经济状况往往差强人意。而且我们也发现，凡是政府较少干预，利用自发形成的制度来协调的市场往往发育较好；而政府干预较多，把自发形成的制度排除在外的市场往往停滞不前。义乌小商品市场与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市场，同样都是“市场”，但发展的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前者已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从“鸡毛换糖”到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从形成到发展，完全是自发制度的产物。而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也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史，目前甚至连市场最基本的价格发现功能都还不具备。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个市场中市场自发的制度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政府把这个市场当做某种工具。显然，这样的一个“政策市”不可能“发现”真实的要素价格，帮助企业家进行“经济计算”，指引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四、结语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于能否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转向企业家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在本文中，笔者指出用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思想不足以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他对企业家创新的理解存在局限。笔者提出的“奈特—柯兹纳企业家”概念，对企业家创新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赖企业家创新这一问题。有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是企业家在竞争中内生地衍生出来的，具有自发性特征的制度与企业家创新相辅相成，而且是企业家创新的载体。为这种制度的扩展设置障碍，就是阻碍企业家创新，也就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前，阻碍企业家创新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如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行业准入的限制等。对我们政府来说，一方面要消除制度阻碍，让企业家参与垄断行业的要素配置，参与国有产权的重组；另一方面还要尊重企业家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为这种制度的形成和扩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Hebert, R. F. and A. N. Link, 1988, The Entrepreneur: Mainstream Views and Radical Critiques
 ,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Huerta de Soto, Jesús, 1992,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Compuesto y Maquetado por JPU GRAPHIC, S.L.

3．Kirzner, I.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Knight, F.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Firm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5．Solow, Robert,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 39, No. 3, pp. 312－320.

6．Yu, Tony Fu-lai, 2001, Firm,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7．Witt, U., 1992, "Turning Austrian Economics into an Evolutionary Theory", in B. Caldwell and S. Boehm (eds.), Austrian Economics: Tension and New Direction
 ,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8．鲍莫尔，“创新的微观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增长引擎”，《南大商学评论》，2006（3），第122—136页。

9．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李利民，“陈志武：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16日。

11．卢卡斯，《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3．米塞斯，《人的行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14．潘士远，金戈，“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变迁——中国的经验”，《世界经济文汇》，2008（1），第23—28页。

1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6．——，《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7．张军，“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8（1），第4—16页。

 

————————————————————


[1]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浙江大学与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旭昆、台湾逢甲大学教授余赴礼对该文提出了宝贵建议，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志铭、西班牙卡洛斯大学教授Jesús Huerta de Soto提供了资料，一并感谢。文中的错误由作者负责。


[2]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学院路212号250—2（310012）。


[3]
  熊彼特并没有把企业家看做是风险承担者（Hebert，1988：101）。


[4]
  我们要区分“企业家利润”和“垄断利润”，特别是“行政垄断利润”，后者的实现不能说明经济的增长。


[5]
  当然，这并不是说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就不需要物质资本。


[6]
  “品牌”是企业家“无中生有”的一个典型例子。


[7]
  下面谈到的“真实”价格指的也是“反映要素稀缺性及反映消费者和投资者需求状况的价格”。


[8]
  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是低效的。有数据表明，1953—1978年间，中国大陆人均GDP年均增长仅为4.0％，1952年人均GDP为53美元，到1978年为220美元。台湾地区1961年人均GDP仅154美元，不到大陆同时期的2倍，到1978年其人均GDP已达到1604美元，是大陆同时期的7倍（潘士远，金戈，2008：70）。


[9]
  除了资本外，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土地”的配置主体是政府，明显不受企业家支配。


[10]
  外资为了占有利润，往往会人为地抑制当地企业的创新活动，使当地企业在技术、品牌和人才等方面依赖于外资，间接地阻碍本土企业的发展，如中国的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1]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里“租”的含义：好比是相邻的两块土地，当其中一块的价值上升时，另一块的价值相对来说也提高了，后者相对原来增加了的那部分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租”。


资源要素租金与国有企业改革

——兼论重建“全民所有制”


张曙光
[1]



 


提　要：
 本文在回顾和评述租金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发现，租金问题实质上是资源要素价格问题，其来源和性质取决于所有权及其垄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产权的交易和重组，以及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都与租金的索取和分配密切相关。根据租金的来源和性质，文章还讨论了公共信托基金和信托机构的建立和运营问题，提出了重建“全民所有制”的观点和主张。


关键词：
 租金；要素价格；全民所有制

一、租金理论的文献回顾

在古典经济学中，租金理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威廉·配第到重农学派，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地租理论。例如，斯密《国富论》的第十一章就是专门讨论地租理论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章的标题是“论地租”，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尽管他们相互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在基本的方面奠定了租金理论的基础和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地租的定义及其来源问题。斯密正确定义了地租，明确指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而且是一种“垄断价格”。它虽离不开自然的作用，但却是土地所有权的纯粹结果。正是土地所有权及其垄断，土地的产品才能按照高于费用价格（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卖，地租才构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在斯密关于地租的定义中，所谓土地并非仅指用于农耕的土地，而是泛指自然力，不仅包括土地的自然力，而且包括水力和风力等一切自然力。斯密不仅考察了广义农业（农林牧渔）的地租，而且讨论了煤矿和宝石矿的地租。不过，这种考察都是以农业地租为基础，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表现得更为清楚。马克思以农业地租为对象把全部地租理论讨论清楚以后，才考察了建筑地段地租和矿山地租。

二是关于地租的形式和数量问题。地租的形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采取的形式，诸如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一个是在它的发展形态上所采取的形式，即资本主义地租的形式，主要是级差地租的诸种形式。两类地租形式的考察各有其不同的目的和作用，前者旨在揭示地租及农业的历史发展过程，后者重在说明地租的数量及其决定因素。

古典经济学讨论的地租通常都是级差地租，如李嘉图认为，“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指的就是级差地租。也许对级差地租讨论得最清楚的还是马克思，他不仅区分了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Ⅱ，指出前者是基于肥力和位置而发生，后者是基于投资及其分配而生成，而且考察了生产价格不变、下降和上涨三种情况下级差地租Ⅱ的数量和地租率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进而说明了“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提出和讨论了绝对地租问题，并指出其在真正的采掘工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地租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现代经济学中，它的地位却一落千丈。现代经济学家很少专门讨论地租问题，也没有像样的地租理论。或者说，现代经济学家讨论地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边际革命及其带来的价值论的转向，二是由于市场制度的扩展，一切有用之物（包括人造之物和自然之物）都具有了商品和价格的形态。

大家知道，古典和现代经济学的分水岭是边际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方法论大论战”。虽然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两个学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别，但由于两者均参与了边际革命，在价值论上是基本一致的。两者都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的客观成分，而接受和采用了效用价值论或者主观价值论；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形成，它们均将土地看做是与资本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的决定虽然要考虑时间偏好，但都必须按照其未来的预期效用来估价。因此，地租问题似乎没有单独讨论的必要，其理论地位自然明显下降，经济学家也很少关注。正如米塞斯指出的那样，“在李嘉图的经济学架构里，使用地租概念所处理的问题，实际上与现代经济学用边际效用分析
[2]

 所处理的问题相同”，“李嘉图的土地分级评价说，完全容纳在现代生产要素价格理论中。这不属于客观地租理论，而是这个复杂经济体系给予它的特殊地位。级差租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限于土地价格的决定。在‘租’与‘准租’之间作诡辩性的区分完全没有必要。土地的效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用，都应该以相同的方法来讨论”（Mises，1949）。由此可见，在租金理论上，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前者，租金既被看成是土地的价格，又被看做剩余价值的构成部分
[3]

 ；在后者，租金被看做是要素的价格，是生产成本的构成部分。

需指出的是，米塞斯并未否定级差地租，认为“级差地租这个概念，大体上可容纳于主观价值论”，但却明确否定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并指出，“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最大优点，是认识到了边际土地不产生地租的这个事实。在这个知识基础上，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发现主观价值论的原理了。可是古典经济学家及其门徒都囿于‘实际成本’的观念而无法跨出这一步”。不过，有关价值理论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场观点，即客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和主客观结合的价值论。虽然从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的角度来看，绝对地租是不存在的，但现实的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特别是在矿业以及某些与资源环境相联系的现代经济现象中。因为地租是与土地所有权及其垄断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土地的价格按照与其他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相同的方法形成，且不发生相对价格扭曲，还是有租金的索取和分配问题，更何况在很多经济中，相对价格扭曲的存在和作用还相当广泛。这是我们今天重提租金问题的主要原因。能为此提供依据的现代事实是，石油价格大涨，为什么其收益落入石油输出国的手中，可能与所有权及其垄断不无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内容，在充分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前提假定下，集中于资源配置的分析，因此，其主流学派对地租理论几乎没有什么论述。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则讨论了地租问题，讨论的中心是地租形式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即定额租和分成租的制度效率大小同异的问题（张五常，2000），而不是地租的来源和分配问题。应当指出，作为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和人与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这种讨论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地租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租金、税收和利润

租金、税收和利润是经济学的三个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
[4]

 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三个范畴各有自己的意义作用和运行轨迹，不可含糊和混淆。租金是资源要素的贡赋或者价格，税收是公共管理的报酬，利润是资本投资的收益。从微观上来看，租金和税收都构成企业的成本支出，而利润
[5]

 才是企业经营的最终成果和净收益。从宏观上来看，三个范畴对应着三个经济主体，租金的主体是资源要素的所有者，构成该主体的收入；税收的主体是政府，构成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利润的主体是投资者，构成资本投资者的收益。

在传统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政府既是资源要素的所有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唯一的投资主体。与此相适应，租金、税收和利润三个范畴是混在一起的，其基本的运作方式是利润全部上交，支出全部下拨，国有企业既不交租，也不纳税，三者的区分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其之所以如此，除了三个主体的合一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受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与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有关的租金、税收和利润等，统统看做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因而在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租金、税收和利润都是应当而且需要消灭的东西，自然不必要加以区分和研究；二是受传统政治和权力的束缚，缺乏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基础，全民所有非共同所有和人人所有，而是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改革开放以来，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国有制企业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是证明；三是受理想主义的驱使，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混淆了自然赋予和人为创造的界限，把对自然的侵犯和掠夺当做人类的成功。

在市场经济中，租金、税收和利润三个范畴明确分开了，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在古典资本主义时代，租金范畴受到相当的重视，只是到了现代，相对于对税收和利润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讨论，租金似乎退居到一个次要的地位，很少有关于租金问题的专门分析。除了上面讨论的价值论上的转型以外，其原因可能还有，一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资源要素及其价格的决定也完全市场化了。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因此一方面，作为自然的贡赋，租金的地位和作用似乎下降了；另一方面，人们对租金的掠夺也增加了。三是随着政府权力的膨胀和资本势力的扩张，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政府和企业、权力和资本统治的经济。收税的主体是政府，利润的主体是企业，而租金的主体相对分散且较弱，其结果是被强势主体瓜分了，不是作为政府的税收，就是作为企业的利润。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对税收和利润的研究和考察加强了，而有关租金的分析则削弱了，似乎不再是经济学关注的对象。

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如果说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了，那么要素市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垄断和高度的政府管制，要素价格还没有市场化。因此，资源要素租金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何况，在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中，租金问题仍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租金问题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其实施和进行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二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三是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这三个问题都与租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开始的，其第一步就是放权让利中给国有企业的利润分成。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1983—1986年实施了两步利改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暂免交利，名义上是利税合一，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税，实际上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分开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非国有企业，都必须向国家交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从而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纳税的历史。二是利改税后的国有企业在交税的同时，国家不再向国有企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采取了“拨改贷”的方式，企业用利润还贷，视同国家投资——虽然给不给贷款，政府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三是分税制主要是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鉴于当时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由此可见，这不是取消利润范畴，规定国有企业只向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纳税，不向它的所有者交利，而是暂免上交。因此，从利改税到分税制，是规范国家和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重要步骤。

然而，这一改革远未完成。其关键不在于税制本身尚不完善，而在于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迟滞以及租金收取和分配上的扭曲，因为既有的改革虽然把税收和利润分开了，但是租金和利润仍然混在一起。随着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变化，国有企业从改革初期的亏损经营，暂免交利，变为目前的盈利大增，2007年超过1.6万亿元。于是，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财政部和国资委据以制定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08年起，国有企业要向国家上交利润。主事者将此看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进步，而笔者却认为，这在理论上是一种混淆，在实践上是一种倒退。其原因就在于《暂行办法》混淆了利润和租金，不仅没有进一步理清和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而且搞乱了已经规范了的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其理论依据有三：一、租金是资源要素价格，不是投资资本的收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只要使用资源要素，都必须向资源所有者交纳租金；二、租金，比如地租，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区别，即使是非国有的土地，国家虽然不能参与绝对地租的分配，但可以参与级差地租的分享，这是由级差地租的来源决定的，国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依据就在这里；三、国家收取租金的方式只能通过税收手段，不能采取上交利润的方式。弄清了这几个要点，现行办法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就昭然若揭了。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把利润和税收两个范畴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清了，《暂行办法》又把它们煮成了一锅粥。

也许，《暂行办法》的制定者会辩解说，他们考虑了实际情况，把上交比率分为三档：资源型国企上交的比率为10％，一般竞争性国企上交5％，军工、转制科研院所国企暂缓三年上交或者免交。其实，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作为国有企业投资者或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资源要素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国家虽然是同一的，但在经济关系上却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国资委可以要国有企业上交利润，但无权收取国家的资源租金，因为国资委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投资取利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任何不同，而收取资源租金是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在中国，既然资源主要是国家的，收租就是国家行为，不能混同于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取利行为。

退一步讲，即使这里上交的全部是利润，不包含租金，也有个先后次序问题。从微观上来看，由于租金和税收构成企业的成本，不管有没有盈利，是在分配时应当先行扣除的部分，而且分配的比例是前定的。与此相反，利润是最后分配的部分，而且分配的比例一般是后定的，是股东和经营者讨价还价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大约占2／3。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之所以那么多，一部分是现代产业经济学能够解释的，而另外一些则是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按照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垄断部门之所以能够取得超额利润，是由于它可以利用市场的垄断地位，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做一方面使产量减少，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另一方面把消费者剩余转为生产者剩余，变成垄断者的利润（图1）。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量存在。电信部门的高收费和各种套餐就是明证。然而，仅靠这一点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垄断问题。事实上，垄断部门也据此与政府讨价还价。两大石油公司向政府索要价格补贴，就是因为政府控制了成品油价格，政府也觉得自己理亏。于是，2005年补贴100亿元，2006年补贴50亿元，2007年又补贴1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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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济性垄断的效应



在中国，国有垄断企业高额利润的第二个来源是资源要素低价。国家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授予垄断国有企业，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例如，我国农垦系统有国有农场2000多个，占地5.88亿亩，全国大中型国有矿山企业占地0.113亿亩，均未上交地租。再如，我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但《矿产资源法》没有有关资源租金的规定，虽然矿产资源使用费从原来的8—24元／吨上调为24—30元／吨，仍然只是九牛一毛。至于广播、电视、通信的频道资源和水力资源等，更是无偿使用。这就大大低估了垄断者的成本，实际上是国家对垄断国企的利益输送，可以称之为垄断租金（图2）。因此，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由两个部分构成：超额利润和垄断租金。据学者
[6]

 估算，我国国有农场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资源租金约3796亿元，如果再加上城市土地、其他矿产、电信频道、人文景观等资源，全部租金每年可达上万亿元。在少数垄断国企的利润占据国有企业利润绝大部分份额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将利润和租金混在一起，用交利代替收租，其目的和作用只能是掩盖行政性垄断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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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行政性垄断的效应



（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真正的突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抓大放小”和民营化。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态势，国有企业由于机制僵化，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利润下降，亏损增加，国有资产出现了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赵晓，2003）。不仅如此，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中小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更差，日子更难过，而绝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是地方企业，企业亏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在“分灶吃饭”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地方从自身利益着想，积极寻求突破。1994年各地开始“抓大放小”的改革，其中“放小”以山东诸城最为典型。1995年“抓大放小”正式成为中央政策，并作为国有经济重组的战略方针，于是形成了一个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高潮。“抓大放小”和民营化的结果是，一方面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范围，很多国有企业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把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变成非国有企业，扩大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大大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二是股份制改造。在中国改革中，理论上提出实行股份制的思想比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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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发行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事情，股份制企业最先出现在农村乡镇企业中，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股份化形式也不少见，但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改造是在出卖小型国企的后期发展起来的，而《公司法》和《证券法》的通过实施使其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并从一般制造业企业发展到服务业企业，再到金融保险等特殊企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就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最突出的事件。应当肯定，不是国有资本的互相参股，而是让一部分外资和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将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造成一种公众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其中最大的争论之一就是，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一争论不仅见诸各种报刊，而且几乎发生于每一次改革举措和每一笔国有资产交易之中，甚至也成为目前国有资产立法中争论的重要内容。肯定者认为，无论是“抓大放小”和民营化，还是股份制改造，很多是暗箱操作和内部人控制，再加上官员的寻租和腐败，成为某些人士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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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贱卖论”有着很大的基础和市场。反对者认为，在市场已经发展了的条件下，按照企业的市场价值进行并购、重组和股权交易，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有的国有企业老总还公开声明，他们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产权交易不仅没有发生资产流失，反而还大赚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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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国有资产交易中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严重存在，且合法和非法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但这一问题超出本文论题的范围。笔者只想指出，争论双方虽然针锋相对，但价值判断多于实证说理，因为双方均未涉及影响企业市场价值的因素问题，也没有提出一个判断的标准和参照。

应当明确，企业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企业未来的预期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除了企业的行业特征、市场定位等技术交易结构以外，税收和租金也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这两者都直接决定着企业利润的大小，高税率和高租金都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低税率和低租金都会扩大企业的市场价值。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法律已经通过，但仍处在过渡期，低估内资企业市场价值的问题依然存在。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问题尚未完成，租金问题也没有明确提出和解决，我们就无法有一个正确评估企业价值的基础和和前提，一方面人为地高估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合资后外（私）方的利润分享。

（三）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

除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和产权问题以外，国有企业改革中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由于这一问题不像前两个问题那样尽人皆知，特别是行权后的收入分配是高度机密，有必要介绍一点基本情况。

就激励机制而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仅是激励严重不足，而且是激励机制存在很大的扭曲，而激励不足也与激励机制扭曲高度相关。问题主要表现为轻重不分，本末倒置，激励与贡献和绩效不相关，特别是重一般职工激励，而轻经营者激励；重短期激励，而轻长期激励。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理论认识和政策指导上，仍然把经营者看做是政府官员，不是依靠制度的力量，而是依靠政治觉悟和道德说教进行管理。

股票期权是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的重要方式（张剑文，2001）。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经营者激励和股票期权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其最重要的政策突破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要“实行经营管理者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可以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于是一些知名央企据以设计了股权激励方案。开始时，除了从国外招聘的经营者，这些股票期权不过是画饼充饥，被称为“名义期权”，即先签订一个期权协议，再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承诺“不主动行使”。不过政策也没有规定不能行使，于是行权不行权就成为各个公司自己的选择。初期，以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中海油董事长卫留成、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为首的上市国企管理层，均未行使相关的股权激励，甚至明确表示放弃行权。因为，当时这类收入不多，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收入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或者放弃这些收入是他们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成本。有的曾将此称作“小公账”，有的设立了“中央基金账户”，中银香港前总裁刘金宝曾因私分三亿元的“小公账”而获罪。

2000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对有贡献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实行“关键技术折价入股和股份奖励、股份（股票）期权等分配办法和激励形式”。财政部选择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持股和期权制的试点，2001年前后，又批准中国联通等几家海外上市公司作为“期权试点”，并同意相关人员行权。到2004年以后，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概念股给出令人咂舌的“溢价”，对期权享有者来说，收入也相当可观。于是，各公司高管也开始认真对待股权激励。经过经营者的巧妙安排和制度创新，股票期权不仅“画饼成真”，而且形成一股汹涌的行权浪潮，有的甚至顶风行权。于是，除了令人瞠目的在职消费以外，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如脱缰野马。资料显示，2002年中央国企主要负责人的实际平均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是12倍，2003年扩大到13.5倍。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有的企业经营者自定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年薪超过数千万元。中移动1997年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范围从最初总公司董事、高管扩大到分公司高管和其他雇员，2005年开始大规模地行权，当年动用32.4556亿港元行权，相关收益约为38.6144亿港元；2006年分六批行权，行权资金约39.9368亿港元，相关收益达26.8064亿港元；2007年仍然分六次行权，累计行权涉及资金16.5914亿港元，由于股价飙涨，相关收益创纪录地达到42.3427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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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来，这家公司经理人员共动用100.6714亿港元认购期权3.5395亿股，以行权时的市价计算，相关收益高达111.2196亿港元。

面对这种情况，监管部门试图加以限制，2006年3月1日和9月30日，国资委分配局先后发布和实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据此期权（或股票增值权，下同）授予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期权每两年授予一次，授予后两年内不得行权；授予对象为公司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预期股权激励收益水平原则上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的40％以内，等等。然而，事与愿违，管制与反管制的斗争愈演愈烈。2007年10月，国资委再度下发《关于严格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有关事项的通知》，2008年7月又发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稿），为此设定上限封顶，规定激励对象的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境内上市公司和境外H股公司不得超过40％，境外红筹公司不得超过50％，超过上述规定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再行使。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发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对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要进行党纪处分。其实，限制行权和期权封顶也与奖金封顶一样是管不住的，党纪处分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与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和股权交易中相同的问题。当资源要素低价以及租金和利润还混在一起的时候，成本低估，利润虚增，经营者把资源租金变成了企业利润，变成了自己的经营业绩，因而股票期权制度缺乏必要的基础和依据。这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而且破坏了股票期权制度的声誉。然而，有关部门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在放开资源要素价格以及推进租金和利润分离的基础上，先把租金收回来，再解决利润的分配问题，而是迷信于行政权力，将一个重大的制度改革问题变成一个简单的操作技术问题，以为设定行权期限、比例和上限之类的东西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股票期权制度必然走样。不仅如此，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由内部董事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也不可能是合理的。

四、公共信托基金和重建“全民所有制”

资本主义既是当代最有效的社会经济体制，也是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生态破坏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如何能够一方面保持资本主义的效率，另一方面又能减少和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就成为当代人类思想和实践面临的最大难题。事实上，人类在这方面进行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资本主义效率来自于利润最大化的制度基因和制度设计，而资本主义的弊端也是其本质使然，因此，解决的办法不是打倒它，摧毁它，而是改造它，完善它。美国学者彼得·巴恩斯的新著《资本主义3.0——讨回公共权益的指南》，对此提供了一套理论解释和行动方案，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其基本思想是，用公共资源建立公共权益信托基金，以全人类及其后代和其他物种为信托受益方，形成企业、政府和公共信托机构三足鼎立和相互制衡的社会结构，就可以达到升级资本主义的目的。无独有偶，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菲利普·范·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发表了《基本收入——21世纪的一个伟大而朴素的思想》的论文，进一步论述了“基本收入计划”，指出“基本收入”
[11]

 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该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这一主张正在成为“整个欧盟中史无前例并迅速扩展的公共议题”。与此遥相呼应，在国内，崔之元（2008）首先提出了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主张把166家中央国有企业利润的50％作为本金。这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三位学者都提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试验和经验。1968年，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在政府拥有的土地上发现了大油田，次年政府租赁油田所得收入达9亿美元，相当于建州十年的财政总收入。1980年州议会通过州长哈蒙德的提议，建立永久基金，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给在该州居住满6个月以上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40万居民每人得到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分红，此后每年分红，多少不等。2000年市场看好，每人分红1963.86美元，基金市值284亿美元。

建立公共信托基金和信托机构的主张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对此笔者深信不疑，应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信托机构如何建立，信托基金本金或者资产从何而来？

公共信托基金是全体人民的资产，人人都有共同且排他的所有权，其实质和要害是人人都能够周期性地平等地按时分享资产收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它与人人都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但人人都无法享有资产收益的传统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公共信托基金和信托机构，实际上就是重建“全民所有制”。根据现有的经验，这种全民所有制既可以有全国性的，也可以有地区性和社区性的；既可以有综合性的，也可以有专业性的。也许社区性和专业性的实践可能会先于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它的建立既离不开理性的设计和建构，也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和结果。

关于信托基金本金或者资产的来源，前述三位学者均有论述，但都有可讨论之处。从理论上来说，崔之元先生的主张可改进之处在于，企业利润是资本投资的收益，虽然央企的投资来自于全体人民，但实际的投资主体不是每一个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利润是一个不确定的量，经营好时有利润，经营差时就会亏损；经济扩张时利润会多，经济收缩时利润就可能减少。改革初期国企普遍亏损而目前国企又大量盈利就是证明。菲利普·范·派瑞斯教授主要讨论了基本收入如何按人头分配，而基本收入全部来自税收。这里的问题是税收来源仍然与利润连在一起，利润多税收就多，利润少收入就少。由于征税要由政府实施和操作，独立基金机构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政府仍然会在“援助之手”和“剥夺之手”之间来回晃荡，政府和企业两极对峙或者合谋仍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彼得·巴恩斯的理论解释和行动方案更有价值，问题是可能宽泛了一些，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实践也许会有不同的特征和问题。

根据本文的思想，公共信托基金本金或者资产的来源也许以租金的收取为好。前文已指出，租金是自然的贡赋和资源要素的价格，但却是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其实就是全体人民所有，资源要素租金是全民的资产，理所当然地构成公共信托基金的来源，其收益由全体人民平等地分享，即人人有份，定期发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资源要素价格进入成本，与企业是否盈利无关，不仅收入比较稳定，而且可以先行分配和支取。不仅如此，由于租金是垄断的产物，所以凡是可以垄断的东西，都可以构成公共信托基金的资产和本金，比如，排污权就可以归信托基金机构所有，向企业拍卖，所得收入就成为基金收入。这样一来，租金的概念范围也许就有了新的内容，公共信托基金的资产或者本金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来源。随着公共信托基金机构的发展，现代社会将会出现第三个重要的经济主体，与企业和政府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市场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也许可以得到解决。也许，这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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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2]
  原文中有如下注释：Fetter（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 X Ⅲ, p. 291）说，这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边际理论。


[3]
  把租金看做是剩余价值的构成部分，这一观点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不确定，有时是，有时不是，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坚定不移，这也是马克思与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分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Ⅱ）。


[4]
  本文没有讨论工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工资是劳动要素的租金和价格。


[5]
  在财务会计中，利润分为毛利润和净利润，即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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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盛洪（2008）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南风窗》杂志社联合召开的“自然资源产权的行使与保护”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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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厉以宁教授第一次提出了股份制的思想，后来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1986）一文中指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参见：厉以宁，马国川，“股份制是过去三十年最成功的改革之一”，《读书》，2008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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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温秀，明叔亮，“国企行权潮”，《财经》，2008年第13期，总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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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区域分红”、“国家红利”、“人头基金”、“公民工资”、“全民利益”等。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刘宪法
[1]



一、引言

按照主流宏观经济学传统，经济增长属于长期问题，经济周期属于短期问题，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的分析观察视角不同，所采用的分析工具也不同。分析长期问题，所关注的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投入及其利用效率，即所谓的技术进步的变化；而分析短期问题，所关注的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周期及经济波动的需求总量、价格总水平、货币等因素的变化。近二十年来，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试图打破这种二分法的分析范式，力图将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放置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迅速崛起就代表了这一发展趋势。然而，在分析现实宏观经济运行的场合，从总供给方面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将一些短期变量如价格总水平、货币等视为中性；从总需求方面研究经济波动问题，而将长期供给曲线视为外生给定的变量。以这种二分法研究宏观经济分析，仍然是当前主流的分析范式。

纯理论的探讨这里先姑且不论。从实践应用的角度看，应用这种二分法的宏观经济学范式去分析现实宏观经济运行问题，并将其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其中最大的弊病或者说危害是，保持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很难协调。短期内，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确实可以减少经济波动的振幅，但是这种短期的政府干预是以牺牲市场运行效率为代价的。减少短期经济波动的振幅所换取的是更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美国现代著名的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家Roger Garrison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capital-based macroeconomics），然后运用其提出的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问题进行探讨。

二、以资本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

（一）生产过程与资本结构理论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给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其所提出的并由其学生庞巴维克进一步发展的资本结构或生产过程理论。按照卡尔·门格尔的理论，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使用资本的市场经济（capitalusing market economics）。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将市场经济的生产看成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所有的事情，都用一个抽象的黑箱子式的生产函数来刻画；而奥地利经济学将生产视为在时间上继起的一系列的投入产出活动，中间产品以最初产品为投入要素，最终产出以中间产品为投入要素。总之，最终产品是一系列的生产活动的结果。生产过程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就决定了产品不单纯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产品是分级的，每种产品都有不同等次的级，即产品的等级（orders of goods）。消费品是第一等级的产品，作为消费品生产资料的产品是第二等级产品，作为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的产品是第三等级的产品，依此类推，产品等级按次序升高。在生产阶段上，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的产品级别就越高，按门格尔的语言叫“高级财货”。除了消费品即第一等级的产品外，其他所有的产品实际上都是资本品。由于各资本品所处的生产过程的阶段不同，其产品等级就不同，不同等级的资本的组合就构成了资本的结构。

对于门格尔来说，资本品不仅是分等级的，而且是资本品之间是互补的。资本品的有用性与资本品的互补性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说某一资本品往往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必须与其他资本品联合一起，相互补充。而且，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法是多样化的，某一资本品作为生产要素不可能是唯一的，必定存在着若干的替代资本品。如果我们只拥有生产面包的面粉、其他材料和生产面包的工具设备，但我们没有燃料、水，那么生产面包的资本品就“丧失了其财货的性质”（门格尔，2001：9）。

门格尔的资本理论可以用门格尔两大定律来概括：门格尔第一定律——资本品的价值受消费品的价值所制约，高级资本品的价值受低级资本品的价值所制约；门格尔第二定律——资本品的价值受是否能够支配与其相互补的资本品的制约。

门格尔的资本理论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后哈耶克将门格尔的资本理论引入宏观经济层面，加以发展，并将其一般化，从而成为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耶克用图形来表示门格尔的资本理论，这就是著名的“哈耶克三角形”（Hayekian Triangle，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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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哈耶克三角形



按照“哈耶克三角形”的表述，假设消费品产出要分为时间上继起的9个阶段，第1阶段是消费品的生产阶段，第2—9阶段属于资本品生产阶段，阶段的数字越大，表示资本品生产的等级就越高。这里所说的资本品的等级是指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时间距离，而不是指资本的技术上的高级程度。例如，在《我，铅笔》的故事中，生产铅笔的原材料，砍伐雪松就是最高级的资本品生产。应该指出，对资本品按照其生产阶段划分等级，这只是在研究和叙述上的方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生产阶段实际上是相互交错的，甚至是循环的。例如，砍伐雪松所需要的锯、斧子、卡车，是比砍伐雪松更高级的资本品，而设计锯、斧子、卡车图纸所用的铅笔，又是比锯、斧子、卡车更高一级的资本品。这种资本品等级循环的性质，曾遭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如奈特的诟病。但“哈耶克三角形”与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型一样，只是对经济活动现实的一个抽象的概括。一般而言，可以这样认为，原材料的生产阶段最早，设备工具类的生产次之，消费品的生产最晚。

由于“哈耶克三角形”对资本的描述是按生产阶段继起的时间划分的，所以也就赋予了资本的时间结构。生产过程越长，资本的时间结构就越复杂。

另外，“哈耶克三角形”也清晰地描述了价值增值过程。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价值增值过程决不是生产成本在不同生产阶段上的叠加或加总，生产过程也不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纯粹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对经济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市场过程，这个市场过程可以是外部的市场，也可以是企业内部的市场。同时，奥地利学派是彻底的主观价值论者，产品价值是由人们的主观判断、最终是由消费者偏好和购买意愿所决定，产品价值与产品的投入成本无关。因此，“哈耶克三角形”所描述的价值增值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企业家对产品的市场价值的预期。具体地说，当处在第N
 阶段如第3阶段的企业家预期其生产的产品是有利可图的，如图1中第3阶段柱状图描述了预期第3阶段产品的未来市场价值所达到的高度，处在第N
 阶段的企业家就会向第N
 ＋1阶段的企业家购买所需要的产品，作为其投入要素。他对第N
 ＋1阶段产品的主观评价一定要低于对第N
 阶段产品市场价值的预期，否则他就无利可图了。处在第N
 ＋1阶段的企业家同样要做出对其产品的市场价值的预期，如果处在第N
 ＋1阶段的企业家所预期的市场价值正好与处在第N
 阶段的企业家的主观评价相吻合，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就可以顺利达成了，否则交易就会受阻。

生产过程与资本结构理论的宏观经济含义是：

第一，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过程的长度所决定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间接生产，生产更多地采用“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生产过程。随着生产过程的不断延长，越来越多的技术引入到生产过程中，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力量或动能为人们所利用，同时，分工也越来越细化，产品也越来越多样化，这时经济增长也就发生了。用“哈耶克三角形”表示经济增长过程，那就是三角形的底边越长，三角形面积就越大。如图2所示，低增长的生产阶段分为7个阶段，高增长的生产阶段则延长至9个阶段。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延长实际上就是不断投资、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的资本密集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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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反映经济增长的哈耶克三角形



生产过程延长推动经济增长，与主流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回事。但是，主流经济学着眼于投资总量或资本形成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奥地利学派关心的不仅是投资总量，即“哈耶克三角形”的面积，而且更关注资本品在各个不同生产时间段上的分配，或者说是资本品的时间结构。

同时，生产过程的不断延长过程也是技术进步水平的不断增进过程。在宏观经济层面，技术进步表现为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即投入产出比提高。用“哈耶克三角形”表示，同等数量的最终消费品产出的条件下，投资总额减少，也就是三角形面积缩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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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反映技术进步的哈耶克三角形



第二，最终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生产过程决定投资需求结构。按照奥地利宏观经济学范式，总需求由最终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其中投资需求属于引致需求（derived demand）。根据门格尔第一定律，对处在不同生产阶段上的资本品的需求均是由最终消费需求所拉动的。最终消费需求是由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预算线所决定，在这一点，奥地利学派与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并无二致。但是，对于资本品来说，其需求是由处在下一生产阶段的产品或者说更低一级的产品需求所决定，即由其所引致的需求。由于各资本品处在不同的时间段上，从资本品的投产到最终消费的市场价值的实现，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过程，所以这种引致需求实际上是企业家预期的市场需求，而不是现实的市场需求。

第三，资本结构的复杂化或生产过程的延长化，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如上所说，引致需求是企业家对未来市场预期的需求。在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家对未来市场的判断依据是市场价格信号。然而，价格信号所能反映的只是即期市场需求，即使假定我们面对的市场具有充分效率，无信号失真，无价格扭曲，市场也不能对未来的需求作出准确无误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发现市场的作用就可以充分显现出来了（Kirzner，1997）。

然而，再精明的企业家也是人，既然是人，必然具有不可救药的无知的一面。生产过程越长，对引致需求的预测就越困难，也就是说，跨期协调越困难，从而导致跨期不均衡。同时，根据门格尔第二定律，资本品不仅存在着时间结构问题，而且存在着互补品的结构问题，资本品一旦出现互补结构的失调，其价值也不能在市场上充分实现。当市场普遍出现结构性失调时，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对于资本的时间结构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命题，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如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等一直强调得不够。在奥地利学派那里，市场加企业家可以自动解决市场失调问题，因此，市场失调只是局部现象，不可能是普遍现象（罗斯巴德，2003）。即使存在经济波动，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经济波动将被限制在较窄的通道（corridor）之内（Garrison，2005）。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以来，经济波动一直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生。自由竞争的马克思时代是这样，混合经济的凯恩斯时代也是如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能够分别成为东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使奥地利学派不能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

当然，也有部分奥地利学派学者如拉赫曼及其追随者Lewin看到了，资本的时间结构和企业家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波动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由于资本结构的异质性产生市场的非均衡，并由此所引起的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常态特征（Lewin，1999）。

虽然说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般的经济波动演变成为大的经济波动即经济周期——米塞斯—哈耶克模型将其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则完全由另外的因素造成，那就是人为的货币信用扩张。

（二）货币与信用理论

可以这样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是以微观经济为基础的产品理论，所刻画的是产品市场的总量及其结构。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品在市场的交换离不开货币，资本品在不同继起的时间段上的分配更离不开货币市场对时间价值的计算。货币本身就是一个总量的概念，货币与信用理论是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的另一个理论支柱。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由米塞斯创立，之后Horwitz（2007）将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与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综合成为货币不均衡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of monetary disequilibrium）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在资本结构形成过程及资本品市场中，资本品的等级不同，其所处的生产过程的时间段就不同，而且各阶段的资本品的投资周期也不同。这就存在一个跨期协调问题，存在着资源如何在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即储蓄之间的分配以实现跨期均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的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跨期协调是通过货币市场包括资本市场来实现的，跨期均衡则反映为货币市场的均衡。

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相类似，货币总收入由两部分构成：消费资金和储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储蓄可以很顺利地通过货币市场转化为可信贷资金，因此，严格地说，货币市场应该称为可信贷资金市场。在可信贷资金市场上，储蓄是可信贷资金市场上的供给方，投资是可信贷资金市场上的需求方。可信贷资金市场的供需状况通过利率机制来调节。对于储蓄方来说，利率反映的是时间偏好或者说是时间折现率。时间偏好程度越高，人们认为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差异越大，其利率就越高，反之则相反。这种由时间偏好程度所决定的利率被称为“自然利率”（natural rate）。自然利率决定了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决定着可信贷资金的供给。当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储蓄增加，反之则相反。对于投资方来说，利率取决于投资者的预期边际利润率，在投资者的预期边际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利率越低，其支付的成本就越低，投资者对资金需求量就越大。图4反映了可信贷资金市场的供需均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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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货币市场供需均衡



如果资本的价格即利率完全是由市场自动决定的，那么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r
 *
 ，这时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可信贷资金等于所需求的资金，储蓄S
 等于投资I
 （Horwitz，2000）。由于自然利率能够充分反映货币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为投资者计算投资的机会成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所以可以减少投资者计算预期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失误。

然而在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现代货币信用体系下，就有可能出现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不一致的情况，导致货币市场失衡。在这个体系下，中央银行控制着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并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利用货币乘数效应放大货币供应量△M
 。如果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社会信用总量就会扩大，增加了可信贷资金，市场利率r
 将降低到自然利率r
 *
 的水平之下；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社会信用总量就会缩小，减少了可信贷资金，市场利率r
 将提高到自然利率r
 *
 的水平之上（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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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央银行干预下的货币市场供需均衡



与货币主义的观点不同，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市场上的失衡，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非中性的，货币市场失衡必定会引起经济失衡。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Garrison综合模型，将货币市场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以解释货币市场失衡如何引起经济失衡，证明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三）Garrison综合模型

与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如市场过程理论、企业家理论和自发秩序理论等相比，有关宏观经济的理论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是最为特立独行，也是最不为主流经济学说所接受的。究其原因，除了理解宏观经济现实世界的基本理念和认识论有所不同之外，也与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繁杂，缺乏一个简单明了、易于教学的表述范本和分析模型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Roger Garrison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并于2001年出版了《时间与货币——资本结构的宏观经济学》（Time and Money：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完成了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时间与货币》一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奥地利宏观经济学由一个纯粹思辨性或论辩性的理论，发展成为能够对经济现实进行描述的工具。Garrison在《时间与货币》一书中，将资本结构理论与货币和信用理论综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结合成一个简单明了的模型（Cochran，2001a）。Garrison综合模型可用图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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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Garrison综合模型



在Garrison综合模型中，反映生产过程的“哈耶克三角形”与反映货币市场的可信贷资金市场模型用生产可能性边界结合起来。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由技术及资源禀赋所决定，其向右上方移动表示经济增长。Garrison所提出的模型可以同时处理短期均衡与长期增长问题，形成了完整的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运用Garrison综合模型可以分析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发生技术进步或者资源禀赋出现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情况，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将向右上方移动（图7），投资与消费同时增加（假定时间偏好不变）。需求增长推动生产过程的延长，促使资本结构复杂化和高级化，进一步带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在可信贷资金市场上，由于企业家的预期边际利润率提高，需求曲线同时向右上方移动。如果货币供给量仍不变，在货币市场将出现货币需求大于货币供给，按照货币数量模型MV
 ＝PQ
 ，价格总水平将会下降。为了保持自然利率不变，市场均衡利率将上升。这种由于经济增长而导致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被称为“增长型通货紧缩”（growth deflation）（Salerno，2002）。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种通货紧缩是一种“好事情”（benignity）。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市场实现了均衡，这种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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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反映可持续性增长的Garrison综合模型



第二种情况：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根据可信贷资金市场模型，如果中央银行人为地干预市场，增加货币供给，增加可信贷资金，从而增加投资。另一方面，假定人们的时间偏好不变，自然利率不变，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市场利率，又会改变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增加消费。投资与消费同时增加，实现了经济扩张。这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所描述的特征化事实是一致的。然而，奥地利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分歧在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经常运行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点的位置上，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这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经济拉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以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运行稳定；奥地利宏观经济学则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可以抑制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对微观层面的负面效应上。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逻辑，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资本结构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时间维度上的不确定性将增加，跨期不均衡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是不避免的，也就是说，经济运行是有可能运行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点上。如果不存在人为的对市场的不适度的干预，市场经济系统本身具有自动调节、自动恢复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机制。对此，可以用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作出微观经济层面的解释。根据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非均衡是现代市场经济常态特征，在企业家发现市场的能动性与市场机制调节人的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市场经济存在着趋向均衡的内在动力。

然而，一旦政府采取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其最大的负面效应是会破坏市场经济运行基础。首先，在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可信贷资金被误认为增加，其结果是投资规模扩大。与此同时，由于这时的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货币市场的价格信号被扭曲，使得投资周期长的生产活动变得有利可图，资金就会流向早期生产阶段，生产过程被人为地延长，造成资本结构的扭曲，导致跨期不均衡。特别是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也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机会，使市场经济的核心作用——优胜劣汰的机制失效。这里可以用以下的具体例子来说明。

假定在某个经济体内，有三个投资项目可供企业家投资，更准确地说，该经济体内的企业家发现了三个投资项目：第一个项目为投资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第二个项目为投资大、投资周期也比较长的项目；第三个项目与第一个项目相类似，所不同是第三个项目投资收益比较低。企业家们对这三个项目的投资—收益流事前计算结果用图8表示。

 

第一个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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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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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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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三个假定项目的投资收益计算



 

以下列方程计算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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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为投资，I
 为收益，r
 为内部收益率

上述三个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计算结果如下：


r
 1
 ＝8％


r
 2
 ＝4％


r
 3
 ＝2％

如果以内部收益率作为企业家选择和确定投资项目的唯一标准，当某投资项目内部收益率大于市场利率时，该项目是经济可行的，因为投资该项目所取得的收益大于投资该项目的机会成本。假定自然利率为6％，在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条件下，只有第一个投资项目对企业来说是经济可行的。假如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市场利率降到了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比如说3％，这时第二个项目对企业来说就是经济可行的。假如中央银行继续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市场利率降到了2％以下，那么第三个项目对企业来说也是经济可行的。

这个简单的例子表明，中央银行人为地扩张货币，使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信号失真，将导致三个方面的后果。第一，导致投资与储蓄的不平衡。在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投资总量为130。如果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储蓄将减少，投资将增加。市场利率低于4％，投资总量为390，市场利率低于2％，投资总量为520。第二，导致投资流向高等级的资本品。通常情况下，资本品生产的投资建设期（leading time）比消费品要长，资本品等级越高，其投资建设期就越长。在中央银行人为地扩张货币的情况下，高等级资本品的投资将变得可行，越来越多的资金将流向高等级资本品，如本例中的第二个投资项目。第三，一些在货币均衡条件下被判定是无效率的投资项目，现在变成经济可行的了，如本例中的第三个投资项目。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人为地扩张货币，不仅造成了“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s），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不当投资”（malinvestments），即资本结构失衡。

货币市场的失衡不仅导致储蓄与投资失衡和资本结构失衡，而且会导致整个价格信号系统的扭曲。投资的高速增长刺激了资本品的需求，资本品价格将上涨，同时大批新项目的启动又刺激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工资将随之上扬，工资水平的提高又会产生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但是由于大量资金流向高等级资本品项目，短期内不能“迂回”到消费品的生产上，于是会出现消费品的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品价格随之上涨，最终将引发价格总水平的不断上涨，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是商品的交换媒介，是商品价值的计量器，中央银行人为地扩张货币使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出现了混乱，最终导致整个价格信号系统的扭曲。在这个“扭曲”的价格信号系统下，企业家的一切精明算计均无济于事，剩下的只有盲目的扩张和非理性的投资冲动，社会资源的配置将出现严重的失衡，作为发现过程的市场机制被损坏，整个经济系统将陷入衰退。

三、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1978—2004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8％。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之长，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1978—2004年中国经济的累计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见图9。

 

GDP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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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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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978—2004年中国经济的累计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5》

 

下面要回答的问题是：第一，如何用Garrison综合模型解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中国经济能够避免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吗？

（一）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因素

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的变化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变化。在历史长河中，制度的变化或者说制度变迁是比较缓慢的，通常以一个世纪甚至数个世纪为分析的时间单元。制度变量是超长的变量。然而，在最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化，而且变化速率之快，几乎是浓缩了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制度变迁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量不仅不是超长的变量，而且几乎成了短变量。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并试图将制度变量引入对现实宏观经济的分析中，从制度层面寻求对某些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

概括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使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协调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使各个经济主体合作与协调的范围大大地扩大和深化了。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在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中了实现了经济增长。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经济由封闭的指令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由小范围的“熟人社会”向大范围的“生人社会”（开放社会）转变，这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正如哈耶克所说：“一个国家未加利用的机会越多越广，它得到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哈耶克，2007a）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层面的解释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就不再赘述。需要说明是，如果用Garrison综合模型来表示制度性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那就表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上方移动。

能够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高储蓄，以及高储蓄带来的高投资。可能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高储蓄倾向是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一个民族特质，在经济起步和发展阶段这一点尤为突出。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储蓄率持续上升（表1）。国民储蓄率从1980年的34.6％，上升到2004年的46.4％，居民的人均储蓄比率更是由1980年的16.2％，上升到2004年的162.9％。居民的人均储蓄比率大幅度地提高表明，中国人的边际储蓄率非常高，所增加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储蓄。



表1　1980—200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和人均居民储蓄比率










	年份
	国民储蓄率（％）
	人均居民储蓄比率（％）



	1980
	34.6
	16.2



	1985
	34.3
	32.0



	1990
	38.0
	68.9



	1995
	42.5
	103.6



	2000
	38.9
	136.7



	2004
	46.4
	162.9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注：国民储蓄率＝（100－最终消费率）／名义GDP

人均居民储蓄比率＝人均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人均居民收入

 

然而，高储蓄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可信贷资金，关键看是否存在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否则，储蓄只能作为“窑藏货币”（hoarding money）。通常可信贷资金总量可以用M2来表示。可信贷资金市场的发育程度或者说金融深化程度可以用M2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表示（表2）。



表2　1980—2004年M2与名义GDP的比值











	年份
	名义GDP（亿元）
	M2（亿元）
	M2／名义GDP（％）



	1980
	4517
	184
	4.1



	1985
	8964
	488
	5.4



	1990
	18548
	15293
	82.5



	1995
	58479
	60750
	103.9



	2000
	89468
	134610
	150.5



	2004
	136876
	254108
	185.7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可信贷资金市场的发育极不成熟，M2与名义GDP的比值很低；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可信贷资金市场得到迅速发展，M2与名义GDP的比值上升很快，由1990年的82.5％上升到2004年的185.7％。由此可以判断，目前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储蓄转化为可信贷资金的制度性机制已经发育成熟。

既然目前储蓄转化为可信贷资金不存在制度性障碍，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储蓄否可以通过可信贷资金市场转化为投资（表3）。



表3　1981—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和消费率










	年　份
	固定资产投资率（％）
	消费率（％）



	1981
	19.8
	48.3



	1985
	28.4
	48.0



	1990
	24.4
	44.8



	1995
	34.2
	35.2



	2000
	36.8
	38.2



	2004
	51.2
	39.4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注：固定资产投资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名义GDP

消费率＝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名义GDP

 

将表3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与表2的国民储蓄率相对照分析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率也出现了大上升局面。固定资产投资率由1990年的24.4％上升到2004年的51.2％，上升了近27个百分点。近十几年来所出现的高储蓄充分地转化为高投资。表3的数据也显示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也证明了“哈耶克三角形”模型所描述的，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投资增长要快于消费增长。

按照Garrison综合模型的分析，投资高增长对总体经济规模增长的推动，是通过生产过程的延长和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及高级化来实现。在分析现实经济的场合，生产过程的延长和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及高级化程度可以用两个重要指标来反映。一是人力资本投资活动的强度。按照门格尔对资本品等级的分类，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与最终消费品（包括服务）的生产活动的“距离最远”，从投资到收取回报的时间最长，资本的专用性最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最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度越高，资本结构就越复杂，资本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就越高，解决跨期协调问题也就越困难，越容易出现结构性的就业不足。二是经济重型化程度。经济重型化程度越高表明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越高，生产过程越延长，也就越容易出现资本结构的失衡。本文采取后一种指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国民经济重型化趋势。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95年的52.7％上升到2004年的66.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表4）。



表4　1995—2004年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　份
	轻工业产值比重（％）
	重工业产值比重（％）



	1995
	47.3
	52.7



	1998
	43.0
	57.0



	1999
	42.0
	58.0



	2000
	40.0
	60.0



	2001
	39.4
	60.1



	2002
	39.1
	60.9



	2003
	35.5
	64.5



	2004
	33.5
	66.5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以上所分析的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用Garrison综合模型来刻画是这样的：中国人的时间偏好较低、储蓄倾向较高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条件；在市场化推动了金融深化的条件下，高储蓄可以转化为充裕的可信贷资金，充裕的可信贷资金为高投资提供了支持，高投资导致生产过程延长、资本结构复杂化和高级化，“哈耶克三角形”面积增大，并由此加速了经济增长。可见，Garrison综合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准确地分析其内在的经济学逻辑。

（二）中国经济能够避免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吗？

在Garrison之前，老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对宏观经济的主要研究论题是商业周期问题。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在以货币创造为特征的现代信用制度的条件下，当一个经济体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的繁荣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以1992年为时间起点，至今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16年，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够避免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吗？

应该承认，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看法是相当宿命的。奥地利学派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繁荣—萧条、萧条—繁荣的轮回，只有以自由银行制度替代中央银行制度，以竞争性的私人发钞银行替代垄断性的国家发钞银行，主张“货币非国家化”（Hayek，1976）。然而，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央银行制度无法被其他制度所取代，而且在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一体化趋势并存在强势货币的背景下，私人发钞银行不可能有自主发行货币的能力，中国香港的港币发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分析逻辑，在现代货币信用制度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经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繁荣—萧条的商业循环，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然而，在Garrison综合模型中也暗含着一种可能。假定中央银行可以将货币供给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长幅度保持一致，这样在可信贷资金市场上，投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与货币增加的幅度相一致，这时候价格总水平将保持不变，自然利率也不变，经济得以维持在可持续增长的水平上。这正是货币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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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货币供给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长幅度保持一致条件下的货币市场均衡



奥地利学派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散于无数的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头脑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都不可能将这些分散的知识集中起来，“科学地”加以利用（哈耶克，2007b），中央银行就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的方向和位置，因而也就不可能知道应该增加多少货币，才可以使市场利率保持在自然利率的水平上。同时，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提出质疑：在当代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各种具有替代货币性质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使得中央银行很难严格地界定什么是货币；在此环境下，公众对货币的需求也是极不稳定的，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稳定的。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增长与实际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Garrison，2001）。

为了使问题简化，我们在本文暂不考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质疑，仅以货币供给增长幅度是否与经济增长幅度保持一致作为标准，判别当前中国经济是否有出现繁荣一萧条的商业周期的可能。

首先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货币供给情况。从表5可以看出，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同步。总的趋势是，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快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但两者之差在缩小，同时两者的关系十分不稳定。这就可以初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货币信用扩张现象十分明显，但货币信用扩张的速度在下降；第二，在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信用政策的作用下，货币市场的运行不稳定，货币供给量时紧时松，大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表5　1995—2004年实际货币余额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差










	年份
	实际货币余额（M1）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差（％）
	实际货币余额（M2）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差（％）



	1995
	14.3
	27.8



	1996
	16.9
	23.6



	1997
	22.5
	19.7



	1998
	5.9
	8.9



	1999
	13.7
	10.7



	2000
	2.3
	－1.2



	2001
	6.4
	11.4



	2002
	11.9
	10.4



	2003
	2.1
	2.9



	2004
	2.8
	3.5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注：实际货币余额增长率为扣除了价格因素之后的货币增长率

 

其次分析货币信用扩张对价格体系的影响。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调控经济的结果之一是造成了价格体系的不稳定，这种价格体系的不稳定不仅反映在总的价格水平上，而且货币信用扩张对各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的影响并不均匀，价格比价关系人为地遭到破坏，导致整个价格信号系统的扭曲。

表6显示了1998—2004年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从中可见，1998年以来，以GDP平减指数表示的价格总水平总的变动趋势是由降转升，1999年价格总水平最大下降幅度为4％，2000年以后开始攀升，到2004年升至6.9％，应该说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从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看，反映消费品价格总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变动幅度较小，特别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直到2004年才止跌回升。然而，反映投资品及耐用品价格总水平的投资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及商品房价格指数的变动幅度则大大高于消费品，特别是反映能源价格总水平的煤油电价格指数变动幅度更大。



表6　1998—2004年各类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















	年份
	GDP平减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投资价格指数
	煤油电价格指数
	房地产价格指数
	商品房价格指数



	1998
	98.6
	99.2
	97.4
	99.8
	98.1
	101.4
	99.8



	1999
	96.0
	98.6
	97.0
	99.6
	100.6
	99.9
	100.3



	2000
	101.0
	100.4
	98.5
	101.1
	114.3
	101.1
	100.8



	2001
	100.0
	100.7
	99.2
	100.4
	91.3
	102.2
	101.8



	2002
	101.3
	99.2
	98.7
	100.2
	109.9
	103.7
	103.4



	2003
	105.2
	101.2
	99.9
	102.2
	106.7
	104.8
	105.0



	2004
	106.9
	102.4
	101.3
	105.6
	118.0
	110.8
	110.3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历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如下：

第一，货币信用扩张刺激了投资，使资源更多地流向了投资品和耐用品生产，导致投资品及耐用品（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投资品及耐用品价格与消费品比价上升，使投资品及耐用品的生产更加有利可图，进一步刺激了资源向投资品及耐用品生产领域倾斜。

第二，按照门格尔第一定理，投资品的需求增长是由对消费品的需求增长所引致的，消费品的需求增长拉动投资品的需求增长。然而在货币信用扩张的条件下，这种需求引致关系可能被人为地扭曲。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出现消费品价格增幅大大低于资本品价格增幅的情况，这表明在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作用下，投资品与消费品的比价关系发生变化，将导致消费品生产与资本生产失调。

最后再分析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强力的调控和管理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但是在不同时期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所推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计划经济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最优计划理论曾经大行其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逐渐转向总需求管理，特别是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理论根据。扩大内需，刺激经济，防止通货紧缩是这一阶段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调（刘宪法，2003）。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普遍承认，当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点，或者说处于丰裕经济（economics of abundance）状态时，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是有效的（Garrison，2001）。但是，以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替代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会破坏经济运行基础，抑制市场调整经济结构失衡机制的正常发挥。有关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另见拙文（刘宪法，2003），这里就不再赘述。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当前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由货币信用扩张所引致的经济扩张的因素，由此将导致中国经济的不可持续增长。然而如前文所分析，中国经济也存在着由储蓄增长所引致的经济扩张的因素，这一因素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难以辨别，所以很难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国是否将陷入繁荣—萧条的商业周期。因此，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分析必须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讨论

首先，要看到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由于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另外，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用Garrison综合模型表示，就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正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

第二，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经过30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发成长、自我发育成熟的过程，是一个市场经济各个参与主体认知和学习的过程。“好的”市场秩序需要一段较长时间渐进形成。因此，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经济增长势能。

第三，如前所述，高储蓄是支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国际经验证明，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其次，生产方式变化、生产过程延长必然造成经济波动。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或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的结果是使资本结构更加复杂，从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更加间接及更加跨期了。这将使得经济波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也就是说，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是与生俱来的现象，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

再次，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在高增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调整。按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扩张的时间长度及深度与经济衰退的时间长度及深度往往是对称的，也就是说，经济扩张的时间越长，扩张的规模越大，所需要的调整时间就越长，调整的幅度就越深。但是，调整可以是一系列的短期波动（fluctuation），也可能是一个大的经济周期（cycle）（Cochran，2001b）。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4年的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没有低过7％，基本保持在7％—10％之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足够的调整，结构性失衡问题不断累积，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释放。

那么中国经济能否经受中速增长，即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经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社会及经济生活中方方面面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政府就不得不用尽各种办法来刺激经济，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实际上是患了“高增长病”。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就是力求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波动控制在一个较小的幅度内。为了实现这一宏观调控目标，有关部门频繁地出台各种政策，积极干预经济。这些政策除了一些总量性政策之外，还包括一些结构性政策，主要是针对某些关键行业如房地产、钢铁、水泥、电力、煤炭、石油等。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但是抑制了经济波动自动消除机制的有效发挥，不仅使经济结构错置不能及时校正，同时还会不断累加，其结果很可能会使经济波动演化为经济周期。

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几个理论问题

Garrison所发展的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第一，打破二分法的分析范式，将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放置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内核。这种分析框架为我们观察和解释现实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但是，也要看到现代奥地利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影响其对现实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上，并没有给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活动留有任何余地。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政府在稳定宏观经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就连哈耶克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1975年发表的演讲（哈耶克，2007c）中说：

 

如果今天由我来负责一国的货币政策，我肯定会利用一切适当的手段，竭力阻止真实的通货紧缩的危险，因为这是收入的绝对减少，并且我会公开宣布我打算这样做。

 

哈耶克也承认，让自发的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失衡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因此，如何在理论上解释政府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二）自由银行问题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开的唯一药方是建立自由银行制度，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利，将货币发行权下放到商业银行，或者采取货币国际化的方式，取消对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的限制，也就是让各种货币充分竞争，制约银行滥发货币的冲动。然而，在当前的金融市场充满各种缺失并存在强势美元的情况下，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的收益是否能够超过成本，在实践中有没有可行性也是一个问题。

（三）经济系统的内在波动问题

如前所述，资本的时间结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经济波动的解决机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存在经济不均衡，如果不存在人为的对市场的不适度的干预，市场经济系统本身具有自动调节、自动恢复到均衡状态的机制。但是，这需要满足几个理论上假定：

第一，市场的信息利用是无成本的。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知识利用具有成本，有时还很高昂。斯蒂格勒的信息成本理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市场的信息不存在失真的问题。这显然也不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斯蒂格利茨证明，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必然受损。

第三，市场信息对买卖双方是对称的。阿克洛夫证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大量存在，市场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市场机制失效。

对于这种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柯兹纳认为企业家在竞争过程中，利用市场知识，发现市场结构的不完全，发现获取利润的机会，最终使经济趋向均衡，趋向于稳定。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跨期不均衡是永远存在的。谁也不能完全解决对未来消费与当期投资的跨期协调问题，谁也不能免除无可救药的无知。如果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经济理性人，而且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就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的失败，经济波动就是收敛的。假定市场上出现凯恩斯所说的非理性的“羊群效应”，市场信号出现系统失真，经济波动就会发散。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股票市场、投资市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经济波动发散就表明，市场对经济不均衡的协调机制失效。

以上这些问题如何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分析框架内解决，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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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法律与社会制度变迁


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

高全喜
[1]



 


提　要：
 本文从宏观的视角对30年中国法制变革的大趋势作了一个基本的回顾、梳理与总结，认为30年中国的法制进程确实存在着一种经验，显现出一种改良主义的法治中国的道路，尽管这个法治之道目前面临困境，需要政制的回归。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与中国法制变革有关的几种社会理论，对中国特殊论提出了质疑，主张在参与现代法治文明的主流框架之下构建中国的主体性。第二部分考察了30年中国法制变革的演变过程，指出了其从党与国家一元化体制到法律自治的变革路径以及目前的困境，认为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的法制变革，实现个人自由、国家强大与社会繁荣的法制目标。第三部分对于何种“中国经验”作了辨析，认为固执于中国特殊论的“中国经验”无益于中国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所谓“中国经验”是与改革开放、变法图强、权利保障的现代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基础是邓小平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实践理性原则，或中国传统自有的实事求是原则，用学术语言说，就是法制的渐进改良主义，即现代化法制模式的中国修正主义。


关键词：
 法制；改革；中国经验；实践理性

 

古人有30年为“一世”之说
[2]

 ，中国现代社会的新一轮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恰好30年，似乎到了一论短长的时候，时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总结之声。反思总结是必要的，但盲目乐观却是有害的，因为当今中国并没有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历史的三峡，甚至是尚在急流险滩之中途。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还根本没有资格以成功者的姿态奢谈政法事务的“中国经验”，恰恰相反，我们更应该提撕自己为什么尚不能走出这个急流险滩，中国的法制之道究竟在哪里。所以基于上述个人立场，本文对于所谓“中国经验”的解读更多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诘难，我要追问的是中国30年法制变革所造就的是何种经验，对此我愿在一个宏观的语境下作一番审慎的考察。

一、关于“中国经验”的几种社会理论预设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里的“大”不仅是指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而且还包括历史悠久、制度繁复。在本文的语境中，所谓“大国”之“大”尤其是指其政制与法制的厚重结构与历史累积。
[3]

 谈论中国法制理论以及制度实践的30年变革，首先需要确立这样一个宏观视角：我们既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王朝政制，也不是一些小型国家，而是一个大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法制之变。在具体讨论30年来中国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之前，本文先论述一下当前有关“中国经验”的几种主要的理论预设。尽管这些理论并不属于法学理论，或者与中国法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却是我们讨论当今中国法律问题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学应该具备历史的宏大视野，并且与其他社会科学建立互补的关系。

（一）“现代化模式”问题

关于社会理论中的现代化理论
[4]

 ，今天似乎已经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在当今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法学诸学科，所谓的“现代化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诟病。论者多以现代化模式的一元线性的进步逻辑为弊端，由此质疑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社会之际所选择的这个路径，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面临诸多问题，甚至演变为西方社会的隐患，因此非西方国家在选择自身发展道路时完全没有必要借鉴西方三百多年来的现代化经验，而是应该走他们自己独特的道路。虽然质疑现代化模式的理论主张在当今世界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有些主张在理论前提和实证调研的方式方法上相互对立，但就攻讦现代化模式这一点来看，却是相当一致，他们的理据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个破产论：后发国家追随现代化道路的破产和西方现代化过程的自我破产。
[5]



如何看待上述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质疑和否定呢？本文认为大致有如下三个问题需要简单作些梳理：第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否走到了尽头？第二，后发国家在自我发展中是否要刻意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道路？第三，后发国家的多元主义发展道路是否依赖于一种现代化的基础制度？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宏大的问题，本文无力也无法系统地加以论述或解决，但作为下文关于30年中国法制变革的一种理论前设，初步勾勒一个思想观点的主旨还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方现代社会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作为一种强劲的理论思潮出现了，概括起来大致有四波：第一波是以20世纪初尼采、斯宾格勒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没落论；第二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西方文明终结论；第三波是伴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而产生的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质疑；这第四波是当前以现代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霸权对于人类社会诸多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所导致的对于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和否定。这四波理论思潮无论是源自西方社会自身还是源自非西方社会，它们对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道路的指责和批判都是具有深刻价值的，也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并没有因为上述四波理论思潮的猛烈批判而停止它的进程，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些批判理论就值得加以反思，即我们需要怎样的批判理论。对于源自西方社会自身的批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这类批判属于西方现代社会的自我纠正意识，是西方社会的牛虻，它们是在分享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法权、福祉之前提下的批判，这类批判无论内容多么尖锐，甚至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对于西方社会都是必要的，他们所倡言的西方现代文明终结论对于西方自身来说从来都是利大于弊的，一个社会需要自己的病理医生，西方社会确实早已到了现代化模式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那些尚未步入现代社会的后发国家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就需要给予多方面的评估和检讨，即他们是基于何种立场进行批判，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即现代化模式是否仅仅是西方的发展模式，后发国家的发展是否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非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道路。如果把现代化模式仅仅理解为一种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机械性的历史进步逻辑，显然，这个模式对于后发国家是不适用的。由于历史传统、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等差异，后发国家不可能克隆或照搬西方的发展路径，后发国家无论怎样学习西方或不学习西方，走的都必定是自己的道路。这一点，其实大可不必追随各种反现代化模式的理论，各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如此，它们属于基本的常识理性。问题在于，当这些国家有意识地主动拒斥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拒斥所谓的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灾难后果时，他们的独特道路事实上是失败的，是无法与“现代化”这个所谓的魔鬼相抗衡的。就当今世界来说，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现一个成熟的非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一个非“西化”的现代化社会，因此，当理论家们言之凿凿地追随西方语境的反现代化模式理论时，他们是否清楚这些理论究竟会将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可以拒斥“西方”，拒斥“线性进步逻辑”，拒斥现代化病疫，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完全抛弃现代化模式而构造出一个崭新社会呢？

这其实就涉及一个有关社会演变路径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第三个问题，即后发国家的多元主义发展道路与现代化模式的基础问题。多元主义、非线性逻辑、反西方中心论、后发优势、本土经验、地方知识、独特道路等，这些是现代社会理论中非常时髦而且在西方学院派和后发国家的社会理论中占据主流的观点和主张，尽管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相互之间差之千里，但反现代化模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6]

 抽象地看，这些理论观点都非常有道理，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相当精辟的，任何一个有现实意识的人似乎都没有理由反驳这些观点，尤其对于后发国家的理论家们来说，这些说辞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问题在于，明明是一个处身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体，由于尚没有享受到现代社会的福祉，并且会面临现代社会的风险，就因此要逃避现代社会吗？在我看来，多元主义是必要的，但这种多元主义应该是建立在现代化模式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义，是通过多元主义的修补而完善的现代主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不可能走一条拒斥现代化模式的独特道路，我们可以拒斥西化，拒斥现代化的一些病毒，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同时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修正“现代化模式”，反对西方霸权，构建超越东西方差异的具有普世性的共同道路。

总之，上述三个问题的具体展开是本文无法顾及的，但我的基本观点还是明确的：固然现代化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完善的道路，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诸多灾难，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探索我们的发展道路时，不能自绝于现代化进程，而是应该融入进去，在现代化模式的普世主义机制中造就自己的独特制度，在现代化模式的平台上开展多元主义，塑造自己的主体性。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反现代化模式的所谓两个破产论，对于中国来说并不真切地存在。关于西方社会的终结或破产，那是西方人或批判者的自我警示，后发国家的理论家们大可不必当真，如果信以为真，只能说明其政治见识的幼稚。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破产，对于中国来说还根本构不成一个结论，中国尚在现代化的途中，前景虽然并非光明灿烂，但也绝不是死路一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世界，看来只有现代中国似乎有可能走出一条现代化模式的修正主义道路，而不是反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但这有待于我们的政治成熟，有待于中国人的大智慧。

（二）“本土资源”问题

从学术路径上看，本土资源问题本来属于社会学问题，而且不属于规范性理论，只是属于实证社会学的范畴。但是，由于诸多论者把本土经验、地方知识、具体技艺、生活常识等问题上升到现代社会之新旧转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因此，本土资源问题就具有了社会理论的意义，并且纳入到反对现代化模式的理论谱系之中。
[7]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作为实证社会学的一种方法论运用，本土资源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的鼻祖孔德所开启的实证主义就试图突破哲学形而上学的古典社会学路径，致力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化研究，此后的现代社会学分化为诸多具体学科，如人类社会学、工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依据一定的学科标准，对于特定社会对象加以取证、分析、调研，从而得出一些实证性的结论，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性，所谓“本土资源”不过是某个分殊的社会学研究的议题。

但是，社会理论就不同了，马克思开辟的社会理论所诉求的乃是对于一个社会的整全性结构分析，并试图通过对于全部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解剖而赋予其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
[8]

 马克思以降的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杜克海姆（涂尔干）、卢曼、哈耶克、葛兰西、哈贝马斯等近现代的诸多理论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类社会理论家，这一路径的社会理论与狭义的社会学有着重大的区别，虽然他们之间有意识形态的区别，但构建一种整全性的理论却是其共同的基本特征。在上述这个谱系的视野下，有关本土资源的理论内涵与外延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它们指陈的不再是一些具体的研究对象，而是呈现出典型性的结构意义，包括对于各种本土资源的取舍、衡量、解读和论断等等。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宏观社会结构来说，有关本土资源问题的考量与辨析，就不期而然地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本土资源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究竟是属于分殊的社会学议题还是社会理论议题。尽管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艺学等，都有一个基于本土意识和本土资源的分殊性的学科研究类型，关于这一类研究不属于本文的议题，也构不成宏大的社会理论叙事。然而，对于很多属于这一形态的分殊社会学议题，其论者并没有搞清楚自己学科的边界，甚至有些论者有意混淆学科差别，试图用分殊化的社会学研究取代社会理论，以此构建一种基于具体学科之上的宏观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由于本土资源构成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之支撑，因此，所谓的“本土资源”就会面临严峻的质疑。在我看来，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本土资源之“本土”是否预设了一个对立的“他者”，或者说，在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之间，这类本土理论是否从其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上，就设定了一个有关“本土”与“异域”的天然鸿沟。本来作为分殊性的社会学研究，本土资源只是特定的研究对象，与异域资源的关系或者是没有多少实质关联，或者其差别是有限度的，并不存在绝对的整全性裂痕。任何一种对象的局部之间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如此之本土研究就有着学科与层级的边界。但是，作为整全性的社会理论，或整全性的社会政治—法律理论，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对立性的张力关系，强调本土就意味着排斥异域，本土由于上升为普遍性的东西，那么他者就是特殊性或伪普遍性的东西，由本土资源所构建的社会理论就意味着他者的非正当性。在中国或后发国家的发展这一语境中，本土资源的社会理论显然属于非（或反）现代化模式的理论，现代化模式所构建的是一个他者，一个敌对的异域，而本土资源所开辟的则是另外一条迥异于他者的独特道路。问题在于，这种拒斥现代化模式的本土资源，究竟如何能够作为主体（而不被视为点缀和花瓶）步入当今世界格局，并且强有力地参与世界秩序的规则制定，展开多元主义的竞争？

第二，何为本土？何为本土的普遍性？本土资源是否意味着地方性的、特定时期的特殊性知识或制度的正当性？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其来有自的文明都难免是本土性的，都源于各自的传统，并且自主性地发展演变，成长为一个活的生命体。所以，从来就没有抽象的本土资源或抽象的绝对他者，任何一个壮大、健康、富有生机的社会体，都是在与其他社会生命体的交流和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故步自封的本土必然要走向衰落和死亡。如果本土能够成为一种活的资源，就必然是在交流融汇中成长的本土，是突破了自我束缚的本土。同样，所谓的他者，所谓的异域世界，它们之所以对于本土资源构成挑战，也就在于它们是富有生机的，是可以为本土所共享的。
[9]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他者的强硬和权势，而在于本土的守旧和拒斥。真正从活的本土所开辟出来的正当性资源一定是能够向他者敞开的资源，一定是会通他者并“化敌为友”的本土资源。
[10]

 中国可以标榜的本土符号可谓无尽数，但并非这些东西都有资格成为活的资源，在一个转型和开放的大社会中，只有那些与时俱进的本土经验、地方知识、特殊技艺、具体制度等，才在主动吸纳他者的过程中演变为活的资源。

第三，有关本土资源的社会理论，除了前述的开放性议题之外，还有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问题，即究竟是从民族国家的层面还是从地方主义的层面来看待本土资源。其实作为分殊性的社会学议题，关于本土资源的研究原本并不存在上述大小之辨的问题，某个研究对象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事实，对此的局部研究其结论是有学科边界的，例如，美国加州学派关于近代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研究，中外法史学者对于大清律的研究，社会学家对于清代地方治理的研究，等等。
[11]

 但是，如果把本土资源上升到宏观社会理论的高度，并形成一种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和价值论，那么关于本土尤其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所谓本土资源，就面临如何应对国家传统和地方传统的二元格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有关本土资源的研究语境是关涉一个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上述问题就格外显得严峻和沉重。究竟是哪一种本土资源表征我们这个社会生命体，是地方性的习俗惯例还是王朝制度的洪范大典？是抽样例举的个案还是连篇累牍的统计？是文艺话本的勾勒还是三皇五帝的本纪？也许堂堂正史不足以表达中国五千年之本土资源的本相，但乡村野语肯定也难以尽显本土资源的本性。因此，从方法论上看，本土资源的社会理论就其自身来说，似乎无力承载如此重大的议题。当然，论者可以由此否认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拒斥任何社会理论的大词，但这样做并不等于没有这些大词和重大议题，这只不过是把有关本土资源的研究还原到分殊性的狭义社会学领域而已。
[12]



（三）“后现代社会”问题

当今的西方社会理论可谓弥漫着一种后现代的幽灵，这股当前强劲的思想潮流自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它在西方社会的出现和盛行是有道理的。尽管这股思潮中的各种思想理论路径不一而足，社会意识千差万别，愿望诉求千奇百怪，但就其对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指控和批判来说，却是十分一致的。应该指出，这股思潮确实揭示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模式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例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平等，西方中心主义与后发国家依附性之间的不公正，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经济与科技的霸权和世界秩序的失衡，环境污染的加剧，极端个人主义的膨胀，金融危机的频仍不断，高科技的风险，核武器的恐惧，等等。这一切似乎都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扩展同步并生，都可以归结为现代性之病。
[13]

 因此，基于一种反现代立场，对于现代文明予以反思甚至批判，在思想理论方面就变得理所应当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种反现代化理论以现代性问题的论争出现，尽管它们也调用各种前现代的资源，乃至异域资源，但最终得出的却是一种后现代社会的话语，即它们是在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之上拒斥现代社会，并勾勒出一个后现代社会的图景。显然，这是西方诸多现代性论争的一个吊诡，也是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死穴，一方面它们喋喋不休地指陈现代性之病如何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属于现代性的弃儿，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所谓的后现代之议题。

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后现代社会，在我看来，后现代问题是一个攸关西方文明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与我们不无关系，但中国百年来的攸关问题却不是后现代问题，这一点乃是社会理论的一个常识。当然，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文明体，在经历了近一百五十年的社会大转型之后，不能说我们一点也没有所谓的后现代问题，诸如环境污染、高科技风险、核武器灾难、家庭与社会秩序的失范、个人主义的颓废等，这些后工业、后消费时代的乱象在中国也是触目惊心。但是，就整体的社会本性来说，中国还处于一个成长中的现代社会，或者说，还是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而强有力的现代社会的骨骼，即法治文明秩序还没有成熟地建立起来。用一个比喻来说，现代中国就如同一个行走的巨人，他的前足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他的后足则还跋涉在前现代社会，他的庞大躯体和大脑则尚在现代社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诊治疾病，使得自己真正强有力地担当起构建现代社会的重任，这才是攸关民族存亡的大问题。
[14]



令人疑惑的是，一些鼓吹者极尽所能地追随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把西方社会诸多后现代问题平行推移到中国，以为中国已然处在了与西方同步同构的社会结构之中，甚至认为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已然成为世界后现代的前哨。他们宣称，中国之罪恶乃是现代性之罪恶，现代性不分东方西方，乃是当今世界的各种社会病毒之渊薮，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抵御与西方世界的同流合污，拒斥现代性毒素，否定现代化模式，加入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大合唱，一起反对中外勾结的共同敌人。
[15]

 在这些中国的后现代理论家们看来，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后现代社会的样板，他们需要增加的新东西就是挖掘那些中国特有的前现代的本土资源并继承下来，绕过现代化的泥潭，从而构建一个去现代性的新主体，一个与西方后现代社会比肩而立的美丽新社会。

上述言辞无疑属于一种社会浪漫派，或者政治浪漫派、经济浪漫派。对此，如果单纯从批判性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是有助益的，他们真切地指出了现代化模式的一些弊端，质疑现代性的灾难后果，这些对于现代化潮流的盲目乐观者无疑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步入现代化大潮的后来者来说，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的风险，意识到现代性的潜在病因，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后现代社会理论并不甘心只作为一个牛虻，而是要全面颠覆现代化道路，彻底拒斥现代性，尤其是中国的上述论者，他们旨在解构现代化模式，重新建构一套新共识，例如，建构一个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企图绕过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的前现代和西方的后现代之间构建一个中国特殊论的社会道路。
[16]

 他们既误读了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前提条件，也低估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历史经验，西方的后现代社会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作为一种常识理性，中国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乃是在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克服现代性问题，在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中消除现代化制度的弊端；现代中国的主体性不是躲避在现代社会的怀乡病或梦想曲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与世界主流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中，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规则构建的博弈中建立起来的；只有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才有资格和能力扩展我们的后现代社会，发扬我们绵延不断的传统。
[17]



关于全球化问题，中国的后现代理论就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的蓝图，他们似乎应该拥抱，但是吊诡的是，他们拥抱的只是全球化的某些“理想成分”，对于当下可见的全球化，他们是断然拒斥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理想的全球化。他们理想的全球化是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或者说是享受现代社会的经济、科技乃至文化成果而又祛除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在哪里？不是在整体性革命的迷梦中，就是在前现代社会的幻想中。对于主张中国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建设的理论来说，全球化虽然是一个挑战，面临诸多的严峻考验，可是立场却不是吊诡的，即应该建立或完善我们参与全球化的资格和能力，在政治、法律、经济等核心制度上，构建与世界尤其是与先行的西方社会并轨的构架，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同时，忍受其必要的代价，把副作用降到最低点。如果说全球化是未来世界走向后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可能通过批判而获得解放，只能通过建设、参与和改造，才能分享其应得的成果。

当然，现代化、全球化不是阉割自我，舍弃中国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只能是一种竞争中的主体性，主体性存在于关系之中，存在于主（体）客（体）博弈之中，反现代化、去全球化、沉湎于本土资源就能成就中国的主体性了吗？离开一种现实的世界关系，所谓的建构主体性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主体性不是逃避出来的，而是成就出来的，即便现代性是一个深渊
[18]

 ，我们也必须跳进去。其实，世界并不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国的。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多次轴心时代的变迁，在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个民族都曾经致力于伟大的奋斗，一轮轮的普世性的规则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参与构建，并占据要津。在最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诸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走在了前面，中国应该迎头赶上。西方诸民族，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乃至亚洲的日本，他们并没有因为积极参与这一轮进程而失去了主体性，反而建构了各自的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一定会因此而失去自我，丧失主体性呢？
[19]

 难道我们要自绝于世界潮流，在自我隔绝的后现代话语中，在本土资源的怀乡病中去构建我们的主体性吗？

二、30年中国法制的变革之道

前面本文初步论述了有关中国发展与法律变革的一些宏大叙事，在我看来，它们对于我们具体探讨30年法制变革之中国经验是必要的。中国法制的30年变革，从总的方面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大转型的一部分。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巨变，即晚清变法、辛亥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么，最近30年的法制之变是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变革的一个新的转机，而且这个转机并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我们已经走完近六十年的历程，而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在20世纪末重新走向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中国社会30年来的整体发展，中国已经开始影响世界，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其中，法制占据重要的地位。回首中国近现代历史，第一轮的中国之变，其枢纽便落实在法制上，“变法图强”是晚清之际一代中国人的心声，无奈内外交迫，国运多舛，一百多年的政治激进主义打破了法制中国的改良进程，致使中国在20世纪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内外战争频仍不绝，国民经济几近崩溃。1978年邓小平等人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历史又回到近代的起点，“变法图强”再一次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正道。我认为，只有从上述的宏观大背景来审视中国30年的法制变革，才能看清它的真相，这个法制之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制与法制改革，而且是接续晚清以来的变法图强，它打破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狂潮，而且是对中国百年政治激进主义的矫正。
[20]



从学术思想的层面来看这一轮法制变革，前述所谓中国独特论的几种理论观点，就显得抓小失大，不着要领，看似新潮高妙，实则空疏不当。我认为，从政治逻辑来看，我们近现代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应的是西方17—19世纪各民族国家曾经面临的现代化问题，而我们现在所必须应对的国际秩序却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在时间上是不对应的，这就使我们的任务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国家，这是西方各现代国家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状况却逐渐出现了去国家化的趋势，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的弊端以及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弊端日渐显示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建设以及现代化道路遭遇后现代政治的阻击，建设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的正当性和开放的现代社会的合理诉求，面临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的挑战。此外，我们又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我们在建设现代国家时必须解决好与传统体制的关系问题。因此，面对这诸多复杂纠结的问题，需要我们审慎地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格局、现代模式与多元主义、历史传统与普世价值、本土资源与异域制度等多方面的关系。
[21]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法制30年的变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上述问题的挑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过去30年远没有解决的，而且这些问题在我们逐步解决了全能主义（totalism）法制的社会控制之后，将变得更加尖锐和紧迫，前述诸种反现代的社会理论会从背后夹击中国法制的进程，甚至颠覆30年来尚不丰厚的成果。因此，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回顾中国30年来的法制变革，探讨我们是否成就了一种“中国经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党与国家的一元化到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

现代社会的分殊（differentiation）大致呈现政制、法制、经济与文化等几个方面，中国30年来的变革，从总体上看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大潮，一系列法律规则的修订、制定与颁布，等等，这些看似不同领域的变化，实际上都属于现代社会的转型之标志，它们具有内在的关联。其实这些纷纷扬扬的人事物象，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国世道变迁中也都似曾相识地出现过，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如果把主题限定在政法事务上，具体地就30年中国法制之变革来看的话，中国的这一轮变革也有自己的独特本性，而且是迄今为止的现代社会转型从未出现过的景观，它既不同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变法，也不同于法国大革命之法制创新，还不同于新旧俄国两轮之法律变革。我的初步看法是，这30年法制之变革，集中体现了一个从党与国家一元化到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的变革路径。

首先，中国法制变革的起点是从中国旧体制的改革开始的，这个旧体制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现代政治制度，也不同于传统的王朝政治，而是一种党与国家合一的政治制度。这个党与国家合一的体制属于现代政治激进主义的革命成果，在苏联造就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则表现为两种形态，一个是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一个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后者的宪法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体制，本文称之为中国政制，即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的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或曰国体。但因为这个国体的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所以本文更愿意称之为政制，即政治体制，它不同于西方的政体，或政府论意义上的政体，因为党的本质是对国家的领导，而不只是对政府的领导。
[22]



在这个政制之下，法律制度是否存在呢？它处于何种地位呢？显然，法制是存在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体，尤其是政治体，不可能没有规则与秩序，中国政制也是如此。其实，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王朝政治，也都有自己运行有效的法制。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政制，也有法制的位置，但从本质上说，这个法制是从属性的、工具性的，服务于党与国家政制的一元化领导。用党的意识形态语言说，就是法制要讲政治。用政法理论来说，我们有着把两种理论统一起来加以论证的修辞：一种是从苏联引进的“国家与法的理论”
[23]

 ，这种理论是党与国家一元化的政制统辖法制的理论；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24]

 ，这个理论是以激进革命的方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25]

 。两种理论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把法制置于政制的边缘一隅。

中国30年法制变革的撬板是从摆脱政制的强制约束开始的，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民主法制，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提出的这些主张，大多写进了党的各届全会决议和相关文件之中，成为那个时期的纲领性文献。
[26]

 具体地考察，中国30年的法制变革，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上是成果丰硕的，在公法领域，我们修改了《刑法》，颁布了《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立法法》，2004年修改《宪法》，人权入宪，等等；在私法领域，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则，如《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尤其是加入WTO后，近年又制定了《物权法》，等等。
[27]

 上述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使得一个与中国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相匹配的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应该指出，这个法律体系和法制制度，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支柱。

随着中国30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一个较为成熟的现代社会的二元结构——国家与社会——初步建立起来了。从制度层面来看，支撑上述二元结构的核心支柱有两个，一个是政制，一个是法制。前者构成了一个主权化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后者构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
[28]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过去30年大致走过了一个与西方历史类似的从政制分离出法制的过程，也是在转型中形成了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只不过在西方是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分离出来的
[29]

 ，而在中国则是从党与国家的一元化政制统辖中分离出来的。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党政军一元化的政治国家，党管经济，党管人事，党管行政，党管司法，党管军事，党管外交，党管社会，等等。在中国的几乎一切领域，党都具有绝对的领导性，它的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人民主权，来自它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和国家构建。30年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把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把政治统治转化法制治理的过程
[30]

 ，尤其是要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或从政治国家中逐渐分离出一个市民社会、一个市场经济秩序、一个公民公共空间。因此，法制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现代社会之生活和生产、经济贸易和公共领域的规则体系，不但变得十分重要，而且越来越具有独立于政制的主体性，法律自治成为法制的本体特征。
[31]



从理论上看，上述法制与政制的分离，也表现为一种新的具有改革开放特征的法学理论或法理学。这个法理学首先矫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特殊政治状态，恢复法制的日常状态，继而破除传统的“国家与法的理论”，从党与国家一统的法制理论转变为法学理论，即独立的具有自主性意义的法理。这个法理学恢复了法律自治的本体意义，探讨法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正义与平等关系、权力与权利关系、利益与道德关系、应然与实然关系等，并随着30年法理学的深入推进，强化了权利理论、法治理论、正义理论、宪政理论、人权理论等现代法理学的核心理论。
[32]

 考察30年法制变革进程中的中国法理学，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尽管其间不时有政治化法制的国家与法的一元化传统观点，不时有强调本土资源、民族特性和民间习俗（法）的各种理论或后现代批判法学等
[33]

 ，但中国法学的主流始终是一种现代化的法律自治理论，表现为对于政制的疏离，对于政治权力的抵御，对于政府行政的约束，对于个人权利的维护，对于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对于个人从生命权、财产权、表达权到各种合法的社会权益的确认、保障和维护，等等。因此，法治理论、权利理论、人权理论、宪政理论成为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基本理论。
[34]



（二）从法制到法治的治道变迁以及内在吊诡

本来政制与法制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就其理想状态来说，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助益。政制关涉政治国家、主权构成及其正当性问题，法制关涉社会秩序、权利保障以及行为规则问题，两者通过宪法制度而联系起来，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
[35]

 但就人类历史的实际状况来看，上述关系只是一种应然，并非实然。就西方诸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这个政制与法制的二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有着一个法治的凸显问题，即法律的统治取代权力意志的统治。因而在理论上就有着一个法制与法治的本质之辨，即rule by law与rule of law的辨析，用中国的词汇说，就是一个法制（刀制）与法治（水治）的不同。其实法律制度的两种形态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与政治权力之关系的差异，甚至是实质性差异，刀制与水治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塑造有着迥然不同的作用，前者是权力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后者是限制权力恣意的法律制度。关于两者的本性特征及其在西方近现代政治与法律的演变和意义，西方思想理论家们的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在此不予讨论。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内容在中国30年法制变革中，也是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出现的，它们不仅表现为中国法学理论上的一场重大争论，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实践。
[36]



从过去的社会主义政法一元制中生长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个独立的法制秩序，而后者不断追求自己的自治本性，要求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我把这个时期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称为治道变革。所谓治道，是与政道相对应的，如果说政道关涉政制及其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即一个现代国家的本性问题，那么治道则关涉社会治理的规则秩序问题，即通过什么方式形塑社会的问题。
[37]

 中国的治道变革的核心内容不只是有关政府政策的行政管理问题，而主要是法治问题。从法制到法治的演变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法治取代了党政一体化的政策管制，而通过法律塑造社会。

首先，法治的本意是制约政治权力，这就意味着为私人空间敞开了追求和实现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大门。由于改革开放是从恢复市场经济开始的，因此，以民法、经济法、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制度及法学研究为中心内容的法制改革占据了先导地位，私法自治成为基本的法制原则。民商法的自治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治理之道。过去是以政府行政权力和规章制度来统辖社会，中心在管制，而私法自治则把法制的主体转交给社会，具体地说转交给个人。私法的法权主体是个人或法人，定分止争，维护私人合法权益，这才是法律的本性。随着一系列民商法乃至国际私法的制定和完善，中国30年法制变革的初步成果才显现出来，我们有了一个通过私法调整和规范的正常社会或经济社会、市民社会，有了一个个人权利和利益得到合法保障的法律秩序，正是这个法律秩序的逐步建立，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才得到飞速的发展，才逐步形成一个现代社会。
[38]



其次，法治的推进必然要涉及政治权力的法治化限制，因为单纯的私法自治是远远不够的，人不单是一个经济动物，还是一个公共社会的成员。利益问题，尤其是权利问题，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系，要涉及到政府的管理体制。维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必然要规范政府的权力与职责。因此，30年法制变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政治层面的法治化推进，即在公法领域的法制之变。这个领域的变革体现为《宪法》的修改、各种行政法规的颁布、司法体制的改革，以及《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立法法》的颁布，等等。法治在中国的语境中，其实质就是约束政府的恣意权力，在政府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由法律划出一条边界。所谓治道变革意味着把公民视为现代社会的主体，依法执政，执政为民，建立一个法治政府。
[39]



客观地看，中国3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变革，在上述两个层面上确实是在一步步推进这个现代社会转型的法治化进程。一方面是以私人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保障个人权利与利益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则是约束政府权力恣意妄为的一系列公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30年法制变革一条清晰有力的轴线，否认这个基本事实是不对的。从理论上看，这个现实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哈耶克有关法治的学说，即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法治化理论。
[40]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演变和改革，我们又不能给予过高的估价，或者从根本上说，中国30年法制之变还远没有完成，还远没有达到法治中国的目的。因为中国的法制之变绝非是从刀制到水治的一个词汇的转变，而是两种法律制度的转变。问题在于，中国法制的水治之道属于一种外来的制度文明，我们的传统中并没有类似英国传统的“古老宪法”
[41]

 ，因此，水治之道在中国法制的总体格局中就难免陷入窘境。如果说政制到法制的二元分化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法治实质性地介入中国政制，但是由于这种介入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到位，就使得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变成了貌离神合。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制和法治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张力，或者说内在吊诡，这也正是中国30年法制进程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理论上解决了，但在现实中并没有解决。

本文在此使用了中国法制变革的“吊诡”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分裂状况，即中国的水治之道在相当情况下是一种法律修辞，在我们的普法宣传中，在我们的法学理论中，乃至在一系列的法律条款中，水治成为一种知识上的共识，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水治却被刀制化约，依然扮演着刀制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就有很多虚假的成分。我国现今所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从《宪法》到《行政法》、《立法法》，到《物权法》、《劳动合同法》，都还拖着一个刀制的大尾巴，或者说法制之上还有个金箍，成为政治修辞学上的一种点缀。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法制30年基本上是在原地打转，没有进展。但是，我认为中国法制的吊诡与前述的党与国家的一元化辖制相比，毕竟洞开了一线生机，水治之道在中国法制的背后已然缓慢地在演进，我们通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水治的力量在扩展，一步步争取自己的领地。所以，这个吊诡开启了水治之道的扩展空间，水治逐渐剥离法制乃至政制的传统枷锁而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之制度转型的内在契机。

（三）中国法制单向度的发展、演变以及终结

中国法制的吊诡从一个方面凸显了中国法学理论30年来关于法治认识的片面性、单一性，或缺乏中国语境下的“创造性转换”
[42]

 ，用我的话来说，中国的法治理论还处于启蒙时代的意识，还需要一种“政治成熟”
[43]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法学理论中，一系列“去”法治或“反”法治的法学理论甚嚣尘上，这股来自不同理论资源的对抗法治中国的法学思潮，虽然自身的正当性有待考察和辨析，但确实击中了中国启蒙法治理论或教条主义的法治理论的短板。
[44]



我们看到，中国法治理论在强调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等法治的基本特性时，并没有有效地把法治的一般性原理具体转化为中国法制语境下的法治之道。在中国的法理学论文和著作中，大量充斥着有关西方法治、权利理论的转述和论证，尤其是西方当代的诸多法学理论，它们关于人权、权利、自由、规则、废除死刑、司法审查、法院独立等方面的论述，被直接地运用到中国现实社会的法律分析当中，成为一种主流的理论框架。考察中国30年来的法制变革，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理论与现实的重大反差。也就是说，旧法制在理论层面上虽然丧失了主导性的话语权，但在制度的运作中依然是强有力的。理论上的法治主义在中国30年的法制变革中一路走红，占据着话语的主导地位，但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上却是相对薄弱的，它们对于现实制度改进的影响还非常弱小，不是被扭曲就是被消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中国法治理论的幼稚病，或者说，中国法治改革的单向度的片面扩展，而没有能够把法治问题进一步引申到政制与社会的更深层面上去。在理论上，法治不同于法制，建立法治的自主性，从政制领域中逐渐夺回自己的地盘并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都是中国法治主义的基本内容，但是这些诉求单纯在法律范围内是不可能自我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法制的变革一方面需要法治主体性的自我建构，另一方面更需要走出自己的狭隘范围，与更广阔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其他变革要素结合。只有推进了中国社会全面的变革，尤其是中国政制的变革，中国法制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全面建立起来。

粗略考察一下中国法制30年的变革进程，其理论形态大体说来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法律理论的启蒙时期，即从旧政制的权力话语中逐渐建立起法学的独立领域，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法律等问题的大讨论使得法学在继哲学、经济学之后成为一门显学，在改革中占据了前沿的地位。第二阶段是部门法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理论在推进市场经济以及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法律构建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三阶段是关于民本主义的法律构建，这个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从近几年开始强化的，如《消费者权益法》、《环境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这些法律旨在落实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使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果为每一个国民所实际享有。
[45]



上述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无疑说明了30年中国法制的法律自主性及法治主义的模式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扩展和推进都基本上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下逐渐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法治主义的进程面临着前面提及的吊诡问题，即政治的开放程度为中国的法制进程提供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法治主义的真正核心恰恰在于对这个边界的扩展以及自身主体性的建构上。由于受制于政制的严重约束，因此，法治主义的内在动力就受到很大的制约甚至改变了正常的路径，成为扭曲的法治主义或修辞学的法治主义。这一点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困境几乎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扭曲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某些市场经济理论是片面的，因为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那就是它们有一个成熟的正常的宪政法治秩序，但在中国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政制前提。30年来的中国法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一个国家的法制昌明需要一个优良的政体制度，而中国的法制改革缺乏政治法学和宪政主义的指导，致使法条主义盛行，形式主义泛滥，政法修辞学大行其道。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法制变革如果不触及深层政治改革的话，也就走到了尽头。

从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来看，中国法治主义的构建以及面临的政制与法制二元分化的吊诡，都属于现代化模式的议题，即便其中出现了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也是这个进程中所催生的问题，而且它们的真正解决有待于政制的回归，通过政制改革来破除修辞学的迷雾，促进其现实的落实。但是针对上述法治主义的诸多弊端，却引发了另外一种法学思潮，即彻底质疑和抛弃中国法治之道的所谓本土资源、后现代主义、批判法学、世界体系等法律理论。这些理论无疑看到了中国法制30年变革的盲点，但它们并不是诉求法治的深化，而是质疑和反对法治主义本身，进而质疑和反对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它们看来，不是中国的政制有问题，而是法治有问题，法治主义不过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法制改革的进程由于选择了西方法治主义的道路，因此才问题多多，上下失矩；中国完全可以在保持现有政制的情况下，走出一条独特的法制之路，在拒斥现代化模式的情况下，发展出中国的现代社会，而且这个法制和社会的图景，早就存在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法制之中。

看到中国现代法治之道的问题，揭示其教条主义的幼稚和武断，这没有什么错。挖掘本土资源，从传统中发掘出中国法制的一些新思路，这当然值得喝彩。批判现代化模式的诸多弊端，指出中国不能重复西方现代化的老路，等等，这也本文赞同的。但是，本文不能赞同的是，上述所言真的能够成为我们抵御甚至拒绝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法治主义之充分理据吗？在中国30年法制变革面临难以持续的关头，在政制的铁盖头仍无法掀开的时刻，在中国面对全球化的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冲击的情况下，在作为崛起的大国尚骨骼缺钙但又必须参与构建世界格局的形势下，我们难道仅仅以拒斥现代化模式就能成就一个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吗？如果说本土资源是源远流长的，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本土资源并没能使我们抵御西方列强的冲击，而在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下，这个嘉宝又如何能使我们不重蹈覆辙？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政制与法制的重新构建问题，通过法治主义真正实现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达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从而建设一个强大、自由、法治的国家与社会，这才是中国当今问题之问题。

在上述国家与法治的现代化变革的前提下，我从来就不反对继承传统，而是对传统抱有极大的尊崇和温情。本土资源当然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嘉宝，后现代的社会图景也使我们心旷神怡，它们伴随着中国法治主义的真正落实，将成为矫正教条式的自由主义的法宝。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上述理论的主张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以此颠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扭转法治主义的方向，所以他们眼中的中国法制变革的终结与我前述的终结具有完全不同的蕴涵。

（四）政制的回归：宪法政治与具体法治

本文前面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30年中国法制变革的政制与法制的二元分化，第二是由于法治不昌而导致的中国法制的内在吊诡，第三是法治理论的教条主义致使中国法学进退维谷。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可归结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重新指向了中国的政制。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一个轮回，我们又回到了原初的起点上。就中国法制30年的变革之道，乃至中国全方位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路径来看，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揭开中国政制的铁盖头的时候。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实现进一步实质性推进的话，中国的法制和经济改革就走到了死胡同。中国的法制变革之道是政制的回归。

当然，我不认为中国这30年的法制变革是一种原封不动的折腾，没有任何收获；我更不认为中国的这一轮变革只不过证明了现代化模式和自由主义法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因此中国要走一条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土主义法制道路。在我看来，中国法制30年的变革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从党与国家一元化的辖制中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百年未有的成就，只不过这个改革的过程远没有完成。固然法治主义、现代化模式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但毕竟它们的成功形态是与西方诸民族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塑造了当今的世界格局。
[46]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法治主义就不能照搬西方的版本，我们要融汇中国元素，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要通过中国的特殊性来加以显现，即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融汇为一种中国的个体性，构建我们的主体性。
[47]



从上述主体中国的原则来看，中国法制30年的变革之道，所面临的政制回归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就近来说，经过30年的历史变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政制已非30年前改革之初的情形，30年的中国经济与法制变革已经从根基上触动了原先的政治体制。
[48]

 社会变革是与政制变革同步的，我们不能说中国是经济发展、法制变革，而政制还是原封不动，只不过前者是以显白的方式甚至是以修辞的面目在明处展开，而后者则是在背后悄悄地进行。

既然如此，为什么本文还要提出“政制的回归”，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地说政制依然是束缚中国经济与法律发展的阻力，政治体制与经济、法律的二元分化仍然存在着某种吊诡呢？这就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什么是中国法制诉求的良性政制。固然中国政制30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总的来看，这种变化或改革还依然保持着旧体制的刚性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与国家控制社会的权力模式，法治主义在政制那里还没有真正得以落实。因此，本文所谓“政制的回归”不是回到30年前的政制，也不是用现行的政制吸纳法治
[49]

 ，而是诉求一种内在的政制变革，通过法治主义规范政治，真正实现宪法政治和具体法治，为现代社会建立一个良性的公共政体。本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构建中国的主体性提供一个政制的基础。

本文认为这种政制的回归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宪法政治与具体法治。
[50]

 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学原理，即人类的政治事务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政治，一种是非常政治。就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来说，日常政治属于生活的常态政制，人们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各自从事自己的目的性活动，只要遵循法律，便具有自由的活动空间，具体法治是常态政制的基本形态。但是，一个社会并不总是处于日常政制，在历史的诸多时期，人类政制还有一种非常态的特殊政制，此时政制的意义凸显，个人生活关涉其中，需要政制的决断，因此，又称之为宪法政制或立宪政制。
[51]



就中国的语境，尤其是中国30年法制变革的语境来看，我认为我们需要从综合上述两种政制的角度来看待政制的回归。首先，中国政制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处于非常政制的历史时期，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宪法政制，立宪时代的政制主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因此，考察30年来的中国法制变革，重新提出政制的回归，其要义仍然是重提宪法政制的核心问题，即真正以宪法作为政治行为准则，按照宪法构建一个现代的政治秩序。应该指出，30年前的法制变革，并不是宪法政制的产物，当时政制与法制二元分化的动力机制也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党与国家的政制问题，只是因为宪政不昌，所以才出现了法制变革难以为继的状况，才出现了法治主义的修辞学，才出现了政制之道的潜规则。因此，今天我们提出政制的回归，首先是正视非常时期的政制内蕴，开启宪法政制，以宪立国，依宪治党。
[52]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政制的回归，不仅是回归30年来重新凸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政制问题，而且是回归晚清立宪的宪法政制问题。中国有一个王朝政制的传统，也还有宪法政制的传统，关键是如何构建我们的活的宪法，这里就必然关涉制宪权问题、政制正义性问题、革命与改良问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宪法政制问题
[53]

 ，等等。

在宪法政制的大背景下，政制的回归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路径，那就是具体法治，也就是说，使得社会的每一个法律规则都能够不受制于政治权力。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每一个国民的权利保障方面，让法治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细节，使法的统治落到实处，落实到具体环节，落实到每一个司法的诉讼和案件之中。法治不是空泛的，而是具体的，不总是宏大叙事，而常是润物无声。中国的法治主义固然要回归宪法政制，致力于宪法构建，但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的伟业，其自身不是目的，宪法的伟大要落实到具体的细节，立宪政制的非常时期要有转化为日常政制的机制和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制的现代转型很类似德国和法国，我们频繁跋涉于政制的革命性巨变之中，立宪政制不但没有完成，而且日常政制也没有建立起来，法治离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远。因此，政制的回归还需要建立起一种常态的政制，即具体法治，在常规情况下划分出你的与我的，尤其是政治权力与个人领域的边界。就此而言，英美的政制值得我们借鉴。按照阿克曼的论述，美国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政制危机，并催生出宪法政制，但这个国家的政治成熟在于，它们总能寻找到一条从宪法政制转化为日常政制的途径，从而达到非常政制与日常政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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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都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诸多问题也都纠结在一起，呈现出重大的危机。如何开启中国社会的新的转型，这就需要我们回归政制。中国问题的艰难性在于，这个政制的回归是两个方面的回归，即既是回到非常政治，又是回到日常政制。如何处理这种复杂多元的关系，促进中国出现宪法政治的转型，并从中催生出一个法治主义的常态政制，是摆在中国政治家和法学家面前的共同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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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同问题。

三、政法领域的“中国经验”之辨析

本文的主题是关于中国法制30年变革之道的考察，这里当然涉及到一个近来为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即中国经验。谈到“经验”，这里又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作为过程的事实内容，一个是作为范式的形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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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面临着内政外交等一系列的转变，包括在国内政制、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并积极稳健地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参与到当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在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两个领域塑造出一个现代社会。这里确实有着一个正在发生、演变和扩展的过程，甚至有着一种中国特色的成功形式，这些可以称为“中国经验”。因此，中国可以说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演变中，具有了中国经验。但是，如果把上述的中国经验上升到一种范式的高度，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政制与法制的制度发展，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具有了典范性的范式意义，则是过于乐观了。正像前文所一再指出的，30年来中国的社会、政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在国内、国外两个领域中的转型和构建，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毕竟没有彻底完成，中国转型时期的危机并没有解决，不但社会内部积累加剧的问题如芒在刺，而且外部世界的新挑战也是日益严峻，甚至我们连一个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政制与法制的制度框架或优良政体，都没有建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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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的经验如何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范式或典范呢？

所以，我认为探讨中国发展与法制的中国经验问题，不能不涉及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和界定，或者说我们具有的究竟是何种“中国经验”。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汉语思想界一直存在着思想与理论上的严重分歧。一派思想理论认为，尽管中国改革30年来的经验尚不足以达到范式的高度，但这条改革开放、法治、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以此促进中国经济、法制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潮流，在内外两个方面实现中国的主体性。另外一派思想理论则与之相反，它们批判中国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拒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并以此全面否定中国这个30年来主导的朝向现代化的经验和道路。在它们眼中，如果有所谓中国经验的话，那就是中国抗拒现代化普遍模式，抗拒西化经济、政制和法律制度的反现代性的特殊经验。所以，关于何种中国经验，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就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论述。

（一）中国主体性：文化的还是制度的？

在近些年的中国法政思想理论中，关于构建中国主体性的问题开始凸显，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有所加强，一个繁荣的经济社会和一个大国的政治社会的双层面貌初步勾勒出来。时代呼唤理论，因此，关于中国主体性的理论诉求由此而生。但是，如果仔细梳理一下有关中国主体性的话语言说，我却产生一种深深的隐忧，即构建中国主体性的核心基础是什么，我们构建主体性的资格和能力是什么——是制度还是文化？是诉诸前现代或后现代的反（西方）政制与法制的社会批判理论，还是诉诸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

我认为，中国主体性的构建问题，并不单纯是有关中国独特性的文明特质论问题，而是涉及中国近现代以来融入世界格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会通问题。因此，那些顽固拒斥所谓西方模式的中国主体性，不仅在理论上极其片面，而且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践中已经被现实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抛弃。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据和道义来指陈西方列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之罪恶多端，揭露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它们的特殊模式，而非世界其他国家理所应当追随膜拜的范式。但是，古老中国要进行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就必须面对西方问题，并且把它视为普遍性的问题。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而是被迫的转型，只有在中国特殊性与西方特殊性的碰触中，预设一种可以为双方共享的普遍性，中国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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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主体性只有在分享共同的普遍性之建设中，并由此展现我们的特殊性，即基于中西共同普遍本性之下的中国特性，才是我们的主体性。

狭隘的中国特殊论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固执于中国的特殊性，把西方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捆绑在一起，试图在彻底反西方和反现代的语境中建立中国的主体性。在他们那里，没有共享的普遍性，只有敌我对立的特殊性，只有两种文明的绝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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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在本土特色中构建中国的主体性呢？我们发现，这类宣扬中国主体性的高调理论，尽管观点各异，资源杂糅，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文化、知识、观念化约政制、法制、经济，尤其是遮蔽中国现代转型的政制、法律、经济制度的核心地位。在激进主义的批判狂潮的快感中，在对西方已经侵入中国肌体的法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怨恨中，在对一个过去的或未来的美好新世界的憧憬中，构建他们的中国主体性。显然，他们的理论属于文学叙事，属于诗化哲学，属于知识考古，属于语言游戏。

我认为，中国主体性应该建立在开放的、普遍性的、共享的基础之上，在此，文化与制度两方面的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抽象地说，两者并没有孰高孰低的差别，文化与制度并不彼此对立。所以，所谓“中国主体性：制度的还是文化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中国的主体性既基于制度又基于文化，开放地分享现代社会之普遍性的制度与文化的结合，共同塑造着中国的主体性。但是，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思想界关于何种中国经验的论争中，又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主张中国主体性的诸多言辞，他们共同遮蔽制度，尤其是自由、法治、民主、共和、宪政等制度对于中国主体性的重要意义，把它们视为西方、异质、敌对的东西，企图把想像中的中国主体性建立在文化、知识、观念的单一维度上面，并且以此抗拒、诋毁普世性的制度价值。在我看来，在当今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制度构建或回归政制的体制改革，推进法治主义，建立法治政府和自由共和政体，是远比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构建知识谱系学，参与反对现代主义的文化大批判，组建后现代社会的思想统一战线等，更为重要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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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文化，否定传统，而是寻求自由主义政制、法制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既不同意保守的民族主义至上论，或激进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赞同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中国主体性的构建，只能建基于中国之自由的民族主义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寻求普遍性与特殊性、政体制度与文化意识的结合，因为任何一种优良的政体制度、法制秩序，都必定扎根于本土，与传统结合。近代以来为西方诸民族国家所分享的普世性制度文明要与中国交汇，成为我们的制度结构，促进我们的现代社会转型，也同样需要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而不是相对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开放、温润、和合，我们的传统典雅、中庸、淳厚，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列强欺辱，才变得有些愤激而致决裂，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因此，我们有能力也有自信，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在政法之道的变革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发育成长中，塑造出新的民族性格和法政骨骼，达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良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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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制变革中的“中国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30年中国法制进程确实存在着一种经验，显现出一种改良主义的法治中国的道路，或者说，在过去30年中国法制经历着近现代历史以来少有的巨变，这个巨变无论从内部的制度结构、价值取向和技术操作等方面看，还是从与外部世界的交汇、碰撞、冲突、对抗与调适等方面来看，都是巨大的，甚至是较为成功的。从立法、司法和政府行政的权力结构之区分，从逐渐脱离传统的党政法一元化体制，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执政为民、司法监督、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的法治理念之宣传，从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担当大国责任、倡导世界和平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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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法制的现代性转型，看到一个理性的中国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中的法制意识的开放、稳健以及建设性的成就。上述这些重大的内外两个方面的法制变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改革旧体制、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值得肯定的进步。如果说有中国经验的话，在我看来，这个经验是与改革进步、变法图强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邓小平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实践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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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中国传统自有的实事求是原则。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旧瓶装新酒”。用学术语言说，就是法制的渐进改良主义，就是对于现代化法制模式的中国修正主义。

关于这个法制的中国经验，大致有如下几点需要说明。首先，转型时期的实践理性，是中国法制之所以能够一步步走出来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从改革之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大讨论中就显现出来，此后这个原则也一直贯穿于中国法制的变革进程之中。没有这个实践理性的包容性、开放性，甚至试错性，中国的法制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例如，“良性违宪”、“判例制度”、依法维权等讨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实践理性在一些具体的法制领域的调适作用。中国法制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谁也没有能力一开始就构建出一个全方位的规划。这种理性建构主义的独断论与政制专制主义的结合，曾经对中国法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改良主义的实践理性允许法制领域的具体实践和改革探索，甚至允许试错，先搞法制的试验田，成熟之后加以总结推广，最后上升到国家立法，予以制度化、法制化，这是中国法制一个突出的经验。

其次，确立现代法治观念，健全法律体系，构建一种现代模式的法制框架，这种融入世界主流法制体系而不是抗拒现代社会的法律观念，也是中国法制经验的一个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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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融入世界并不等于克隆或复制西方的法制体系和制度模式，而是在保持中国特性的前提下，积极合作，锐意改革。应该看到，中国的道统、法统、学统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屡遭摧残，几经变异，各种“左”的和右的，尤其是“左”的激进主义的狂潮已经使中国的法制难以为继。因此，30年来中国法制如果有经验的话，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法制模式的变革中恢复我国的活的传统，而不是死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粗略地看，我们中国近代以来，大致有四种法制传统：一种是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晚清变法的保守主义传统，一种是康梁变法的激进主义传统，一种是国民党时期建立的以《六法全书》为标志的三民主义法制传统，一种是新中国建立的“国家与法”的无产阶级法制传统。在我看来，考察30年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中国经验，应该进入一个更加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法传统中，看到它接续的不仅是新中国的法制传统，而且与近代以来的四次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第五次变法图强的历史路径。

再次，接续传统，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出新，中国法制30年的另一个经验，在我看来，就是敢于面对当今的世界格局，积极地融入进去，在迎接而不是抗拒中逐步调适我们的法制模式。应该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巨变的世界，全球化浪潮、新技术革命、世界经济一体化都对中国法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构成了巨大的机遇。中国法制30年是在与外部世界广泛交往的过程中发展演变出来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独自构建的。因此，我们看到，与世界经济、贸易、政制、文化、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联系，促使我们的法制必须实施现代体系，与国际接轨。条约法、国际法、WTO规则、《海洋法公约》、国际人权公约等，都迫使我们的法制如同我们的社会一样全方位的开放，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事务的规则制定。既捍卫国家利益，又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一个成熟的大国法制的姿态。尽管我们的30年法制变革还不能说塑造出一个从容的大国政制，但它表现出来的面对世界的开放性，以及实现出来的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制路径，不失为中国经验的一个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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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言是本文从宏观视角梳理出来的几点所谓30年法制变革的中国经验，不过这些肯定会遭到反现代模式的各种批判理论的否认或拒斥。在他们看来，上述我所言的法制经验恰恰是中国法制的失败。他们一贯反对中国的实践理性，认为那是市侩的实用主义，他们也反对或避而不谈近现代以来的变法传统，尤其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政制、法制之法统、道统、学统，认为那是反革命的破烂货，只有“左”派激进主义才是他们浴火重生的原动力。当然，他们更反对世界法制秩序，反对中国加入这个现代主义的潮流，全球化、自由经济、世界贸易规则、华盛顿共识、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等，全都是些腐朽、反动、压迫无产阶级的枷锁，中国法制要加入这个体系，不过是证明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共谋”。他们不承认中国法制30年来的这种经验，不过他们也不拒斥中国经验，或者说他们也在寻求另外一种中国经验，即在中国法制事务中如何抵御西方法制侵入的经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抗拒不平等的（中国与西方资本家与当权派共谋形成的）法制的经验，如何在中国传统资源中挖掘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法制的具有民族特殊性的民间法制的经验，诸如此类。如此看来，关于法制中国的何种经验问题，在中国的思想界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30年中国法制变革如同中国社会的变革一样，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中国经验”，至于这个经验究竟是什么，尚存在巨大的纷争。不过，如果从经验的成熟形态，从这个中国经验是否成为范式来看，本文认为30年法制变革的中国经验还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中国经验尚处于危机之中，还根本上升不到范式的高度。为什么这样说呢？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开始过大关，法制中国的更为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政制的回归以及重启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关头还没有真正到来。因此，所谓的中国经验之根基还是十分不牢固的，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们还处于非常政制的变革时期，一种良性的日常政制的常态机制并没有成熟而健全地巩固下来，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奢谈法制的中国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在我看来，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但我们还远没有到总结经验的时候。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法制真正摆脱政制的辖制，在普世性的现代化模式中开辟出一个真正中国主体性的法制之道，就像昔日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向世界贡献出“英国经验”一样，到那时我们未尝不能贡献给世界一个中华民族的法制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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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的理论研究：回顾、评价与展望

毛寿龙　李文钊
[1]



一、引言

政府改革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浪潮，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试图通过自身的变革来适应环境变化和回应公众需求，摆脱财政危机、公共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些改革，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通常有不同的称谓，如行政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公共部门改革、机构改革和再造政府等，但它们都是政府改革。

政府改革的实践会促使有关政府改革理论的形成，反过来，政府改革的理论会指导和评价有关政府改革的实践，两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对有关政府改革的基本理论进行回顾、评价和展望，通过对研究政府改革实践的方法论思考，将政府改革的理论研究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政策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对国内外政府改革研究的文献进行简要回顾，指出有关政府改革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和结论；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政府改革的实践，论述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复杂性、机遇和挑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基础之上，试图建构一个研究中国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能够对中国政府改革实践进行描述、解释、推测和引导。最后对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指出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二、政府改革的实践、理论与政策研究

自从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于1822年创立“社会学”一词，主张“实证主义”研究取向，认为社会可以被逻辑地理性地研究，将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研究时，有关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科学的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主张“价值无涉”，认为凡是现象必然有规律，主张通过逻辑和经验的结合来进行科学研究，认为理论是建立在假设和逻辑推理基础之上，通过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相互结合进行研究，沃尔特·华莱士（Walter Wallace）曾经用“科学环”来形容这一过程

[2]


 。

与此相反，规范研究强调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类社会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进行客观中立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必须涉及“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是不好的”、“社会应该成为什么样”等问题。

这些研究方法的争论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如在经济学领域，就存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争论，实证经济学主张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强调经济研究主要是解释人类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现象；规范经济学主张价值判断的范式和方法，强调经济研究主要是回答“应该是什么”，主张对各种行为进行合意性判断。

对于政府改革的研究同样存在方法论的分歧，这些方法论的分歧导致了有关政府改革研究的不同理论。

政府改革研究的实证理论主张使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政府改革，是行政科学的思想在政府改革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一般而言，政府改革的实证研究强调观察和描述政府改革的现实，解释一些有关政府改革的现象，推测一些政府改革会产生的可能的结果。政府改革的实证研究侧重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什么”是对政府改革现象的描述，“为什么”是对政府改革现象的解释，“怎么样”是对政府改革政策的推测。

例如，托尔博特和朱克（Tolbert and Zucker）曾经在《行政科学季刊》发表了《正式组织结构变革的制度根源：文官制度改革的扩散（188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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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提出了一个有关政府改革现象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有些城市较早地实现人事制度改革和采纳文官制度，而另外一些城市却很晚实现人事制度改革和采纳文官制度？对于这一现象，他们提出了一个政府改革的制度化理论，即早期一些城市采取变革采纳文官制度是理性选择机制的结果，而后期一些城市采取变革采纳文官制度是合法化机制的结果，即迫于制度合法性的压力。

理查德·切可瑞尼（Richard Chackerian）曾经在《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发表了《州政府的重组：190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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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提出了与州政府重组（reorganization）相关的学术问题，包括为什么重组会发生、为什么特定形式的重组会被采纳、它们对于效率或政策而言有什么同。他在《州政府的重组：1900—1985》一文中，重点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州政府重组的原因。他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建立了州政府重组的模型，这一模型包括争取政治参与和象征性奖励、议程设定、制度环境、管理思潮和经济状态的长期变化等因素。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处于长期低迷时较容易发生重组现象，这时制度环境鼓励人们参与政府的决策议程；而这种鼓励政治参与与经济低迷、理性化管理思潮同时发生时，重组现象更容易发生。

政府改革研究的规范理论主张使用伦理和价值的方法来研究政府改革，它是政治哲学和行政哲学在政府改革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一般而言，政府改革的规范研究强调政府改革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进行改革、什么样的改革结果和改革目标是可欲的，并提出一些政府改革应该建立的原则和理念。政府改革研究的规范理论侧重于回答三个问题：应该是什么？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应该是什么”是对政府改革的目标和理想的研究，“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对判断政府改革成败标准的研究，“如何实现”是对实现目标和理想的手段和方法的研究。

例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提出的新公共行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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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试图通过在政府改革中引入社会公平、回应性、责任性、参与性和公共精神，来改革动态时代中公共行政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过分信赖专家和组织能力、缺乏对官僚行政的置疑、缺乏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对于政府能力的过分自信等。这些政府改革主张都是以罗尔斯于1972年发表的《正义论》为基础，将社会公平和公共精神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

而罗伯特·登哈特（Robert Denhardt）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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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原则，从民主价值、社群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提出了政府改革应该遵循的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存在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强调服务、公共利益、责任、公民精神、战略思想和民主理念等。

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分析，是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的结合，强调政策选择和政策行动，它是政策分析理论应用于政府改革研究领域的产物。一般而言，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分析主要是着眼于政府改革的设计、方案选择和评估，它为政府改革的决策者提供改革方案设计，对正在进行的政府改革进行评估。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分析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可行？存在哪些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正在执行的政府改革效果如何？也就是说，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分析着眼于政府改革的行动取向，对政府改革进行诊断性分析，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提供趋势预测。

不过，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分析不同于对策研究，也不同于利益集团和组织的政策倡导，它主要是从客观和中立的角度，着眼于公共利益的提升，提出一些可行的政府改革方案供政府和社会进行评价和选择。当然，由于政策分析者总是存在一些价值和主观偏好，这使得政策分析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很多民间智囊库及一些学者，都结合自身的理论传统进行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分析，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对于政府改革研究的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政策分析三者之间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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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类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使得政府改革研究的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政策分析三者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织的。例如，规范理论倡导某种改革方向和价值，它需要通过实证理论预测改革的可能结果；而政策分析则需要利用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研究成果，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可以行动和操作的政策；反过来，政策分析对现实中政府改革的各种政策可能的局限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利于发展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

三、国外政府改革研究的文献回顾

政府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既是环境、技术和社会变迁使然，也是由于人们观点、需求和价值的变化，更是政府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然。政府改革的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反过来，有关政府改革的理论也需要通过政府改革的实践检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公共行政学者罗伯特·登哈特曾指出在行动层面上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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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共行政学基本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是与政府改革的实践紧密切联系在一起，一种政府改革的实践呼唤有关政府行政的新理论，反过来，理论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指导实践中政府的改革。而当一种理论指导之下的政府改革陷入困境，或者说按照这种理论指导的政府改革实践并没有取得预期目标和成果时，人们又会重新思考新的行政理论。理论与实践就是在这种互动中循环前进。

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理论本身的产生，也与政府改革的实践分不开。公共行政学的鼻祖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指出，建立行政科学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政府从混乱和无序中解脱出来，使得政府行政建立在理性思考和科学方法之上，而他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本身就是为了倡导文官制度改革，或者说是对文官制度改革这一政府改革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归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公共行政理论都可以在当时的时代情景之下找出某种与之相对应的政府改革的实践或问题。简而言之，理解了政府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也就掌握了大部分公共行政的基本理论。

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探讨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实践，不同学者进行了不同的概括。美国学者詹姆斯·W.费斯勒和唐纳德·F.凯特尔在《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一书中，将美国的行政改革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精简、重建（reengineering）和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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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简·雷恩（Jan-Erik Lane）在《公共部门：概念、模式和方法》一书中，结合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提出了公共部门改革的 DPM（Deregulation、Privatization、Marketization）模型，即指出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三种趋向：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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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改革实践，西方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改革理论。这些理论以不同的假设为基础，从不同的改革出发点和视角出发，从而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战略和策略，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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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实践与理论



图2对于西方政府改革实践和理论的分类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在政府改革实践中，往往综合应用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例如，公共选择理论既应用于政府范围和职能方面的改革，也应用于政府内部机制和结构方面的改革。不过，从总体而言，各种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之间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更多侧重于政府组织内部本身的改革，包括重组的努力、改善绩效的努力及人事制度改革的努力等；重理理论则主要侧重于公共部门内部流程的再造，试图通过流程的再造来提高政府绩效；公共选择理论主要侧重于政府规模和范围的缩小，试图通过民营化、放松管制和市场化的方式来改善政府绩效。

总体而言，我们从组织、物品、范围、程序、关系和技术等六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介绍了六类政府改革的理论，当然每一类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又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在本节中，我们将对每一类改革的主要理论进行综述和分析：第一种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来改造公共部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是其中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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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理论是重理理论，主张通过流程再造、程序改善来进行政府改革，哈拉基密（A. Halachmi）的重理政府（reengineering government）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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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理论是治理理论，主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合作治理公共事务，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最早倡导治理理论，通过政府治理来改善政府绩效，实现政府改革；第四种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主张政府失败论，认为应该限制政府规模，民营化、放松管制和市场化等是其中的典型；第五种理论是多中心理论，主张以公共物品为基础，应用产业理念改造公共部门，形成以自主治理为基础的多中心公共物品供给格局，其中公共物品组织的多中心理论是其中的典型；第六种理论是全面质量管理（TQM）理论，它主要是通过使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来改进和改善公共部门的管理绩效，还包括标杆管理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等，本文主要介绍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紧密相联系的，有人称之为“企业型政府”、“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或“后官僚主义”。按照学者休斯的看法，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管理理论，前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后者主要是企业管理理论的创新，如绩效管理、标杆管理等。

[12]


 新公共管理强调效率，不过也强调与其他价值的平衡。这一时期也是对新公共行政的反思，他们主要批评新公共行政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公平和过程。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包括：公私的重新反思，认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政府可以效仿私人部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重新反思，政治使得管理更加复杂，但是政治不能与行政分离；重塑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此概念，主要是为更好地提高政府的效率；结果导向型政府而不是过程导向型，主要是平衡效率和其他方面的考虑；绩效测量，主要是寻求使政府更富有效率和责任；民营化，主张更多利用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等。重塑政府代表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各级政府近二三十年来吸收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的实践，提出了十条改革思路：从划桨到掌舵、从服务到授权、从垄断到竞争、从规章到使命、从投入到效果、从官僚到顾客、从浪费到收益、从治疗到预防、从集权到分权、从政府到市场。

重理理论是一个新近发展起来的概念和理论，其内涵仍然处在实践的塑造之中，因而尚未定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其确切的定义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将更多从描述的角度出发来介绍有关重理的理论和实践。美国行政学教授哈拉基密在总结了前人的研究以后，提出重理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试图大幅度地改善管理程序；（2）放弃陈旧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完全重新开始；（3）评价、再评价基本的管理程序，保证每一步都能够有价值；（4）确定管理程序的所有组成部分对于组织的核心任务来说，都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因而都是有必要的，如果程序要素和最终目标的联系并不清楚，而同时，过去的经验又表明，这一程序并未受到任何挑战，那么就有可能需要重新确定组织任务或者领导观念；（5）当渐进的方法无效时，就需要系统地寻求剧变的方法，从而实现有效地甚至是突破性地改善管理程序的目的；（6）尽可能地减少甚至消除年日管理过程不同阶段的文件资料，力图及时地把握管理过程本身的信息；（7）注重管理的结果和发展；（8）在方法上以结果为导向，在单位上以小组为基础，同时注重顾客的需求。总而言之，重理观念要求在特定工作过程中严格衡量绩效、详细分析绩效评估的变化和变化的速率，它要求所有的雇员对整个复杂过程有一定的了解，并要求高层管理人员随时干预整个管理过程。

全面质量管理，又称全面质量领导、全面质量绩效等，是指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全面质量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质量检验阶段，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的质量管理主要限于质量检验；第二个阶段是统计质量控制阶段，大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三个阶段是全面质量管理（TQM）阶段，大约是从20世纪50年代未、60年代初期至今。TQM有如下特点：（1）强烈地关注顾客：顾客包括购买组织产品和服务的人，不包括内部顾客（诸如发运和回收应收账款的人员），他们向组织中的其他人提供服务并与之发生相互作用；（2）坚持不断地改进：TQM是一种永远不能满足的承诺，“非常好”还是不够，质量总能得到改进；（3）改进组织中每项工作的质量：TQM采用广义的质量定义，它不仅与最终产品有关，并且与组织如何交货、如何迅速地响应顾客的投诉、如何有礼貌地回答电话等都有关系；（4）精确地度量：TQM采用统计方法度量组织作业中的每一个关键变量，然后与标准和基准进行比较以发现问题、追踪问题的原因、消除问题的根源；（5）向雇员授权：TQM吸收生产线上的工人加入改进过程，广泛地以团队作为授权的载体，依靠团队发现和解决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坎南和塔洛克，其核心思想是应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即将经济理性应用于非市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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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被其创始人布坎南称为：个人主义、经济理性和交易政治。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政府的研究主要是强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败”问题。在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看来，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或“政府失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公共决策的失误，其主要原因包括公共决策代理人的私人利益、信息不完全、选民的“短见效应”、选民的“理性而无知”；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其主要原因包括官僚机构缺乏竞争性压力、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缺乏监督信息等；政府的扩张，这主要包括官僚自身的冲动、政府职能导致扩张、财政幻觉导致扩张等；政府的寻租活动，这包括政府主动设租、企业主动寻租等。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提出了救治“政府失败”的主要政策建议，包括：限制政府权力的增长；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改善官僚体制的运转效率；进行宪制改革，即进行宪法方面的变革，通过基本规则约束行政；减少福利国家的浪费；在财政税收方面，通过将宪制观点引入财政领域，进行财政立宪、税制选择，平衡预算，限制税收支出，完善货币支出规则。

多中心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他们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外，提出了自主自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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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中心理论对于政府改革的建议主要是基于其公共经济学理论，即将公共物品的消费与生产区分开，认为存在集体消费单位和集体生产单位，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消费单位，并不一定直接进行生产，根据公共物品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政府可以选择如下制度安排：（1）经营自己的生产单位，如一个城市自己拥有消防或者警察机构；（2）与私人公司签约，如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3）确立服务的标准，让每一个消费者选择私商，并购买服务，如一个城市签发许可证提供出租车服务，或者选择垃圾收集公司来清扫垃圾；（4）向家庭签发凭单，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供给者购买服务，如管辖单位签发食品券、租用凭单或教育凭单，或者建立医疗补助项目；（5）与另外一个政府单位签约，如一个城市政府从县政府那里购买税收估算和收集服务，从特别卫生管区那里购买污水处理服务，从邻近城市的学校董事会那里购买特别假期教育服务；（6）某些服务由自己生产，其他服务则从其他管辖单位或者私人企业那里购买，如一个城市有自己的巡逻警察力量，但是从县行政司法长官那里购买实验室服务，与若干邻近的社群一起共同承担共用的调遣服务，向私人急救公司购买紧急医疗运输服务。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最早是世界银行针对“政府失败”、以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为目的而提出的。早在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1992年，世界银行专门以“治理与发展”为题，发表了以好的治理为基础促进发展的观点。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发展报告都涉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处理公共事务以保证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1997年的报告以“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为题，系统地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治理之道。那么到底什么是治理（governance）呢？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罗兹概括了公共行政学界关于治理的六种涵义：（1）作为最小国家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减少开支，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好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协调网络。世界银行199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提到的governance，指就是好的治理，而好的治理的核心涵义是：政府的职能应该从“划船”转变为“掌舵”。

四、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文献回顾

政府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就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中国政府改革的实践，促进了中国学者对政府改革和机构改革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两个层面：一是解释中国政府周期性机构改革的原因，二是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提出政策建议。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主要是由政府改革研究的应用性和政策性决定的。对中国政府改革现象的解释性研究，除了发现中国政府改革现象中存在的规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从规律中找出指导政府改革的政策建议。相反，提出有关中国政府改革的政策建议，必须基于对中国政府改革现象背后规律的把握。

中国学者关于政府改革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图3）：第一个层次是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改革，将政府改革看做是回应环境需求的产物，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是最常用的两个理论；第二个层次是从政府改革的各个方面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政府改革逐渐从机构改革转向职能转变，而价值观念、机构改革、界定关系和职能转变四者之间关系成为研究重点；第三个层次是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改革，强调中国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可能的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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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学者关于政府改革的研究视角



谢庆奎针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政府机构平衡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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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理论认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运动存在三个循环“怪圈”，即“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实际上把机构改革看成是机构和人员数量的增减；“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实际上把机构改革看成是机构的重组和分合；“上收—下放一再上收—再下放”，实际上是以政府行政权力的上下移动来推动组织机构的变动。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主要是没有考虑到政府机构改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失衡。政府机构本身是一个封闭的子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资源和信息的交换，政府机构改革也需要遵循生态平衡理论，全方位深化改革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唯一出路。因此，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机构改革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变革及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

李亚，李习彬从控制论的角度提出了利用阿什比定律来解释行政体制改革，并说明了行政体制改革与阿什比定律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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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什比定律是由控制论学者阿什比（W. R. Ashby）提出的，强调“必然的多样性定律”，认为多样性或者复杂性是由社会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通常是由系统组元数量增加、系统组元差异性扩大、系统组元之间关系复杂化等三个方面决定。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阿什比定律来解释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演变，认为计划体制时期主要是通过严格管制来降低社会复杂性／多样性，改革开放初期是通过政府机构膨胀来适应社会的复杂性，所有这些策略都是为了实现政府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与所管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相适应。但是现代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为了应对这种趋势，根据阿什比定律，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实现政府管制对象的转移，降低政府管理对象系统的复杂性；发展第三部门和培育公民社会，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就是从传统治道走向现代治道的过程，治道变革理论成为解释和理解中国政府改革的主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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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治道变革理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都是传统治道的构成要件，这些构件构成了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构成了现代化的治道构件，这些构件构成了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政府改革就是从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的过程。通过利用治道变革理论，对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过去与未来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政府改革存在三种价值，即政治效率、组织效率和职能效率，政府改革的过程也可以用组织逻辑、职能逻辑和政治逻辑来解释，而政府未来的改革趋势也可以通过三个逻辑和价值来进行预测。

齐明山认为，政府改革的过程就是转变观念和界定关系的过程，而重新界定政府角色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政事分开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精简机构是政府改革的突破点，从而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将观念转变、关系调整、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四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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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改革首先必须进行观念变革，要实现如下转变：从政府万能向政府有限，从政府统治向政府管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政府部门利益向公众利益，从人治向法治，从官本位向民本位。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之上，政府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关系，通过转变观念和处理好关系，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

唐铁汉等从目标和任务的角度来论述政府改革，认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公共行政体制，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围绕这一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切入点，努力实现政府管理在体制、机制和方式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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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学者的论述大多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为现实的政府改革提供具体的策略，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强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四项职能；二是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三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四是完善和健全政府运行机制；五是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五、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复杂性、挑战和机遇

与国外学者相比，中国学者所面临的政府改革的实践更复杂，这种复杂性也使得中国政府改革研究更加复杂。复杂的政府改革现实，需要通过简单的理论去理解和阐述，但是任何简单的理论和工具都可能面临简化现实的危险。于是，有关中国政府改革的研究，犹如盲人摸象一样，不同学者对政府改革现实的不同感知，可能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从而给出不同的改革建议。而避免“盲人摸象”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所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重新建构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基础的政府改革理论，才能使理论接近或逼近正在发生的政府改革现实。

中国政府改革的复杂性首先源于政府所面临的环境和局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正在全新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整个制度现实，既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而这种大变局随着全球化的推动，进一步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如果说政府需要通过改革来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当环境本身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时，政府改革必然就会面临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变革的背景之下，当政府试图变革以适应变化的环境时，总是赶不上环境本身的变化，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改革总是会发生滞后性和反复性。

中国政府改革的复杂性还来源于政府改革的全方位性，这种全面改革使得改革设计者和实践者面临着知识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政府管理的原有模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这种不适应不仅表现为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公务人员，而且表现为决策机制、执行机制、行为方式、职能模式等，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全方位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此外，政府改革的各要素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某一方面的变革来带动其他方面的变革，但是当变革到达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主动变革作为保障，原有变革的积极意义可能会受到影响。选择哪一方面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哪一方面的改革最有可能取得较好结果，如何进行分步骤的配套改革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政府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中国政府改革的复杂性最后还与政府改革的双重性有关：一方面，政府自身需要适应环境变化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自身改革来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政府改革的双重性使得政府改革既是问题本身，又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通过政府改革来实现的，而一旦社会进步之后，它必然需要政府的进一步改革来适应和推动新的变革。但是，由于人类理性和知识的局限性，任何政府改革都只可能解决部分问题，只可能进行局部变革。这种部分性和局部性使得在政府改革之初时，政府是社会的推动者和促进者，而一旦改革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政府很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者和绊脚石。

中国政府改革现实的复杂性对于研究中国政府改革的学者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虽然国外学者在有关国外政府改革的研究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但是国外政府所面临的环境本身是确定性的，至少变动性不大，这种相同的情境使得有关政府改革的观点不存在根本性分歧。相反，中国政府改革现实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学者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学者有关政府改革的研究成果和分析结论，他们必须基于中国现实去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概念，这对于处于刚刚起步和恢复的行政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然而，一旦中国学者针对中国政府改革的现实提出一套可以分析中国政府改革现实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那么它不仅可以丰富政治学理论和行政学理论，而且本身也可以为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提供借鉴意义，使得西方学者去重新发掘那些隐藏在西方国家实践和日常运作中的“原理”和“规律”，促使他们对于自身问题的认识，提高政府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西蒙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反思时，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所倡导的行政原则基本上是一些行政谚语，行政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开发一套描述行政现象的概念工具，其次是对行政现象进行诊断，找出行政原则需要考虑的局限，最后是对行政原则赋予权重，以期实现行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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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政府改革现象的研究，我们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也同样需要经过这三个步骤，才能够使得一些政府改革原则能够实现政府改革的目标，否则这些改革原则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行政谚语”。于是，我们在对中国政府改革现象的研究中，首先需要能够提出一套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来描述中国政府改革的现象，只有进行了科学的描述，才能够提出实现目标的规范性政策建议。而如何提出一套概念分析框架来描述中国政府改革的现实，这正是本文下一部分内容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六、治道变革理论：一个研究中国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

任何分析框架的建立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为基础，同样，研究中国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必须也以已有的理论为基础。在建立中国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方面，有两个直接的理论渊源可以借鉴，一个是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一个是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可以为我们描述中国政府改革提供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工具，而制度分析理论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政府改革背后的变量因素，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分析中国政府改革现象。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将政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现有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形成了对政府的全面描述。一般而言，职能、组织、人事、决策、财政、监督、民主控制和公众参与等构成了这一学科的基本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也是政府改革中应该关注的主要要素。在政府改革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对政府的组织基础和结构进行改革，需要对政府组织赖以存在的人员进行改革，还需要对政府的决策、预算和执行过程进行改革，最后还需要考虑民主社会中政府的监督和控制问题，以及民众如何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问题。可以说，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要素基本上涵盖了政府改革的所有层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基本理论要素来描述和总结政府改革的现象。

[image: ]




图4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与政府改革



由此可见，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研究成果可以描述、解释和指导政府改革的实践，政府改革的实践总是能够在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中找到对应物。这样，在政府改革实践方面，我们首先可以从理论上进行逻辑分析，找出哪些因素会影响改革成败，分析政府改革受到哪些条件约束。

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对于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突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政府改革本身作为中介变量，强调经济、政治、文化、规则等方面的外部变量和外部因素对政府改革的影响；二是突破了公共行政学研究单一层次的分析，强调操作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宪政选择层次的三个层次分析相结合。操作层次分析主要关注政府改革方案出台之后，各方的激励与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果；集体选择层次分析主要关注政府改革方案本身的选择过程，即政府改革方案是如何选择的；而宪政选择层次分析主要关注决定政府改革方案选择的决策规则，即决策规则本身的选择过程。此外，政府改革的各方面之间存在嵌套关系，一个层面的改革需要在另一个层面的改革取得结果。

[image: ]




图5　制度分析理论与政府改革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为中国政府改革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如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政府改革现象，我们还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分析框架。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理论是西方国家政府所处的特定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并且它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国民的“心灵习性”为基础。相反，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这必然决定了我们在介绍和引进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理论的同时，必须以中国的问题为基础，必须在中国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本土化理论探索，开发适应中国政府改革实际的理论平台，否则，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理论在指导中国政府改革时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现象。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国情是开发描述和解释中国政府改革现象的分析框架时需要考虑的三个主要因素和变量。在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改革理论分析框架方面，我们主要是以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它是由毛寿龙教授为首的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成员共同开发的，这也是中国行政学学者在吸收西方国家理论基础之上进行本土化理论研究的有益探讨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21]


 IAPP主要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价值基础，利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探讨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事实，试图开发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度平台。这一分析框架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为学者们共同分析问题、对话和讨论提供了一个概念基础和学术的制度平台，当然，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情景，重新开发新的理论和模型。

[22]


 治道变革理论正是在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的分析框架之下，结合中国政府改革的实践，开发的一种适应中国政府改革实践的本土化理论。

治道变革理论既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即描述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事实，又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即解释中国政府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以及为中国地方政府未来改革提供方向性政策建议。该理论由一个基本假设、四个分析要件构成，这些假设和要件之间互动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治道变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中国政府正在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转变，政府行政改革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必经之路。所谓“治道”，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

[23]


 治道变革正是中国政府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包括多个层次的变革，既包括组织变革、职能变革、政治变革、决策变革，也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变革、政府行为方式变革。其中组织变革、职能变革和政治变革是三个核心层次的变革，它们构成了治道变革理论的主要分析要件。

治道变革理论强调中国政府改革正在从以单中心秩序为基础的传统治道向以多中心秩序为基础的现代治道转变，这是治道变革的最深层次，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层次。如果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有利于多中心秩序建立，那么这种行政改革有利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并且一般具有持续性，否则这种行政改革不利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或者说只是一种形式变革，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秩序转型。从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转型，这是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其中，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民情等是这些秩序的核心构成部分，这种秩序转型为政府治道变革提供了动力和阻力。

治道变革理论认为这种秩序转型是由一系列制度平台构成，同样，传统治道制度平台形成了单中心秩序，现代治道平台形成了多中心秩序。毛寿龙教授在《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一文中指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都是传统治道的构件，这些构件构成了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构成了现代化的治道构件，这些构件构成了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

[24]


 不过，从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转型，仅仅是政府自身的转变还不够。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曾经指出，多中心可适用于：（1）竞争性的市场经济；（2）竞争性的公共经济；（3）科学探究；（4）法律和制裁安排；（5）具有分权和制衡的治理体制；（6）国际秩序模型。

[25]


 这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实现从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转型，不仅需要政府自身的转型，而且还需要政府与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关系转型，所有这些关系应该以多中心秩序理念为基础进行形构。

治道变革理论还认为，无论是从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转型，还是从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向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转变，都需要通过中国政府具体行政改革来实现。而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可以表现为三个不同层次，即操作选择层次变革，着眼于组织变革和人员调整，遵循组织逻辑；集体选择层次变革，着眼于政府职能转变和调整，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中介组织关系，遵循职能逻辑；宪政选择层次变革，着眼于权力关系变革和调整，处理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政府和民众之间关系，遵循政治逻辑。一般而言，最简单和最容易的行政改革当属操作层次变革，如进行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不过，由于集体选择层次和宪政选择层次仍然没有变革，因此常常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和怪圈。当然，这一层次的改革如果没有反映上面两个层次的变革，常常因为缺乏支持和合法性，最终都会失败。

治道变革理论认为中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涉及三类行为者：一是中国政府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即国务院，他们既可能推动中国政府行政改革，也可能阻碍中国政府行政改革；二是国务院组成机关和下级政府行政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既可能为中国政府行政改革提供支持，也可能破坏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成果；三是党的组织、利益团体、民众及其他组织，他们既可能使得地方政府行政改革可持续，也可能使得地方政府行政改革流于形式。也就是说，上述三者之间关系决定了中国政府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之间是否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

对于治道变革理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图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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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治道变革理论



治道变革理论仅仅是刻画和描述了中国政府改革的趋势，但它并非强调所有的政府改革都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有些政府改革可能加深传统治道，阻碍现代治道发展，而有些政府改革有可能使政府从传统治道走向现代治道。政府改革的各个要素之间关系，如组织变革与职能变革之间关系、职能变革与行为变革之间关系等，都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成功的政府改革和治道变革提供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

此外，无论是单中心秩序还是多中心秩序，无论是单中心秩序的制度平台还是多中心秩序的制度平台，无论是政府改革的组织变革还是职能变革和政治变革，它们都具有相互嵌入性，都是一种复杂的进程，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可以说，治道变革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过程，治道变革本身就是一项过程。即便在西方国家，他们也不断面临新的问题，需要进行治道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七、从理论到实践：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未来展望

治道变革理论为中国政府改革研究提供了一套描述性框架、解释性框架和规范性框架，通过治道变革理论的概念和工具可以描述和解释中国政府改革的现实，并为未来进一步的政府改革提供规范性政策建议。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开发和完善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在分析框架之下，开发具体的理论和模型，探索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形成可以检验和推测的理论模型。就治道变革理论而言，我们需要研究政府的组织变革、职能变革、制度变革和政治变革之间关系，研究政府改革与制度平台建立之间关系，研究政府改革与整个社会秩序转型之间关系，确定政府改革的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包括微观的激励约束机制、宏观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是利用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对1982年以来历次的政府改革进行描述，包括指出每一次政府改革的重点和层次，以及解释政府改革的过程和历史。对于中国政府改革历史和现象的研究，要避免简单化思维，需要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需要将政府改革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现状相结合。治道变革理论为我们描述中国政府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下，我们能够比较每一次政府改革的差异，不但是总量比较，还可以进行边际比较。

三是利用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对各个领域和类型的政府改革进行分析，例如分析政府的规模问题、结构问题、人事问题、决策问题、监督问题，从而开发出针对每一个领域和类型的具体政府改革理论。如果说利用治道变革理论对中国改革历史进行分析属于宏观层次分析，那么利用治道变革理论来分析具体改革问题和领域则属于微观层次分析。微观层次分析是宏观层次分析的基础，各种微观层次改革是整个宏观层次改革的基础。

四是利用政府改革的分析框架来对中国政府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在对中国政府改革现实进行趋势预测时，我们需要找出中国政府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约束和局限条件，这些约束和局限条件决定着中国政府改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趋势预测的基础之上，结合治道变革的规范理论，我们需要为中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规范性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既是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是解决当前改革和发展问题所需要采取的途径和手段。

八、结语

政府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发展是与政府改革的实践分不开的，政府改革的实践是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的土壤和基础，也是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的激励因素和动力机制。

本文根据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政府改革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区分，将政府研究区分为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政策研究。政府改革研究的实证理论主要强调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描述、解释和推测政府改革的现实，它关注政府改革“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政府改革研究的规范理论强调利用价值和逻辑的方法来说明政府改革“应该怎么样”，它既包括为政府改革提出价值选择和方向，也包括为政府改革的价值提供逻辑论证。政府改革研究的政策理论则主要着眼于解决政府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即如何通过政策行为来提高政府改革的绩效，为政府改革提供实际的政策选择和方案是其核心。

按照这一分类，本文对西方国家和中国学者对政府改革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综述。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政府改革的研究主要强调六个层面，即组织、程序、技术、范围、物品和关系，并相继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重理理论、TQM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多中心理论、治理理论等。中国学者对政府改革的研究主要强调政府改革与环境之间关系、政府改革的各个要素和层次之间关系，以及政府改革的各种政策建议，其中包括政府改革的平衡发展理论、阿什比定律、职能转变理论、治道变革理论等。

由于环境本身的大变革和大转型、政府改革本身的全方位性及政府改革与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使得中国政府改革研究面临着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中国政府改革现实为中国学者开发本土化理论，提供了良好契机。

本文提出了治道变革理论这一分析框架，用来描述、解释和推测中国政府改革的现实，重点强调了秩序转型与制度平台之间关系、制度平台与政府改革之间关系及政府改革中的组织、人事、行为和决策等各个层面改革之间关系，并提出中国政府改革如何实现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变革这一规范性问题。

中国学者如果希望在研究中国政府改革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必须在分析框架的建构、中国政府改革的历史分析、中国政府改革的领域分析及中国政府改革的趋势预测和未来展望等四个方面进行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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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权法定：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词

韦　森
[1]



 

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均有可能十分确定地预见到政府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运用其强制权力，并根据这个预期来规划自己的事务。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73页）

一、引言：法治民主与依法行政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曾说他自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国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若如一个人，像我们的先圣孔老夫子，在经历了近30年共和国的巩固、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再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增长，到了2008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应该说是过了“知天命”之年而到了“耳顺”之岁了。然而，历史往往告诉人们，一种社会体制往往比一个人更有自我维系的生存能力。尽管如此，在经历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诸种社会问题也不断积聚的这当下，可能没有多少人不会不认识到，我们的共和国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这即是说，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和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不时在人们面前显现这样一个若隐若现但又似乎挥之不去的问题：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代中国正在走向何方？

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说来这也许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就明确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的第六部分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该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宪法的条文到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均说明了一点：未来中国，会走向且正在走向一个法治民主国家。然而，站在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转折点上瞻望未来中国，人们意识到，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将如何具体型构、建设与演化、变迁的问题。

既然宪法规定明确确立了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明确说明民主政治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生命，这无疑确定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大致走向或者说社会走向的大方向。但是，何为民主？何为法治？未来中国民主与法治政制型构、建设和演化变迁的逻辑起点又在什么地方？

首先，民主与法治，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常常出现在媒体中的惯常用语，各界人士基于自己知识禀赋，均可以谈出自己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笔者新近的看法是，法治，在英文中为“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而不是“rule by law”，即“用法律统治”，“用法律来治理”），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政府治理社会和控制民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首先且在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范围和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刚性的制度约束。换言之，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政府行政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受法律所制约。在这种意义上，法治绝非是政府用法律治理好社会，或者说用法律治住老百姓，而是选民用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治住政府，从而使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受约束和民意制约的。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宪法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对政府职能及其行政职权范围作明确界定和约束，政府本身就会像英国古典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超级利维坦，即使政府制定再多法典，颁布再多法律法规，最多只能达到“用法来治”和“依法而治”的一种社会状态，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的统治。

其次，民主说到底并不如人们通常照字面意义所理解的“人民当家做主”那样简单，更不是简单的投票选举，而是政府的决策和程序以及做决策和制定程序的人均受民众及其所选举代表意见的制约。概言之，民主与法治，首先是对政府自身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及其范围的约束而言，或者简单说来，是人民大众有效约束和制衡政府行政范围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

从人类社会的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来看，民主与法治是人类诸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和主要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科技革命和制造业的工业化、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商业化和市场化，也不只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提高和改善，而且也是人们经济交易和政治活动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程序的民主化，以及人民大众广泛参与并制衡政府资源配置角色、功能及其作用的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从这一视角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政治的法治化、社会的民主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说到底都会从政府公权力如何运用以及在运用中如何受宪章性法律法规和其他权力制约与制衡方面显现出来。就此而论，如果政府的公权力实际上不受制约，以致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边界模糊或不受民主程序的实质性约束，那么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与法治。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民主与法治，笔者在近几年的专栏文章中一再指出，所谓“宪政民主”或“法治国家”，说到底就是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因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简言之，所谓“宪政”，就是“限政”。

从上述视角来看待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安排就会发现，在民主与法治建设上，我们国家依然是任重道远。2007年围绕着中国政府的财税收入和中国税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恰好暴露了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安排中，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边界模糊，以致关系国计民生和亿万家庭福祉的重大经济决策，可以由政府部门的某个或某些官员自由或任意决定。政府公权力边界的未清晰界定以及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导致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在政治运作上仍然是一个行政控制社会，还远非是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围绕中国政府财税收入与支出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正好说明，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社会，确实是到了需要反思并前瞻性地讨论其政治与社会体制演变发展及未来走向的时候。

二、近几年政府财税收入超高速增长的背后

2007年以来，税收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之所以会如此，也许并不是因为网络和平面媒体一再传出中国在世界各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连续几年位居前三甲，而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以来频繁调整一些税种的税率，并不时增加一些新税种。譬如，在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2007年6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又通过新华社宣布，从2007年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2007年上半年，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将取消一些企业的出口退税制度。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频繁调整税率和增加新税种，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每年都超GDP增速双倍甚至三倍，诸如此类的话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经常在中国媒体中出现。

由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频频调整税率和增加新税种，加上中国税务部门强化了一系列征管措施，并对下级增收税款采取了某种非常有效的返还留成激励机制，导致中国政府的财税收入在2007年大幅度增加。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08年元旦快报中的数字，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49442.73亿元（这还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11806亿元，增长幅度高达31.4％，增收额也是2006年度增收额的近两倍（图1）！2007年全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将超过5.1万亿元，亦比上年增长31％左右。2008年上半年，在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下降的情况下，唯有政府税收仍然保持着一个高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国政府2008年7月22日公布的数字，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另据2008年8月7日财政部公布的数字，2008年上半年，政府预算收入完成34808.19亿元，同比增长33.27％，国家预算支出22882.02亿元，同比增长27.69％，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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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2007年税收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在报道本地或全国的税收大幅增加时，均是在取得了辉煌成就和巨大成功的正面意义上报道的。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学者——尤其是很少有经济学家——来冷静地反思政府的超高速财税增长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还很少有人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功能和角色等方面来认识近些年政府财税收入超高速增长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格局及其未来发展走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类深层次的——或者说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财税增加及其财税制度的演变历史来综合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许更能认识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按照财政部网站提供的一些数字，1998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为9876亿元，到2006年则增加到39373.2亿元。上述数字表明，2006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是1998年的4倍。另外，根据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等所提供的研究数字，在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请注意，这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末期的数字）。1994年，中国进行了以分税制和流转税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财税体制和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到10.8％。到1996年，这一数字则进一步下降到9.8％。然而，自2000以来，中国政府的财税收入保持了一个超高速的增长势头，且增速越来越快，以致在2000年以来的数年中，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03年达到15.1％，2004年达到16.1％，2005年为16.8％，2006年提高到18.4％，估计2007年将超过20％（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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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资料来源：财政部网站

[image: ]




图3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数据只是所谓的各级政府“第一财政”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总额占GDP的份额要远远高于这个比例。根据财政部前任部长以及李炜光教授等多位学者的计算，若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全部计算进来，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最近，在《财经》杂志2007年年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先生也承认经济学家的这一估计数字，认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一比例也大致在25％—30％之间。如果把政府的“第一财政”、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放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就不会对《福布斯》杂志所公布的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连续几年名列前三甲（2005年排第二，2006年、2007年均排第三）这一现象感到奇怪和意外了。

政府财税收入的大幅度和超高速的增长，无疑意味着政府操控经济和驾驭社会的能力在加强。但是，这一现象对已经市场化的当今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政府巨额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现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通胀率抬头——又意味着什么？目前中国政府的决策层有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种种问题及其内在关联？又有多少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严重性？

除了近些年税收高速增长以及政府财税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攀高，以致在全世界的“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连续几年名列前三甲这一问题外，比税收负担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征收的巨额财税收入被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按照李炜光教授等学者的新近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在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仅为4.71％，到了2004年，这一比重就增加到37.6％，而同期美国这项支出的比例仅为12.5％。另外，在2004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中国为25％，美国为75％。根据上述数字，李炜光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公权力没有丝毫后退，而是强化了，并且政府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另外另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尽管这些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超高速地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攀高，但是根据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的研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

这一切自然会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实际福利。按照中国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给出的数字，在2003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超过50％，但是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则下降到40.6％。在2003年，全国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超过13.3％，然而在三年的时间里，这一比重就下降了2个百分点，到2006年为11％左右。上述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什么？显而易见，这些数字充分表明，在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或者说政府确实是越来越富了，且掌控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操控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普通民众的相对收益和福利却下降了，民众对政府公权力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制约也在衰减和弱化。

另外，同样触目惊心的是，全国各级行政机关的官员一年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均高达数千亿元。在每年3月的“两会”期间，不断有类似的数字曝光。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2007年6月27日在报告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曾说，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中央各部委本级存在的“问题资金”金额高达348.53亿元，各部委所属单位存在的“问题资金”金额又多达120.27亿元。

除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外，按照2005年8月5日《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10％。据此，有学者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目前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另外，从财富占有上来说，当今中国社会也存在严重的不均现象，且保持着继续拉大的趋势。根据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06年10月17日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在当今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上述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在财富分配不均和不公方面，已经超过了当代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200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的空前繁荣，无疑又加速了中国社会财富向富人手中加速积聚的过程。这两年，政府为了减缓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和不均，确实曾在税收制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从2006年11月开始对年薪12万元以上的收入阶层采取强制自行申报年收入的制度。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的财富创造机制来看，真正的富人并不是仅靠工薪收入的人，而是那些能通过各种渠道攫取“灰色收入”的人。而目前的税收制度，对这种“灰色收入”是无法征税的。

三、政府税收高速增长的可能经济影响

政府财税收入大幅度增加，对即时宏观动态经济增长以及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何？在2007年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中，笔者已经指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任何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自身的投资和扩张以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增速则下降0.36％。世界银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在上述税收的三种可能负面影响中，目前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税收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中国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消费疲软、储蓄过旺的情况，这时提高对居民消费可能有遏制作用的税收的税率，显然不利于解决我们多年来存在的消费疲软问题，从而不利于真正启动内需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这一长期且战略性的问题。当然，2007年以来，中国的国内消费有所启动，并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引发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率抬头。在此格局下，政府增税对消费进而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被掩盖起来了。如果将来一旦出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政府税收对家庭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就会再度昭显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开征新的产品税（新的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使整个社会产生一种“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信奉供应学派观点的美国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竞选总统时，就把减税作为其政纲的核心理念。里根及其经济智囊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不仅会提高社会的总经济福利，也可以反过来增加税收。2008年美国经济刚刚显露出衰退的迹象，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首先考虑的应对措施也是减税。2008年年初，美国政府就提出了高达145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试图以此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美国发生经济衰退。这也说明，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确有某种减速和抑制作用。

尽管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增税既会减少社会福利，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税收毕竟是任何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的一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均所需的“必要的恶”
 。正因为如此，就连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也曾无奈地叹道：“在这个世上，除了死亡和税收外，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虽然税收是任何社会所需的“必要的恶”，但“必要的恶”毕竟是“恶”。“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看，却应该是越小越好。从这种视角来认识问题，亚当·斯密一生最著名的一句话现在也就可以理解了：“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在最近中国政府屡屡推出新税种并不断提高既有税种税率的情况下，读读斯密早在1755年就发出的这黄钟大吕般的警示，也许不无教益。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经济连续近30年高速增长且增长势头目前不减的当下，政府宏观政策决策者实际上有某种意思是要把提高税收作为紧缩和调控经济过热的一种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也正是在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税收的负面作用在经济动态发展中才不甚明显。然而，必须看到，一旦某种税收开征或某种税率被提高，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基于某种行政惯性和政府财政平衡的维系需求，已经开征和已被提高的税种和税率往往较难被取消和再降低。因此，尽管目前增税的负面效应可能还不太明显，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一旦出现滑坡，沉重赋税对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将会非常强烈地凸显出来。因而，在政府目前不断增加新税种和提高某些税率的情况下，对税收这“必要的恶”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不有所认识和警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将税收杠杆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必须慎用，以防其长期的负面影响。

四、政府征税的法律基础问题

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征税有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会抑制宏观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外，从法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看，一个君主或政府在任何时候的征税，从本质上来说也不是一种“良善”（good）的事。因为从实质上来看，任何政府的税收都是国家政权对私人产权的一种强制剥夺和攫取，因而说到底是政府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的某种“侵犯”。用税法学家的专业话语来说，由于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依法强制和无偿地从私人和企业那里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和手段，因而对纳税人来说，税收完全是纳税人对政府的一种无对价的给付。

正因为税收说到底是公权力对纳税人私权利的一种干预和侵犯，是纳税人对政府的一种无对价的给付，保护纳税人不受君主或政府公权力的任意攫掠，就成了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人类宪政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诉求。即使从政治学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税法学的“利益交换说”来看待国家征税，从而把税收视作人民为向国家求得对其产权等的保护而支付的一种“必要的价格”，那纳税人也有权知道自己支付的税金到底如何被使用了。因此，纳税人通过自己所选出的代表，并通过一定法定程序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监控和审理，以确保税收使用得当，就成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政治安排。通过一定的税收立法和一定的法律程序来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也就成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和最核心问题。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税收（宪）法定”（Statutory Taxation）成了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国家的最根本或最核心的政治理念。按照税权法定主义，为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财政税收权，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由此各国的政治安排大多是政府征税的决定权必须要由议会来行使，这样才能使人民相信自己的私有产权不会被政府恣意侵犯。这也就构成税权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

从欧洲历史来看，税收（宪）法定的理念最早是在英国《大宪章》中初步确立下来的。1215年，英王约翰王为了筹集军费，横征暴敛，引起了英国贵族、教士以及城市市民的广泛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武装反叛，迫使约翰王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签署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大宪章》规定，除了在征得“全国一致同意”外，国王不得课征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这样一来，英国《大宪章》的基本历史意义就在于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主权者征税必须受限于法律和人民同意的双重约束，从而开启了宪政与税收历史关联的先河。之后，在1628年通过的《权利请愿书》中，又有进一步的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正式在英国的宪章性法律文本中确立了税收（宪）法定主义。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胜利后，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中又进一步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至此，税收（宪）法定的基本政治原则得以确立下来。

如果说13—17世纪的英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围绕君主征税权的主轴而发生的，那么，北美殖民地的宣告独立，也缘起于英国殖民者向殖民地人民的随意征税。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以转嫁它在战争中的巨额财政亏空。之前，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只征收关税。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民众担心，此例一开，英国政府以后会进一步征收其他税收，于是便以在英国议会无殖民代表参加为由，宣称英国政府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从此便开始了北美殖民地的反英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后在1781年颁布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法第一条第七项便是有关税收（宪）法定的规定及其具体实施程序，明确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美国宪法同时规定了现代宪政的几项基本原则，如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等。可以说，美国宪政民主建设是从限制政府税收权而展开的，或者说税收实际上成了美国宪政民主政治启动的基本动因之一。

回顾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们也同样会发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亦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课征新税。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经济已经是危机四伏。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开征新税，从而引发与三级国民议会的冲突，结果导致国王派出军队镇压国民议会。以法国第三等级为主的巴黎各阶层市民为保存国民议会而与国王展开斗争，由此揭开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序幕。1789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法国现代宪政民主建设的历史，在随后的一两个世纪中，法国宪政民主演变的整个历史也是围绕着税收与国家主权者的权力范围这一主轴而展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英国、美国和法国外，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历史上，荷兰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是因为当时统治着荷兰地区的西班牙王室的过度征税而引起的。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哈布斯王朝过度征税，荷兰人才组织了反对西班牙君主的叛乱，然后相互联合，成立民族国家。

根据现代税权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约旦等国的宪法中均有类似“非经法律规定，不得征税”的明确条款，因而可以认为税收（宪）法定已经成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中的一条普世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要新增一个税种或提高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往往是件非常麻烦和困难的事。这往往要经过议会多轮激烈辩论，并常常会引起纳税人的各种抵制、抗议甚至游行示威。因此，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常常有经过几届政府激烈争吵，一种新税仍不能开征或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无法提高的情形。

另外要特别指出，税权法定或议会对政府征税权的实质性的有效制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确曾有过。按照李炜光教授的研究，在1907年晚清政府初步尝试君主立宪制之后，由清政府自己所建立的资政院就曾迫使清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并将当年清政府的财政预算核减掉了7790万两白银，据说这相当于当年清廷总预算的三分之一。李炜光教授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在当时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因为尽管当时中国才刚刚试行君主立宪制，晚清的资政院就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早在百年前，中国人就向世界充分显示并证明，我们完全能实行政府税权法定这一现代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且有能力建立起政府预算受民选议会（人大）代表制约和审定的政治制度安排。

五、当今中国税权法定原则阙如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李炜光教授的精彩分析

在上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在目前世界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其中包括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均实行税收（宪）法定的制度，并在一些国家中实际上政府征税的决定要经过议会代表的审议和批准方能实施。然而，在我们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安排下，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由于目前人们的税权法定主义观念淡薄，税收立法权又实际上集中于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这就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任意决定税种和提高税率总是开着绿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不经人大批准和辩论而随意开征一种新税种或任意提高一种既有税种的税率。像2007年5月30日提高证券印花税税率这样每年多征收上亿元税款的重大税收决定，以及2007年7月1日实施的关系到千家万户利益的新车船税，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不经人大讨论而自己独自决定，甚至最起码连颇具社会转型期“中国特色”的听证会都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做法显然有违现代社会中税收（宪）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使纳税人没有方法和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后计划经济的时代里，当今中国的政治架构中还未能建立起税收（宪）法定的政治制度？我们国家税制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沿着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目前税收激增和税制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与中国现存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深层架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与中国的宪法条文所规定的基本政治安排密切相关。从形式上来看，尽管中国现行宪法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架构等方面的规定与大多数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宪法有诸多类似之处，但仅从文本上来看，中国宪法在税收宪政精神和制度规定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欠缺。譬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唯一涉及到税收的内容是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国家税收权力的归属这个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民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中，都从未作任何规定，至今都是阙如的。另外，在这四部宪法文本中，从来没有规定纳税人权利的条款，也没有明确说明政府征税需要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和批准的规定。根据这一状况，李炜光教授在2004年撰写了一篇《现代税收的宪政之维》的长文，指出目前中国宪法中有关税收问题的规定以及中国现行税制安排的下述问题：

 

首先，把公民纳税义务的条款写在宪法里值得商榷。宪法是公法，是针对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而制定的，是落实国家与政府承担对公民的义务（公共服务）的法律文本，不是用来限制公民的。……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税收权利的情况下单方面规定其纳税义务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宪法中加入公民纳税义务条款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提高公民纳税的责任和自觉性，但是，这在实际的税收征管过程中其实并无大的用处。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即使不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也无碍这些义务的履行；而如果这个国家的法治阙如，就是在宪法中列举再多的义务也是枉然，例如偷逃税现象，就不会因为宪法中有纳税义务的条款而有所减少。

其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税收立法的专有权，导致税收立法“越权”的现象。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代表着全国人民当家理财，实行的是彻底的议会中心主义，是很先进的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一再表明这样的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问题在于，代表着全国人民的人大却没有税收立法的专有权，也就是说，除了人大，别人也可以立法或以条例之类的形式变相立法，上面那句“一切权力”的话就成为虚置的了。由于宪法不作为，征税权几乎全部由政府自己“越俎代庖”了。目前我国税收法律有80％以上是由国务院根据人大授权以条例、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的，经全国人大立法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三部，甚至一些实施细则之类的制定权还被下放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更低层次的政府部门。事关绝大多数纳税主体权利义务的税收规范并非由代表全体纳税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行政机关成了规定税收要素的主要主体，这种状况无疑是与税收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的。从理论上说，如果需要，政府想征多少税都可以做到，中间没有任何制约和监控的政治环节。这就演变成一个怪现象，政府每年的预算都需要拿到全国人大去审核批准，而政府决定新征税种或提高税率却不需要全国人大来批准，全国人大成了只管出不管进，睁开一只眼却闭上另一只眼。由于我国税收不是基于博弈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纳税人讨价还价的场所，因而宪政税即税权法定的原则在公法上就完全被忽略了。

第三，我国宪法没有限定税收的委托立法权，导致税收法律、法规“失据”的现象。依据税收的宪政原则，议会在保留税收要素立法权的同时，可以将实施细则类的制定权授权给行政机关，但这种授权立法仅限于具体的和个别的税收事项，一般的、空白的授权是无效的，依据此类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性法规自然亦无效。然而，我国行政机关的实际立法权却极为广泛。1984年……以后，授权立法的进程竟然停止了，征税几乎成为政府的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10年后的1994税制重大改革，在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暂行规定中，未见有立法依据的规定。如果严格依照税收宪政原则分析，则可以认为此次税制改革过程中制定的各类税收暂行条例都是无法律依据的。即使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默许授权，也只能说这种授权是一种空白授权，是不产生效力的。

第四，我国宪法没有对纳税人的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行政权力过分干预税收过程的现象比较严重。对于什么是“纳税人”的问题，《宪法》未作明确解释，仅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一节（第五十六条）中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未规定其应享有的立法与监督两项基本权利；《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的定义则不准确，纳税人被片面地理解为纳税义务人。在税收观念上，我们历来把国家视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单一的权利主体，而将纳税人视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单一的义务主体，政府征税的目的主要是取得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运行，至于规范政府的税收行为、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的作用则完全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既然连纳税人权利这样最基本的税收要素都定位不明确、不准确，政府在自己制定各种细则和规章时便常常忽略纳税人的因素，一些解释性的行政命令便越来越庞杂，成为税收法律的主要部分，扩大了税务部门不应有的量裁权，导致税收过程中的随意性增大，侵害纳税人利益、纳税人负担过重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了。

最后，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必须依法征税，导致税收执法行为规范的扭曲。根据税收宪政原则，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稽核征收，无权变动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由于没有在宪法中明确地体现这一精神，实际征收过程中行政命令大于税法的现象比较严重，征税行为不规范的情况随处可见。一些地方为了人为地增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返还基数，或人为地达到增值税、消费税的增收目标以争取中央财政的定额返还，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政治任务式地征税”，或不按规定及时抵扣增值税应扣税款等手段，迫使纳税人在规定时间内过量承担了一部分税法之外的纳税义务，有关部门却几乎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和经济补偿，造成征纳主体在法律面前事实上的不平等。此外，以税谋私，收“人情税”、“关系税”的情况也是屡禁不绝。

 

作为一个财税问题的专家，李炜光教授所提出的上述五点洞识，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从李炜光教授的理论分析中，以及从2007年围绕着政府税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均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明确税收立法权，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基本用途均由人大通过法定程序加以规范，并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使政府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受人民代表的仔细审议、讨论和批准，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和切实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六、结论：未来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逻辑起点

在中国文化中，“8”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也许是巧合，在我们共和国的当代历史上，尾数为“8”的年份也或轻或重地总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适逢新世纪的2008，奥运会要在中国举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目前也有增无减。故对2008，全国人民总是充满种种期待。各界人士从自己的职业和专业角度，总喜欢把“2008”视作为某种“元年”，如“知识产权保护的元年”、“移动互联网设备（MID）的元年”、“自主新能源汽车破冰的元年”、“中国视屏营销的元年”、“中国住宅民生化的元年”、“中国品牌的元年”、“合资证券元年”，等等。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元年”，不管是否在英文“the first year of an era”意义上来使用，也不管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时是否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中这个词的原初涵义是“帝王即位的第一年”，但在一个现代理性的市场化社会中，人们使用“元年”二字，说明了许多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盼。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一个有数千年传统文明和历史文化包袱的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化的社会内部，一些社会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通货膨胀等——在积聚，这也毋庸讳言。中国“元年”之“元”，呼唤着对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现状、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某些“元思考”（meta-reflexation）。因为只有从我们社会运行的最深层面上理清了一些“元问题”，我们才会不再走错路，才会减少我们社会整体的“学习费用”。

站在2008年8月，展望共和国的未来，我们相信，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均明确写明中国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民主与法治应该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致走向。就此而论，新世纪的中国“元年”之“元精神”，既会反映在“税收（宪）法定”这类关键词上，也自然会具体体现在现实和未来的法治、民主和宪政建设之中。站在这2008年的历史节骨眼上，尽管对未来中国社会如何走向依法治国的具体路径我们还不甚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今天却已似乎明白，那就是未来中国的具有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体制的建设与型构，可能与构建税收（宪）法定的税收制度密切相关，或者说从这里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可期望把构建税权法定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府税收的具体征收和用途要经代议制机构（人大）审定批准的政治安排作为未来中国新政治体制建设的一个逻辑起点。

 

2008年元月21日晨韦森谨识于复旦

2008年8月8日下午值奥运开幕前修改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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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历程与宪政出路

——关于中国宪政前景的一个大胆猜想


莫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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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宪政秩序的缺乏一直是悬在中国经济改革头上的一块巨石。很多人都在思考：宪政在中国如何才有可能？本文表明，同道德秩序一样，宪政秩序的形成也具有内生性和演进性，而这在操作的层面上讲，意味着宪政问题在中国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进一步，本文表明，中国的宪政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在文化真空中的实践问题，而是一个中国人基于其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的实践问题。不过，宪政问题就中国社会而言的实践性质并不意味着需要我们放弃高层次的宪政理论思考，恰恰相反，对于中国未来的宪政理念、模式等的前瞻性思考不仅可以为中国每天都在进行着的零碎宪政实践提供有价值的指引，而且从长远来看，只有我们对这个层次的问题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中国的宪政实践才有可能最终结出适应于中国这块土壤的宪政之果。本文基于对中西文化的对比考察后提出，解决中国的宪政问题需要在宪政理念上寻求突破口，宪政不应只是限权而已，还应该同时体现政治的德性，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为试图在世俗生活中寻求生存意义的中国人所接受、所实践，并最终结出中国式的宪政之果。


关键词：
 演进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实践理性；宪政；政治的德性

一、引言

普遍认为，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市场自发秩序的不断演进密切相关。但是，正如一些学者不无担忧地指出的那样，中国至今仍然是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市场导向型改革。这意味着，在权力没有受到限制的国家力量面前，市场作为一种自发秩序是脆弱的，它的演进是否会朝着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向缺乏可靠的规则体系来加以保证。按照杨小凯等人的说法，宪政规则的缺乏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国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最终将对自发市场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从中国改革进程中不断遭遇到的各种困难来看，确实许多问题的产生，如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利益集团对政府行为的挟持、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较好的保障等，都可以追溯到宪政规则的缺乏上。

应该说，从学理层面认识到宪政秩序的缺乏给中国改革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并不难。在理论及经验上人们早已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需要宪政制度的支撑。但对于中国的实际而言，最值得关注、然而也是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到底宪政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如何才有可能？或者说，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对这样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应该由政治理论家来思考。还有的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从任何理论可以逻辑地推演出答案来的，中国宪政秩序的建立直接取决于执政党的意志，具有历史偶然性。虽然这些想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都潜在地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即宪政或宪政秩序就等于正式的宪政规则，而后者无非是由政治意志所决定的。当人们的思维局限于这样考虑中国宪政问题时，可以说，留给理论家们乃至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宪政秩序的出现抱有期许的普通中国人可以做的事情似乎就太少了。

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人们（包括国内和国际上的学者）对于中国宪政前景的这种无奈、甚至有些悲观的情绪，同绝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中国未来整体形势所持的乐观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要理性地表明哪一方对于问题的看法更有道理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理性主义（严格地讲，是建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严格地讲，是指简单地运用归纳逻辑对经验现象进行判断）的思路在面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时似乎都没有出路——前者把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当做是纯粹理性建构的对象，认为完全取决于政治意志；后者把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简单外推，对中国的宪政前景采取一种无根据的、盲目乐观的态度。

本文的目的是要跳出简单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定式，用一种演进理性主义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宪政在未来的可能性问题。本文的思路受Vanberg关于道德如何可能的经济学解释的启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对政府行为施加限制的宪政规则就好像对个体行为施加限制的道德规则一样，其产生并不一定完全基于某种外在的理性建构，而是有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个体的理性选择——在宪政规则的场合，“个体”指的是国家／政府。当然，这种思路只能在理论上
 解释“自我设限”的宪政规则自发地（spontenously）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至于如何通过零碎的改革措施或者个体行动促成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真正实现（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宪政实践，第二个层次是包含了宪政精神的有关规定在政治层面上得到承认并在法律上得到切实的保障），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并受到重视，需要我们跳出认知理性的窠臼，认识到中国的宪政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认知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进一步，如果中国的宪政实践要能够成功，或者说，最终通往一个可欲的方向，而不是徘徊在不可行的“全盘西化”（指从制度层面到老百姓的观念层面的全面西化）与什么都不做的投降主义做派之间，还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对零碎的宪政实践的影响（换句话讲，实践一定是现实中的个体的实践而不是理想化人格的实践），而这在客观上对高层次的理论创造提出了要求。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将道德秩序与宪政秩序进行对比表明，同道德秩序一样，宪政秩序也是在市场自发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维度，也是一种内生的“道德秩序”，一种在政府与个体之间的道德秩序。受Vanberg关于道德一定是“理性的”观点的启发，我们认为，同个体一样，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也会将接受宪政规则的约束当做其理性的选择。与第二部分多少相呼应，在第三部分，我们深入剖析了主流的、从认知理性视角出发看待中国宪政问题的错误，并提出中国的宪政问题不是一个理论认知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的不是认知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前者容易导向建构理性主义，后者才是与演进理性主义相容的。第四部分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讨论宪政的实践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宪政前景取决于当下无数个个体的宪政实践，后者一定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跳出西方宪政模式的思维定式，在宪政的理念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创新，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考虑如何适应新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宪政理念。

二、作为一种内生的“道德秩序”的宪政秩序

（一）道德与宪政：自发市场秩序演进中两个不同的维度

道德和宪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相干的两个话题。前者关乎个体行为，涉及的是对个体行为的价值评判；后者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涉及到的是国家／政府行为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不过，虽然针对的对象不同——一个是私人行为而另一个是国家／政府行为，但两者都可以视为一种约束性的行为规范。当个体的行为遵守了有关的道德规范时，我们往往给予其正面的评价，同样，当国家／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有关宪政规则的有效约束时，人们也会对其予以积极的评价。而之所以人们会比较积极地评价这种遵守有关规范的行为——不管是私人行为还是国家／政府行为，是因为不管是从经验出发，还是从有关的理论出发，人们都认识到，它们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在长期中的可持续增长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当一个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政府行为的恣意性不断增长的时候，总是有人站出来呼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遏制住这样的不良势头，等等。

应该说，认识到有序的社会必须基于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水准并不难，这一点已经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显示得非常清楚，同样，认识到对国家／政府行为的宪政约束之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不难。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这些约束性的行为规范——它们对于社会秩序的良性演进是如此重要——它们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它们如何才有可能？

长期以来，在谈到中国宪政秩序的缺乏时，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对它的功能主义论述。但最近阅读Vanberg（1994）关于道德如何可能的文章使我认识到，可能对于中国的宪政问题来说，更相关的问题是，宪政规则如何可能？同样作为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性规范，如果道德有可能从个体的理性选择角度出发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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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作为对国家／政府行为施加约束的宪政规则是否也有可能从这个角度得到阐释呢？

在我们看来，不管是个体的道德也好，国家／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也罢，它们本身都是市场自发秩序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秩序在演进，个体的道德也随之演进，同时，国家／政府行为也在这个进程中调整、变化。根据协同学的观点，一切自发形成的有序结构，既不能说先有部分后有整体，也不能说先有整体后有部分，因为部分和整体是在相互作用中协同发展起来的。就道德和国家／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关系而言，虽然它们都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说，一定是先有了道德或者宪政规则，社会经济秩序才有可能，而只能说，道德规则和宪政规则都将随着市场秩序的演进而演进，要理解它们，一定不能抛开演进的市场秩序来孤立地看待它们的出现或存在。

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样一种说法具有“泛演化主义”之嫌，对现实不具有任何的解释力，也不具有任何的规范意义。但这里我们的目的仅在于表明：道德和宪政各自作为针对个体行为和国家／政府行为的约束性规范，其本身必然也是随着市场秩序的演进而演进的，不可能指望市场经济在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背景——包括对个体行为约束和对政府行为约束的制度框架——下进行。

（二）道德的内生性和演进性及其对于宪政问题的启示

关于道德与社会的关系，前人已有很多论述。一般认为，道德是社会的前提或基础，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社会。但一直以来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解释的问题：如果人都是自利的话，道德为什么可能？这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难题”。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对道德现象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把道德当做个体的偏好，此时，严格意义上讲道德是被当做不可解释的外生变量；另一种在个体的效用函数中将他人的效用包括进来，此时，个体的理性选择自然意味着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利。这两种在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之内的解释都存在着致命缺陷：前者存在严重的事后解释之嫌，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不可观测的影响个体行为的变量都可以被事后引入，来将个体行为的反常解释掉；后者则存在着严重的逻辑不一致问题，即：在逻辑上讲，自利的个体如果有利他偏好是自相矛盾的。这与科学解释的要求不相符。

基于对新古典理论解释的不满，Vanberg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他认为，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理性的有限性，现实中个体的选择不是个案式的，也就是说，不是在每一次决策中都严格地最大化其效用，而是选择一种总体上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模式。当个体遵循既定的模式行动时，他不会对现实中任何约束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而只有当现实中情况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认识到既定的行为模式已经不能为其带来足够的利益时，他才会选择对其加以调整或改变。Vanberg的理论的核心在于：个体的选择是在相对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是否选择某一种行为模式取决于对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期间以及较大范围内的总体评价。

该理论既能解释表面上看起来的牺牲行为——个体遵守道德规则是基于长期中总的利弊权衡，即便有时在个案中利益受损也不足以使个体改变其行为模式；也能够解释在某些环境中一贯遵守道德规则的个体在面对完全不同的外部性环境时会变得不道德——个体如果认识到既定的行为模式在新的环境下不再是最优的，他就会理性地改变它。总之，道德可以看做是个体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当个体认识到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诚信的方式做事比不诚信的方式能够使自己生存得更好、更有竞争力时，他自动地会选择这样一种生存策略，或者说，在个体与他人的生存博弈中诚信的行事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占优策略。对这一点，我想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是非常有感悟的。

根据Vanberg的说法，“道德要有可能，它必须是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而这意味着遵守道德的奖励和违反道德的惩罚在一个社会中得到了比较合理的配置。”换句话讲，有必要造就一种社会环境——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使遵守道德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用Vanberg的话讲，为“理性的道德”的存在提供条件。

Vanberg的理论可以很容易地用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道德水准的大致演进。在城市化初期，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传统社会迅速向所谓的“陌生人社会”转型，可以说个体选择不遵守道德规范总体上能够为其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出现了比较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但随着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演进，由于个体问潜在的合作利益增加，加上对自身信誉的考虑，至少在民间社会这个范畴内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度有提高的趋势，即便是和陌生人打交道，个体也更倾向于诚信而不是欺骗。这种随着市场秩序的演进而个体行为模式的演进也体现在各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人们诚信度的差别上，例如，普遍来讲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人们的守信程度较高，坑蒙拐骗的现象比较少见，而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省份，总体而言人们守信度更低，坑蒙拐骗现象出现的概率更大。总的说来，经济越发达，人们的时间视界（time-horizon）就越长，同时也会认识到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或合作者范围越广，导致的结果就是越倾向于在一个普遍的层次上遵守道德规则，其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opportunistic inclination）越小。

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曾说过：“人的本性只有在世俗社会中才能得以完善。”在我们看来，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与Vanberg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对道德的理解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个体的“本性”是适应世俗社会的结果，或者说，是在世俗社会中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而只有基于这样的适应性选择，才能谈得上个体“本性”的完善问题。与这种对于个体“本性”的看法相对照，中国的传统哲学似有抽象地谈论个体“本性”的嫌疑，导致的结果是道德规范成为某种外生的、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约束，并最终沦为为统治阶级秩序服务的空洞的说教。从这个角度讲，没有一个不断演进的世俗社会，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事情，除非此时的所谓道德只是某种从外部强加给人们的、任意的行为规范。

认识到道德一定是基于演进的社会秩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基于这个大前提，道德现象才有可能与一个社会中个体的理性选择联系起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可解释的，否则，就只能成为纯粹哲学、伦理学思辨的对象而不可能具有任何经验意义。

[3]


 道德的理性（rationaety of morality）——即可以作为理性分析对象的道德——从这个角度看，也必然基于理性的道德（rational morality）——即道德行为是个体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道德的内生性和演进性对我们关注的宪政问题有什么启发呢？首先，宪政规则作为一套对国家／政府的行为施加限制的规则，不能把它看做是完全外生的，认为可以完全依靠刚性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实施（就像在长期中道德不能依靠强力来保证一样）；其次，具有实际效用的宪政规则——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对国家／政府行为的约束规范——需要时间来逐渐地生长，不应期望一个国家的市场秩序从一开始就基于一套比较完美的宪政规则（就像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道德也是演进的一样）；第三，国家／政府遵守宪政规则如果要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应当是它在长期的演进中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即：权力的运用者在长期中逐渐认识到遵守有关宪政规则行事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而不这样做将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例如，民间的非议乃至抗议。

当然，道德规则和宪政规则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差异。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道德规则是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行事规则，而宪政规则却是基于国家／政府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针对国家／政府行为的约束。在前者的情形下，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对称的，个体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会倾向于选择与他人之间形成一种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尤其是在一个商业文化比较发达、经济上的竞争非常严酷的生存背景下，个体更是倾向于将遵守有关道德规则当做自己与他人交往的占优策略。在后者的情形下，国家／政府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政府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对个体实施强制，要求其服从，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个体除了消极地对抗之外，很难选择其他的合作对象（例如逃到外国去成为他国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政府与其中的个体的关系中要演进出一套国家／政府自愿遵守的“道德规则”（即约束其行为的宪政规则），难度更大。

道德规则与宪政规则在性质上的这种实质性差异有两个重大的理论意蕴。第一，既然国家／政府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这种权力运用上的绝对不对称性，如果前者真的不想受约束的话，那么，即使存在着再刚性的制度约束也不会有作用。一战之后德国的魏玛宪法就是这样的例子：它最终也没有能够管住权力超出其正当范围的运用。这实际上强化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即需要重视宪政规则的内生性，而不能把它单纯地当做一套正式的约束性规范。第二，既然国家／政府在权力的运用上相对于个体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完全依靠它自觉自愿地在一定的边界之内行使权力似乎是很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的、刚性的制度约束将有助于促使它在边界之内行事。

这两点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第一点要求我们尽量避免宪政规则的强行植入，注意其背后的客观现实基础；第二点则要求我们注意在技术层面上保障宪政规则的效力，使本身具有客观现实基础的事物不在现实中落空。换句话说，我们既要尊重事物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同时，也要为其提供现实的保障。

三、认知理性、实践理性与中国的宪政问题

（一）认知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宪政问题

前面实际上我们谈了从演进理性主义的视角看待中国宪政问题的必要性。与演进理性主义相对的是建构理性主义，后者的特点是把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在头脑中“理性地”建构起来，然后根据这个头脑中的理性建构来要求现实。这种思维定式往往不自觉地夸大个体理性对于复杂现象的把握能力，否认历史和实践之中富有理性，而仅在头脑中寻求理性。在实践中要么陷入理想主义的狂热，急于求成地要求变革，认为人的理性可以主宰一切，要么陷入悲观的宿命论情绪，认为理想的人类社会制度是我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建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很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因为在根源上，它派生于西方逻各斯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今天的各门学科（科学？）包括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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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传统的特点是，重演绎轻归纳，重抽象轻具体，重静思轻行动。与中国重实践的传统相比，从该传统派生出来的问题模式是：事物的本原或本质是什么？例如，“美”是什么？“人”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从中国的传统派生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例如，怎样才会使事物变美？应该怎样做人？

由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直接导致了现代西方强盛的物质文明以及由此使西方文明获得了一种整体上相对于东方文明的强势地位，因此，20世纪以来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加反思的意识形态。许多本质上不适合用西方理性主义模式思考的对象——不管是道德还是审美，或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实践——都被纳入了“科学”的范畴，用一种对象化的方法去加以审视、探究。就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其内核一般均衡理论）而言，表面上它是在探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但实质上所谈论的对象与（基于完全理性的）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并无二致。市场、经济、经济秩序这些概念在这种视角下都成为某种非实践性的纯粹认知对象，经济学也变成了某种（由完全理性把握的）纯粹的认知科学。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经济学“见物不见人”，作为自发秩序的市场秩序似乎是可以人为地设计出来的，经济学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如何“理性地”设计、规划出一个好的市场秩序。

显然，这种认知朝向的思维模式非常不适合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因为对中国的改革而言，“市场”或者说“市场秩序”并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国家的问题时一样）已经在那里了，而是当下正需要逐步形成的事物。作为市场系统性演进中的自然组成部分，其中的各种制度或规则，不管是私人秩序所基于的内部规则还是界定政府与私人关系的规则，都有一个自发演进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自发演进”并不排除在系统整体演进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规则的建构，而仅仅是要用它来表明，不可能全局性或系统地使各种市场规则同时“升级”，也不可能在不考虑系统内部各部分问协调性的条件下把其中所认为最重要的某类制度规则——如宪政规则——单独地加以理想化的改造。

可以说，只要人们的思维局限在认知理性的范畴，把中国的宪政问题当做是一个认知问题而非实践问题，中国的宪政问题在很多人眼中就好比为一个机器换零件一样简单：让机器停下来，把所认为好的零件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二）实践理性视角的中国宪政问题

与认知理性容易导向的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定式不同，实践理性充分尊重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事物在历史时间中演进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它既不盲目夸大个体理性的限度，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在事物发展的进程中个体的主观意识对于未来结果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用一般系统论的话讲，未来——严格地讲，是对未来的预期或想望——是会影响现在的）。

在中国宪政这个问题上，它要求在重视实践过程的自发性特征的前提下，将实践中产生的自发性要求上升成一种在政治上自觉的要求。这里说的“实践过程的自发性特征”具体而言指的是，在市场秩序的自发演进过程中，在该经济秩序中的个体会自发地要求对国家／政府的权力运用施加限制。当这种自发性的要求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时，国家／政府就有可能理性地选择以一定的先定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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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先定规则”不一定是以正式的、书面的形式写入宪法或法律，而完全可能是在过去的实践中形成的惯例。英国的宪政就是这样的，没有成文的宪法但有实质意义上的宪政。当然，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在公共选择的层面上形成正式的、明示的宪政规则。

强调宪政问题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强调为了解决此问题需要的是实践的而非认知的理性，这一点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提醒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落入建构理性主义的窠臼，同时，它还为经济学家们在社会中的责任指明了方向。在我们看来，经济学家在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而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社会中某些自发性诉求的存在和发展趋势，以及这些自发性诉求对现存的政治、立法提出的潜在挑战。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被认为是有关“明智的立法”的科学。这种观点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非常正确。要做到“明智的立法”，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对民间的自发性利益诉求作出回应，而经济学家们由于在识别社会中存在的自发性诉求上比一般人更具有敏感性，因此，除了通过思想上的启迪促使民间的自发性诉求转化为自觉的、政治上的诉求外，还可以为政府如何积极地回应民间的这种诉求提供咨询。具体而言，在宪政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既要让民众真正地认识到，个体的自由是财富的根本源泉，只有对政府的权力运用施加必要的限制从而使个体的自由得到保障，个体才能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同时也要让政府意识到，它有必要对人民在自发市场秩序的演进中生发出来的对于自由的需求作出理性的回应，而政府以某种方式对其行为实施自我限制就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宪政问题的实践主义视角与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不相容，却恰恰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非常吻合。后者把行动的个体而非思想的个体当做社会科学最基本的前提，强调个体的主观认识对其行为的影响。在涉及到制度变革的问题上，由其彻底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方法论倾向决定，它不相信某种理想的制度可以完全从外部建构起来，而更倾向于认为，某种制度在一个社会中要想切实可行，能够发挥实质作用，必须不能与该社会中的人们的主观信念和想法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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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理性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普遍认为，中国的哲学、中国人的形而上学是以实践为依归的，而西方的传统哲学、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则相对而言是以认知为依归的。应该说，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别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讲过：“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余英时（1998：6）也说：“中国思想有非常浓厚的重实际的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统化的途径。”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质，在我们看来，虽然可能不利于产生系统的科学知识，但在琐碎的实践活动上却具有优势，而这恰恰是市场自发秩序的动力源泉。最近有人（Zhu，2007）写了有一篇非常有洞见的文章《没有理论的改革：为什么在中国起作用？》。这篇文章从中西文化传统的区别出发，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实践很难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所理解，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功。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情理文化，是实践性的而非认知性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与市场作为一种开放性的自发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暗合性。作者赞许地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评价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而那些更复杂的经济体却没有，这一事实与中国并不把理论很当一回事有一定关系。当东欧理论家在为市场整合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绞尽脑汁时，中国的农民和企业家已经被允许放开手脚干事情以及去解决由此自然产生的各种问题了。”

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朝向与市场秩序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暗合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行事方式提供了正当化理由，即：不是先把问题事先彻底想清楚了再行动，而是先行动，然后再根据行动的后果进行调整，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前进。这种行为模式对习惯了一定是先把问题认识清楚了、全盘都计划好了然后再行动的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这些人不自觉地受制于“科学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实践问题始终用认知理性的模式去套，而没有意识到实践就一定会对客观的经验世界产生影响，因此并不存在柏拉图式的不变理念或其他什么最终的实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是有学问的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往往越没有办法。

以上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宪政问题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to do”永远比“to be”或者“ought to be”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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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不是说研究者要抛弃研究者的身份而直接去行动，而是指研究者必须把视角由宪政规则到底是什么样或者应该是怎么样转向现实中有关的具体实践活动，尤其是那些有助于使权力受到约束的实践活动。通俗地讲，中国未来的宪政到底是否可能、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当下无数个主体到底是如何在与权力打交道，而不是取决于理论家们头脑中关于中国未来宪政的模式设想。第二，与第一点相关，宪政理论家必须认识到宪政实践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情，而是无数个具有行为自主性的国民的事情，没有谁能够越俎代庖地代替这些无数个个体行事，而到底个体如何行事，这又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观念和认识。对于试图通过影响这些人的行为来影响历史进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意味着，不能太一相情愿地或太激进地试图改变国民的性格或行为模式，必须循序渐进地、有耐心地、有韧性地宣传自己的理念，不仅如此，在这样做时，还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人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尽可能地做到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创造性转化以便于大众接受。

四、中国的宪政之路：在理性与德性之间

（一）中国的宪政困境及其出路

前文我们实际上谈到了看待宪政问题的两个维度：一是内生演进与外生建构的维度，另一个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维度。应该看出，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内生演进同实践理性的视角比较相关，而外生建构的视角在根本上总是源于认知理性对人们思维的主宰。不用说，在认清了建构理性主义以及主导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在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把制度看做复杂现象中内生演进的环节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不过，此时还是需要追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制度朝着令我们满意的方向演进？换句话讲，实践理性难道就完全不需要理论了吗？如果是那样，实践理性作为一个与认知理性相对应的哲学范畴或概念，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吗？而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否意味着，除了在日常的零碎工程学意义上提出制度的改进意见以及对民众进行启蒙之外，已经不需要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创造了？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宪政实践来说非常重要。原因在于，目前“在高层次的思想文化中，我们总是不得不在西方思想框架中去思考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更有力的思想框架），不得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去进行各种判断”（赵汀阳，1998），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如果知识分子在宪政问题上完全放弃高层次的理论创造，那么，中国的宪政实践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全盘接受西方的一整套价值理念（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将西方的某个价值理念单独“离析”出来并加以接受而不管其背后的一整套思维模式很困难），让中国人的思维普遍西化；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做，任由政府行为的恣意性不受约束。可以看出，前者不可行，也不现实，后者则是完全的投降派心态。这就好比这个世界预先给定了只有A这种行为模式，那么，你的选择就只能是A或-A，总之，如果想像不出还有新的行为模式，你的选择跳不出A这个维度。可以说，中国目前宪政的困境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学者在面对今天这样的一元化世界创造力的缺乏，即除了西方的宪政模式之外想像不出还可能有别的宪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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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宪政这个词虽然来自西方，但宪政背后的问题却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宪政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在现代的民族国家背景下任何一个政府都有类似的制度需求，也就是说，都需要解决此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用同一种模式解决同样的问题。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确实可能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模式来解决。

具体而言，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基于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此派生出的是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主体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是认知性的，而非实践性的；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在现实中表现为重抽象、重推理、强调做事的原则性而非机动性。在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一方面，个体在现世中的存在主要是功利性或算计性而非审美的，另一方面，个体为了寻求生存的意义，不得不通过孤独地与上帝沟通而实现。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的并行存在作为一个客观事实，使得前者可以建立在纯粹的认知理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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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有后者填补人的精神需要这一空白。这一点对于西方世俗社会中的制度而言有着深刻的意蕴，即：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而且也应该基于理性人而非道德人的假定而建立，因为西方社会可以说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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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西方各国的宪政制度而言，虽然我们不能说在历史上它们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而产生的（历史地看，西方各国的宪政制度更像是各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尤其是贵族同王权斗争的结果），但认为其背后的理论支撑的确是“坏人逻辑”——即首先假定国家／政府同个体一样是自利的——却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谈一下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西方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国家在性质上的特殊性。奥古斯丁认为，国家是由只爱世物不爱上帝的自私个人组成的自私集体，它违背了原初正当的爱的秩序；国家并不是天然正当的，而只是人堕落的产物；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以及有关制度安排，虽然可以维持罪人之间的外部秩序，却无法改变人的内心秩序。显然，奥古斯丁所指的“国家”是指政教分离前提下的世俗国家，也就是说，与“上帝之城”相对立的“地上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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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现代西方世俗国家的写照。在这些国家中，人们从来不会把国家／政权当做是善或美德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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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认为其是一种为了外部秩序而不得已的恶；相应的，政治的德性对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理念来说是异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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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有基于（与价值理性相对的工具）理性的政治才是可以接受的。（古典政治哲学以“美德”为核心，而近代政治哲学转向了以“契约”为核心，这似乎并不是偶然的。不过，这种转向并不为所有人看好，例如，当代著名哲学家麦金泰尔所做的就是试图恢复古典式的以美德为核心的哲学传统。）

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不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相应的，也没有个体分别在俗世中的纯功利、非道德、非审美的存在方式和在宗教世界中的超验性存在。在中国，个体在现实中的生存从来都灵肉合一的，中国人很难“理性地”以纯功利、非审美的方式在现实中过活，他们总是要在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中——小到家庭，大到单位、国家——寻求生命的意义。如果对于西方人来说，“过有意义的生活”是纯粹私人的事情，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如此。在这种背景下，个人的私人生活往往很难与伦理的、政治的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当然，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影响似乎正在改变这一点）。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国家、政府的态度。例如，当说到中国政府的种种不是时，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心里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抵触情绪，因为他们感觉到这就像是在说他们的亲人或父母一样。受到一些西学熏陶的人或者自认为更理智的人可能会对这种情绪感到不可理解，或者不屑，认为国家与政府应该是分开的，指责政府、批评政府并不意味着不爱国，相反，可能正是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这在知识界应该是一种颇为常识性的观点了）。在我们看来，虽然后者表面上看来更理性，更值得提倡，但仔细分析起来可能并非如此。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除非你先验地认定，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有美德的生活是一件纯粹的私人的事情，否则，普通老百姓在心理上本能地产生的对政府的身份认同感就不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实际上，有什么理由先验地认定个体的身份认同感就只能局限在家庭甚至更小的个体这样的私域，而不能扩展到似乎更抽象的国家、政府组织这样的事物以及有关的事务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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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政府、组织这样的概念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

与西方文化传统相对比，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特点可以说是公私不分，即总是在观念上不把个体的私德与其所在共同体的政治的德性严格区分开。这种观念从起源上当然可以追溯到儒家传统思想。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是“仁”，与西方文化强调外在超越性相对比，它强调个体的内在超越——不是卢梭式的个体孤独地寻求所谓的美德，而是以世间实实在在的人伦关系，以家、国再到天下为介质来实现。这种文化传统肯定每个个体都具有价值自觉能力，把现世、俗世当做个体实现自我超越的场域。在这种文化传统下，人们不是把国家当做是一种不得已的恶，而是倾向于把它当做个体向善的自然延伸，是个体善的集中体现或承载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很容易接受黑格尔和共产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上特点对于中国的宪政问题有什么启示呢？我想，最大的启示可能在于：中国的宪政应该
 与政治的德性、也就是共同体的善联系在一起，进一步与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有所联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应该”不是从理论家的主观意志出发而是基于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认识而提出的，因此它是规范与事实合一的。（与此平行的是，西方的宪政恰恰是应该与政治的德性相分离的，这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从西方人的文化心理出发得出的规范判断。）

政治的德性关乎宪政的理念问题，以某种方式使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与政治的德性相连，这关乎宪政制度的设计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后者可以认为是对前者的重要注解，虽然它并不能直接被认为就是对前者的全部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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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理解作为宪政理念的“政治的德性”及其对中国宪政实践的意义？

提到“政治的德性”，很多人会立即会联想到这样一幅图景：高高在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恣意地践踏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在行仁政、为了广大百姓的利益等等。在这样的图景中，“政治的德性”显然是掌权者自封的。本文所说的“政治的德性”不是这样的，而是基于权力运用的另外一幅图景，这其中权力的运用不仅在制度上是受到约束的、在形式上或程序上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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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它在实质上还与共同体的善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相连，让生活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个体不是以排异的眼光而是接纳的、认同的眼光看待它。

长期受西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熏陶的人很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政治的德性”、“共同体的善”之类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制度的逻辑其实就是底线逻辑（worst case logic）。制度对人的行为给出底线性质的规定，制度的存在是以“人性恶”为基本假定的，其目的是保证即使人性是在最低劣的情况下社会的运作也不是最坏的。至于现实中人性是否更美、社会运作得是否更好，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私人决策，与公共层面的政治无关。对于这种看问题的视角，本文只想指出三点。第一，西方存在着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的二元分离，西方人在世俗社会中的心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社会可以、也应该根据这样的制度逻辑来运作。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第二，从西方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自由主义理念在现代已经遭遇到了重大困境，当自由被化约为底线性质的制度规范从而变得与个体的人格发育、个体的德性修炼无关时，它必将为西方世俗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弊害埋下伏笔。第三，生活不是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生活如果仅是底线意义上的生活那就不是生活，而是机械运动。如果说过去中国人的生活是过于“艺术化”而不适当地否弃了制度理性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人也不可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制度理性当做支撑生活的全部而去拥抱完全没有艺术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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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其实可以发现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德性”作为一种宪政理念，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就像“美”这样的概念一样，它只能在历史时间中不断地展开，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自身，而不可能根据某种先验的标准说它到底是什么。在思想上受西方知识论影响太深的人往往很难理解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无法事先定义的东西就是无法言说、也是无意义的，更不用说用它来指导实践。实际上，不管是在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事物的存在就等于潜能或者说潜能的展开，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然，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对潜能的认识问题了。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潜能，是推动事物朝着一个可欲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中国的宪政问题而言，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在中国这块不同于西方的土壤上（这里说的土壤其实指的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行事方式）也能结出宪政之果？显然，认为在中国的土壤上最终能够结出同他国一样的宪政之果是不现实的，如果以此为出发点来浇灌这块土壤最终自然也不可能有期望的结果。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基于对本土特殊条件的认识前瞻性地对这块土壤上可能结出的宪政之果进行思考，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进行日常的浇灌。宪政的理念与宪政的实践的关联性在这种视角下就很好地凸现出来了：没有正确的宪政理念，除非是巧合，否则，宪政的具体实践到底会将我们带向何方始终是个未知数；反之，事情的进展会顺利得多。

[18]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宪政理念对于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上长出宪政之果的重要性。其实，还有别的学者用别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例如，高全喜反复强调的“构建中国的主体性”

[19]


 问题在本质上与本人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暗合之处：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试图解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面临的限制国家／政府权力这样一个普遍性问题。

[20]


 不过，与高全喜所做的工作稍微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实际上是直接对什么是正确的宪政理念，或者说中国的主体性建构到底应该大体上是什么样子给出了答案，而高先生则是比较策略地指出了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大方向。这里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本文以层层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式的宪政理念应该是怎样的，但这毕竟不能认为是最终的答案，因此，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在宪政问题的这个维度（即理念维度）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争论，以求在更政制的层面上推进人们对于中国的主体性建构问题的认识。

（三）“有道德的政治”如何可能：立足于现实条件的分析

“政治的德性”或“有道德的政治”作为一种理念应该说并不新鲜。在中国的历史上，长达千年的礼法合一的封建社会以及解放后所采取的苏俄社会主义模式也确实都是基于这种理念。由于这种理念的运用在过去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创伤，因此，今天人们很容易负面地看待它。但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在过去带来负面效果的东西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完全有可能通过某些方面的调整而变得有用。在我们看来，今天“有道德的政治”作为一种宪政理念，有许多过去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使其可能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自发演进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使得政治层面上演进出某种“理性的道德”成为可能（前面“理性的道德”主要针对的是个体，但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国家／政府行为）。

[21]


 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面的问题，或者用通俗的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虽然经济基础并不能完全决定上层建筑，但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最低限度的有道德的政治——即对权力运用施加限制——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此，很早以前李泽厚先生（2004：330f）在谈到“体”和“学”的关系时就清楚地讲到：“严格地说，‘体’应该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现实的日常生活。……就中国来说，如果不改变这个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学’，不管是何等先进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有被治国原有的社会存在的‘体’——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文化心理结构，即种种‘中学’——吞掉的可能。”“只有商品经济发达，才能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和‘西学’真正生根、发展的基地。”

第二，西方的民主、人权等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日常化也使老百姓看待政府的视角和对它的期望产生了变化。

[22]


 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有道德的政治”。（在私人交往的场合，个体对于违背道德规则的行为越是积极抵制，与他打交道的人越是倾向于遵守道德规则。这同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少有些类似。）按照柏克的说法，“人民的品格可以影响他们的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必须采用与他们的脾性、禀赋相适当的方式。统治具有自由性格和精神的人们，至少要对这种精神和这种性格做出某种迁就行动”。

[23]




第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民族国家不得不接受国外的一些先进理念以保持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被淘汰。像“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否则会产生腐败”这样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常识（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落实它又是另外一回事）。

[24]




第四，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如何限制权力滥用这个问题上，“制度重要”这样一个命题已经被国人完全接受。

[25]


 说到“有道德的政治”因此一定是基于制度而非主观愿望。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曾说：“在儒家五伦的观念中，根本缺乏人民与政府相关的明白观念。于是儒家的千言万语，终因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

[26]


 我想，今天的国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思想意识上都不会再退回到过去的礼法时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谓的“有道德的政治”作为一种宪政理念在今天这种形势下与法治并不对立，而一定是要基于法治。

[27]


 只不过，与西方国家把宪政单纯地理解成对权力的限制不同（这符合工具理性的要求而没有涉及到价值理性），它在实现限权的同时还要求反映个体以国家／政府为介质的伦理的、审美的或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28]




第五，“有道德的政治”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在满足底线性质的限权要求的前提下，除了前面提到的由民众以某种方式监督权力的运用以体现政治的德性外（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程序性地解决），权力的运用到底还可以如何更好地体现政治的德性，这是谁也无法预先设计，也无法运用制度加以保障的。问题到了这个层面，政治的问题就成了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老百姓与政府之间如何实现良性的互动（很多这样的互动是超出僵硬的制度可以规范的）就成了决定政治是否道德、有多大程度道德的关键。这个层面的问题在逻辑上看似无法解决，不过在现实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许多积极的成分如果能够被调动起来——当然不是“三纲五常”那一套东西，而是对个体价值觉悟能力的看重、人同此心的思维模式等——确实有助于构建一个大家所欲的社会。

到此，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实现“有道德的政治”比单纯地实现限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甚至连限权都没有实现，难道可能一下子就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吗？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错误，即把两个性质完全不同但功能上部分有覆盖的事物当做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这就好比电视和电脑都能收看电视节目，而电脑除了具有电视的所有功能外还具有很多电视不具有的功能，但谁也不能认为电脑一定是在电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实际上提示我们，如果认为中国的宪政理念应该与西方宪政不同，那么在宪政制度设计上，也应该考虑有一些新的思路，而不应指望完全基于后者并对其进行完善。

五、结语

中国的宪政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移植和制度模仿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无数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理性地将西方国家已经形成的宪政模式进行还原分析，就可以从中找到使宪政在中国生长的各种因子，而是必须跳出这种认知模式的窠臼，认真地思考：如何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实践出中国的限权模式来。

这不是被动的文化基因决定论，而是基于对中国宪政问题的实践性质的务实考虑。面对这种局势，高明的理论家需要做的不是抱怨中国文化基因当中存在的各种不利于宪政实践的因素，而是要积极地探索：到底中国文化基因当中有哪些积极的因素可以在实践中被调动起来，以解决中国的限权问题。

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中国的宪政在理念上应该区别于西方，它不仅仅要致力于实现限权的目标，而且它还必须与政治的善或德性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大体上满足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才有可能在长期的实践中具有可行性。而这在制度层面上，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那一套限制权力滥用的技术手段照搬过来，而是必须考虑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既能够有助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同时，还能够唤起国民对于共同体的善或者说政治的德性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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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100022）。


[2]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从个体的理性选择角度进行分析就足以解释现实中的道德或宪政现象，因为毕竟不得不承认还有其他的如个体精神层面的需求可能影响人们的选择，而是认为只有当这些现象能够与理性人假定大体兼容时，它们才有可能与作为整体的自发社会秩序相容。


[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具有经验意义的道德现象，也就是说能够运用理性人概念来加以分析的道德现象并不能涵盖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全部。道德—伦理还涉及到生活的美学问题，或者说，个体存在的意义问题，这并不是用科学主义的范式（在经济学中体现为基于理性人概念来分析一切现象）可以解释的。


[4]
  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这样的认识论传统就没有今天的各门学科。但似乎有些悖论的是，对于经济学这样以实践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言，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解转型国家经济转型实践的困难性上。


[5]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国家／政府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怎么可能期望它自愿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呢？这种想法是否只是学者的幼稚与浪漫主义情怀在作祟呢？对此，我有两点回应：第一，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因此，不适合用逻辑上“可能的最坏”状态来套现实；第二，从经验出发，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有权威者并不滥用权威的现象。分析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可能的，可以为还未实现这种局面的国家提供参考。


[6]
  例如，在谈到欧洲战后的重建时，米塞斯说：“重建不能从外部进行，而必须从内部开始。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学上的技术问题，更不是工程学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中人们的信念和想法。”（转引自Coyne和Boettke［2006：571］）


[7]
  参见：赵汀阳（1998：34）。


[8]
  这里可以套用赵汀阳的一句话：“智慧的标志不是你有没有一个理想观点，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赵汀阳，1998：33）


[9]
  为了与前面保持一致，这里使用的仍然是“认知理性”这种说法。实际上，这里可能使用“工具理性”这种说法更容易让人理解。


[10]
  写到这里，我对赵汀阳（1998）的一段话突然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说：“既然儒家思想曾经把生活塑造成了与之一致的存在，因此在那个漫长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事实上就变成了真理和价值。既然当时的生活与思想是一致的，思想就不会受到挑战……儒家思想当时就是事实上的真理和价值。”（赵汀阳，1998，48）类似的，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表面上普适的理性人假定以及基于该假定的制度逻辑也是西方文化的自然引申，并在漫长的时间里事实上成为了西方社会中的真理和价值。当然，现代化的兴起导致了工具理性主导的西方文明有了超出其范围的一定的普适性基础，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11]
  参见：周伟驰（2003）。


[12]
  例如，在前段时间流行的美国连续剧《越狱》中，美国政府和总统就被塑造成邪恶的力量。我想，这似乎并不完全是宽松的政府管制可以解释的，还应该与民众长期以来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即：善或美德从来都是私人的事情，而与公共行政机构无关，后者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不得已产生的。


[13]
  人们常说，市场制度是对人的美德要求最低的制度，即使制度中的人是坏人，它产生的结果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这种说法看起来毫无问题，却是潜在地以西方社会中的市场模式为标准的参照，因此，并不具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逻辑正确性。具体而言，现实中没有抽象的市场，而只有某个社会中的市场；不是市场制度是对美德要求最低的制度，而是西方社会（严格地讲，是西方社会中的人）是对美德要求最低的社会，因此，其中的市场制度才会是这样的。大致可以这样勾勒这里涉及到的逻辑链条：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西方人在世俗社会中的需求—与该需求对应的世俗社会以及制度理念、制度安排。


[14]
  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理性化、正当化的问题。高全喜近来提出的“以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来整合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路其实是从另一个面向凸显了宪政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


[15]
  这一点，我受到了许章润的启发。许章润的看法大致上是这样的：政治的德性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彰显，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应拘泥于既定的条条框框。最初我只是从一个程序性的维度——即把限权与社会中个体的价值实现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来谈论“政治的德性”的，但就本文的意旨——即重在关注宪政的理念而非如何实现该理念的操作性问题——而言，确实有必要以一种更开放的方式来理解“政治的德性”这种提法。


[16]
  此时说的“道德”不追究行为的动机，而只看客观效果，即权力的运用是否在客观上受到约束。如果是，则可以认为达到了最为基本的“政治的道德”。这就好比在私人关系中只要个体客观上遵守了有关道德规范，即便他这样做是因为怕外在的制裁，也不能否认他具有了行事的道德。


[17]
  这里所说的“艺术感”其实是借用赵汀阳（1998）的表述方式，用来指创造性，尤其是生命体验、实现自我完满的创造性。当然，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个人生活的艺术感不完全是私人的事情，还与公共政治有关，因此，自然会派生出对于“政治的德性”的心理需求。


[18]
  在本次年会上，秋风等人针对本文的提问使我意识到，有必要专门就宪政理念与宪政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否则，人们很可能难以理解“宪政的理念”这个问题维度的重要性，而把它当做仅仅是纯粹形而上、学究式的“瞎掰”，就像西方美学理论对“美”的经院哲学式论述一样。


[19]
  高全喜，“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见本书第195—243页。


[20]
  不管是在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的识别上，还是在对问题的解决进路上，本文的想法都与高全喜（2006a，2006b）非常相似。在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识别上，高全喜认为“为构建中国的主体性提供一个政制的基础”是当务之急（其实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宪政在中国如何才有可能）。在解决问题的大方上，高全喜认为“中国的主体性既基于制度又基于文化”（本文提出的宪政理念是这样的）。


[21]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说“改革本来就是一场伟大的宪政转型”是有道理的。参见：我不讲（2008）。


[22]
  这种变化无疑是有益的。法学者对此贡献不小，可以说对民众的思想起到了必要的启蒙作用。不过，我们还是要问：启蒙之后呢？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法学者或者任何其他领域的纯学术型学者能够把握的问题。朱学勤认为当前的中国需要学术型的思想家，如像顾准这种类型的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23]
  参见：埃德蒙·柏克（2001：167，210）。


[24]
  2007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25]
  对“制度重要”这个命题的接受虽然很大程度上与近些年西方文化的传入有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根基。例如，人们常说的“先小人，后君子”就可以认为是一种非常“制度朝向的”（institution-oriented）想法。


[26]
  转引自：朱学勤（2006：329）。


[27]
  针对有的人试图用文化消解制度的做法，高全喜富有洞见地指出：“制度而不是文化，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这种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困境的清醒认识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与那种始终把文化与制度对立起来的简单化视角比起来，反映出了论者智识上的成熟与老道。进一步，高全喜（2004a）还分析了为什么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的实践在古代中国不可能成为有建设意义的政治理论：“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陷，即从内圣到外王的实践过程缺乏一个公共政治的制度层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领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从来没有产生塑造一个政治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公共政治理论。”


[28]
  长期以来，中国的“性善论”传统总是被认为与现代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既然法治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抛弃“性善论”，而这意味着需要长期中对国民的文化心理进行改造。例如，李泽厚（2004：41）便认为：“……以人性本善的理论为基础的儒家孔孟的伦理主义，已完全不能适应以契约为特征的近代社会的政法体制。它曲高和寡造成的虚伪，变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真正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某些东西，来进一步改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和民俗风尚，以使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也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便是一个巨大课题。”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当一个人无法对一种本来有益无害的东西加以好好利用时，只能无奈地把它改造成另外一种次好的东西加以利用。


“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研讨会”综述

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华人哈耶克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研讨会”于2008年8月22日至23日在浙江莫干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四十余名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经济变迁”（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罗卫东教授主持）、“宪政转型”（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主持）、“法律与政治变迁”（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主持）、“历史与文化”（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黄春兴副教授主持）、“经济学理论问题”（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主持）等报告主题，进行了主题发言、评述和讨论。现将这些报告主题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经济变迁

随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问题在经济变迁和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变得日益突出，同时经济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变化也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张曙光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从回顾和评述租金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发现，租金问题实质上是资源要素价格问题，其来源和性质取决于所有权及其垄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产权的交易和重组，以及经营者激励和企业家定价问题，都与租金的索取和分配密切相关。朱海就副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则从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重新解读了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思想，提出“奈特—柯兹纳企业家”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不是企业家创新驱动型的增长，要实现持续增长，不仅要求政府排除各种限制企业家创新的制度障碍，还要维护并尊重企业家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围绕着经济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变迁问题，夏业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指出社会变迁是一个动态的现实过程，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应当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目标或方向、制度变迁的方式与路径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等方面。并据此提出，在中国改革30年以来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变迁中，存在着宪政民主与法治进程的积极而乐观的制度蕴涵。而曹正汉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为地方政府在掌握了经济使用权后，为增长本地区经济，将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对经营权进行处理。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经验事实进一步审视和论证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提出现有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实际上就是高层集权化和基层市场化的结合。

二、关于宪政转型

改革30年的经济变迁势必带来制度的变迁，这使得与会学者进一步关注宪政转型问题。莫志宏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认为宪政秩序的形成具有内生性和演进性，宪政问题在中国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基于其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而进行的实践问题。并基于对中西文化的对比考察，提出中国式的解决限权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强调中国的宪政理念不应只是限权而已，还应该同时体现政治的德性。而王建勋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和美国宪政史的考察，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往往起源于地方，宪政的实现仰赖悠久的地方自治和地方自由传统，地方共同体的立宪试验和行宪尝试为全国范围的宪政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欧美宪政经验将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宪政之路。汪庆华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则从公民身份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美国宪法中所呈现的双重公民身份在联邦制建构中可能具有的重大意义，并提出将双重公民身份这一技术性因素引入到中国关于一般制度建设的叙事中，为中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一个新思路，一个从法律技术角度切入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方案。王小卫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吴锦宇博士（意大利摩纳德&雷焦·艾米利亚大学）从转型经济的实践出发，提出宪法—政府—市场三分法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政府行为与经济转型的效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公正透明和有权威性的宪法规则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有效的游戏规则，宪政制度与市场制度是互补性的制度安排。因此，建立公正透明和有权威性的宪法规则与秩序，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着特别的含义。

三、关于法律与政治变迁

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法治建设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高全喜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从宏观视角对30年中国法制变革的大趋势做了一个基本的回顾、梳理与总结，认为尽管30年法制变革还不能说塑造出一个从容的大国政制，但它表现出来的面对世界的开放性，以及实现出来的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制路径，不失为中国经验的一个表征。所谓“中国经验”是与改革开放、变法图强、权利保障的现代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基础是邓小平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实践理性原则，或中国传统自有的实事求是原则，其学术表达就是法制的渐进改良主义，即现代化法制模式的中国修正主义。韦森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则从税权法定原则入手，分析了近几年政府财税收入超高速增长的背景、经济影响和法律基础，认为明确税收立法权，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基本用途均由人大通过法定程序加以规范，并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使政府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受人大代表的仔细审议、讨论和批准，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和切实的尊重和保护。并进一步提出，可期望把构建税权法定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府税收的具体征收和用途要经代议制机构（人大）审定批准的政治安排作为未来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逻辑起点。毛寿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国行政改革的微观和宏观动力，从社会秩序转型与中国政府改革的相互关系出发，通过回顾历次机构改革的历程，找出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逻辑。指出20多年的政府改革历史，其实蕴涵着三个逻辑：组织逻辑、职能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三个逻辑，贯穿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始终，构成了政府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构成了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的突破口。

何卓恩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认为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三大意识形态的调和，并结合改革开放30年来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指出从目前的社会改革进程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调适关系看，民族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还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而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意识形态话语都有适应国内外情势而提出理论创新的内在需要，这就提供了意识形态话语继续“解放思想”的潜力。魏甫华研究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从内地与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出发，对内地与香港现有关系框架的几种设计进行了政策分析，认为内地与香港两地关系正从“一国两制”转移到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独立行政主体的“一制两体”关系上来，而“一制两体”的制度设计，为两地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极具想像力的制度创新动力机制。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可以看出内地基层选举和香港普选政治之间的互动，利用香港因素来加强内地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张旭昆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提出采用抽象演绎的实证分析方法，选择一个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计划统制的经济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演化的起点，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逻辑，从而认识到制度演化的必然性深深扎根于这个制度的本身。并进一步指出，对于转型国家来讲，要实现比较理想的法制—民主—福利市场经济，道路仍然漫长，而决定路标指向的关键是政治体制和法律架构的变革。姚中秋（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依据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即门格尔的制度生成理论和哈耶克的规则—秩序理论，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过程有别于“转轨”，主要呈现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类型——“转型”。并进一步指出，转型始于立法企业家的规则创新活动，随后通过某种程序而成为公共规则，实现制度的局部变迁。这种模式具有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利用社会内部既有制度资源的优势，但也存在其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因此如何克服其局限性，在渐进转型之后伴之以制度框架的设计，直接关乎中国转轨的成功与否。

四、关于历史与文化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历史与文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要素，它有效地影响着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冯克利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通过对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的解读，分析了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即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韦伯所谓可使个人成为神意之“容器”的“理性化伦理行为”。指出导致法国革命的思潮中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只有现代才是有价值的，而现代并非由过去自然发展而来。这也是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在看待历史上最为相异之处。方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依据制度演化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相结合的模式，采取韦伯式的分析理路，首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经济与宗教特征作了一番概览，并着重分析了余英时针对韦伯关于中国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商业精神论证的回应，由此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与宗教的共同关联在于中国的皇权政治体制。并通过对皇权体制、经济和宗教三者关系的简单梳理，进一步认为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气质是至关重要的。而许章润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基于语言学的独特视角，从哈耶克的蹩脚英文引申到语言不只是表意工具，而是事关国族文化实力的比较。强势语言的便利变成了一种优势，进而成为一种权力，在实际上挤压甚至剥夺了其他语言的言说空间。而一旦丧失或者弱化话语能力，则意味着丧失或者弱化了解说的身份、阐释的权威。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据此提出“语文作育”的概念，即运用此种语言思考、创作和交往，便是在提炼、[image: ]
 绎、涵育和拓展民族生活的意义空间，充实特定文明实体的精神含量，提澌其品质，开阔其境界与格局，亦即以地方性知识提供和分享普世性的生存智慧，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汉语文明提供了一个文化自觉的新途径。高力克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则认为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与政治中，新的经济模型，即非市场、非计划的经济模型正在定型，而这种经济模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延续，必将会导致宪政民主滞后和现有经济模式的延续和加强。

五、关于经济学理论问题

基于经济学理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会学者在主体认知、公共博弈、集体行动效率、市场本身的理论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对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朱宪辰教授和龚向虎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研究所）从主体认知与制度形成、变迁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将社会主体区分为两种类型（决策者与实践者），建立一个简单的关于主体认知表征、共享、传递的框架，构造一个三方博弈模型，探讨了主体认知及其传递在制度形成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在研究中发现，主体认知在表征和共享传递过程中面临复杂的问题，编码、解码装置的精确性将制约主体认知的传递效率；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可以看做是主体间就应对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形成与稳定过程；由于主体认知的差别与分工差异，社会中的决策者可能并不会做出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决策；更进一步地，实践者可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刻意制造认知与制度上的模糊性。

而许彬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范良聪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贾拥民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等基于公共品博弈的系列实验验证并强化了Nowak小组的研究结论，即惩罚机制的使用者不具备演化优势，因而从长期看，惩罚不可能成为合作形成的机制。通过该公共品博弈实验，在固定伙伴和随机伙伴两种情形下，在个体、小组和“社会”三个层面上，采用与Nowak小组相同的计量方法，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得到了惩罚不具演化优势，从而难以在长期内成为合作形成机制的结论。同时在一个更宽的给予比例的参数范围与更大的样本容量中以固定伙伴的形式检验了奖赏和惩罚两种机制在公共品供给中展现的特征与作用。实验结果显示，收到惩罚或者给予确实会引致参与者后续的捐献，但是参与者的给予行为对给予的比例不敏感。而且，参与者不仅对给予与惩罚这两种机制是有不对称偏好的，这两种机制所引致的捐献也是不对称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奖惩悖论”：惩罚是一种能够带来合作水平上升的机制，却会使得社会效率受损；给予虽然能够提升社会效率，但是却无法持续。并且发现了一系列的“非对称性”：参与者对给予和惩罚机制偏好的非对称；给予和惩罚对实施成本的反应的非对称；给予和惩罚机制下参与者捐献量的非对称；给予和惩罚实施对引致捐献影响的非对称；给予和惩罚行为在实验中演化的非对称，等等。这些非对称成为影响实验参与者决策的重要依据。或许，正是这些“非对称性”的存在使得给予这一看似具有效率优势的机制并没有显示出超出惩罚的优越性，使得惩罚这一“没有演化优势”的机制得以存在。通过带偏好表达投票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进一步探讨了以实验者对惩罚制度的力度偏好的表达作为公共产品偏好表达的缩影。结果显示，如果使用社会偏好形成的平均数原则——社会偏好按照平均数原则加总个人偏好，随着投票表达偏好的轮次的推进，偏好出现了朝极大和极小两个极点演化的倾向，同时，开始意见分歧并不很大的人群逐步出现分裂，形成“派别”。

苏振华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认为开展集体行动不仅要考量其合法性，也要考量集体行动的效率。从经典的激励机制设计和社会选择理论中得不出能实现集体行动效率的现实可行途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集体行动效率的制度涵义是达成对集体行动的一致同意，这种一致同意是可以在对集体行动的讨论过程中形成的。赖普清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则进一步拓展了科斯早期开创的“企业—市场”范式，力图完成科斯遗留下来的另外一半任务，即建立一个关于市场本身的基本理论。由此分析了“市场为何存在”这一基本问题，通过识别市场存在的边界条件、边际条件和政治条件，建立了一个考察市场本身的参照系。并在一个全面维度的交易和交易成本视野下，考察了“市场如何组织”，证明市场是一张由三种基本微观交易结构整合而成的“看得见的网”，其中企业和企业家则是市场网络最重要的组织者。并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经济从无市场、零星市场、薄市场、厚市场以至趋向逻辑市场的政治经济机制，得以解开“市场如何扩展”和“国富国穷”的秘密，初步建立了一种关于市场本身的理论。李华芳博士（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认为在哈耶克的“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缺环，因为“人类参与制度演化时无法回避理性不及的局限，但是却又存在着有意识订立规则的倾向”。自发秩序对应的是演化理性，但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关系并不明晰，而使用认知理性可以弥补这一缺环，有助于调和“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之间的紧张。对认知理性的研究，除了“选择物—参与者—时间”的三个维度外，还需要研究情感对认知理性的影响，神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会带来一些新的成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研究方向。梁捷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过对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方法论异同的比较，提出三个可能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有益的研究进路，指出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在这些新的研究进路上分别可能作出的贡献。同时重点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趋势，揭示奥地利学派内部存在的张力，通过剖析市场过程理论试图勾勒出奥地利学派或者经济学未来可能的方法论范式，即以米塞斯、柯兹纳为代表的市场过程理论，加上Garrison的资本理论，最有可能为奥地利经济学提供一个从微观基础到宏观运用再到历史阐释的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体系。黄雄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则从米塞斯讨论方法论著作的文本出发，梳理其来自三方面的思想渊源：（1）奥地利学派的传统，（2）韦伯的方法论，以及（3）康德的先验论，揭示米塞斯与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显著区别，并试图勾画出米塞斯基于这三方面思想来发展其独特方法论的脉络图，最后对其方法论在当代经济学发展中的意义做出简单评价。赵亚奎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重点考察了哈森义（Harsanyi）的准则功利主义论证及其面对的众多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哈森义关于准则功利主义优于行动功利主义的论述，其主要着眼点在于考虑到预期效应时个体行动所排除的信息集的不同，但是目前还缺乏决定该信息集的标准，而一个较为可行的信息集则可能由融合了道德元素的纳什讨价还价解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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